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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 

和美国对华投资 
 

 

陈宝森 

 

 

当前世界各国在经济方面的合作正在增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的互补作用

为这种合作提供了重要基础。中国政府最近制订的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将使这种互补作用

得到最好的发挥。它的目标是利用沿海地区的资源、地理优势，加快发展沿海地区外向型经

济，参与国际交换与竞争，以沿海经济的繁荣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在执行这一发展战

略中，中国将与一切友好国家密切合作，以优惠政策鼓励它们在沿海地区投资。鉴于中美经

济关系近年的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美国企业家将在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沿海地区发展战略是在九年的实践中成熟起来的。１９７９年中国政府把广东省的

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开辟为四个经济特区。１９８４年对外开放大连、秦皇岛、

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１４个

沿海港口城市及海南岛并在开放城市中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１９８５年把长江三角洲、珠

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带划为三个对外开放区。１９８８年初中国政府又宣布在珠江三角洲

和闽南三角地带进行全面开放和改革的试点。同时宣布把海南岛改制为海南省，并把它确定

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这样中国东部沿海的特区、开放城市和开放地区就构成了一条弓形

的同时向海外和内地辐射的开放带。对这一新事物的出现及其意义，有些美国朋友是理解的，

但对更多的人说则是陌生的。因此讨论和研究这个问题无疑会对增进相互了解，促进中美经

济技术合作的发展起积极作用。 

    中国的沿海地带有近两亿人口，工农业基础较好，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科学、文化、教

育水平较高，交通方便，信息比较灵通，历史上与国外有广泛联系。但是这些优势长期以来

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这是同过去外国对我国沿海的封锁以及中国政府对战争与和平的估量相

关联的。１９７９年以后，中国政府根据国内外战略格局的新发展提出了改革、开放政策。

这样，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就被历史推到了现代化建设的最前列。它将突出地发挥以下作用： 

    １．引进外资的窗口。中国现代化建设需要引进外国资金和先进技术。但就总体说内地

的投资环境不如沿海；小城市不如大城市；在沿海地区则北方逊于南方。在南方，广东、福

建两省由于在海外有大量侨胞，对于吸引外资又具备特别有利的条件。中国政府意识到要在

较短的时期内在全国范围搞好投资环境是国力所不及的。开辟四个特区，同时开放１４个沿

海城市和珠江、闽江、长江三个三角洲，集中力量为利用外资创造良好环境则是可能的。中

国在１２个开放城市中建立起１３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开发区中又分别在几平方公里或１

０几平方公里的范围中建设起一个基础设施较完善的起步区也是以给外资的发展创造一种

良好的小气候为着眼点的。这样，特区和沿海城市依靠着它在地理上的和传统上的优势以及

政府的特殊政策，自然会在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方面走在全国的最前列，并成为向外国展示

中国开放政策的窗口和向内地传授引进外资经验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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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体制改革的先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要把过去僵硬的以产品经济为主的计划经济

改变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让市场调节发挥更大作用。但是中国的改革是一种伟大的开拓事

业，没有可以遵循的现成模式，  在总体上它必须谨慎从事。而在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则可

以迈出较大的步伐。这样，它的成功经验可以在全国迅速传播，它所遇到的某些挫折，对内

地则可以引以为戒。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将通过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O 

&——沿海经济开放地区——内地这样的层次，由外向内，由沿海到内地逐步推进。这是改

革的要求，也是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的要求。因此特区、开放城市与地区将不仅是开放的先

驱而且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验区，走在全国改革的最前列。 

    ３．中国最先富裕起来的地区。作为开放的窗口和改革的先驱，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与

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将大大超过内地。我们在深圳特区所属的宝安县考察，看到该 

县布吉镇经济迅速腾飞的画面。该镇本来有人口１４７００人，近年来因香港地区来料加工

的大发展从外地吸收劳动力４７０００人。每人平均净收入由１９７９年人民币１３９．７

元，提高到１９８７年的３００４元，每年平均递增４６．７％，另一个沙井镇人口２４０

００人，主要从事来料加工和来料种养，１９７９年人均净收入为人民币１４６元，１９８

７年上升到１２４４元，每年平均递增３０．７％。这种迅速富裕起来的现象在珠江金三角

并不罕见。正是根据这种情况广东省现已提出提前五年，即在１９９５年实现人均国民生产

总值翻两番的目标。特区和开放城市率先富裕起来正在对内地起辐射作用。例如，宝安县因

来料加工任务过重导致劳力不足，已在本县２３万人口之外吸收了来自全国２１个省市的２

２万个劳动力。这些外地人大多是合同工，在开放地区工作几年又将返回本乡本土。他们来

到开放地区不仅学习了技术而且积蓄了钱财。按２２万人每人每年积蓄人民币３０００元计

算，一年就是６．６亿元。据该县邮政部门一个月的统计，汇出的钱就达１．２亿元。特区

和开放地区的富裕正在对内地的繁荣起带动作用。此外，特区与内地企业实行联合经营也将

对促进内地经济的发展起重要作用。 

    中国特区与沿海开放城市的建立向一切友好国家包括美国提供了良好的直接投资机会。

我们认为利用这个机会对美国是有重要意义的。自从７０年代以来，由于美国经济重点西移

和亚太地区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使美国同亚太地区国家的经济纽带日趋紧密。亚太地区已

经成为美国最大的进出口市场和原料供应基地。亚太地区对美国的重要性早为美国政府领导

人所深刻理解。１９７５年福特总统发表了关于“新太平洋主义”的演说，宣称美国是太平

洋国家，明确提出在亚洲“建立经济合作组织的必要性”。１９８４年里根总统也断言“美

国是一个地道的太平洋盆地国家”，并宣称“我相信整个太平洋盆地将是世界的未来”。近年

来美国对亚洲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对欧洲、加拿大和拉美的投资，说明美国企业界

也正在把重点转向亚洲。 

    但是亚太地区又是一个充满激烈竞争的市场。美国在亚洲的竞争地位正在受到来自日

本、南朝鲜等国家的挑战。为此美国需要在亚洲为自己选择能够增强自己竞争地位的投资场

所。在中国实行开放政策以后，中国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与地区无疑是这种较理想的地区之

一。这是因为： 

    第一，中国的政局稳定，政策具有一贯性。特区和开放城市与地区的开辟不是中国政府

的权宜之计，而是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部署和既定国策。有些外国朋友担心中国的开

放政策将随领导人的更迭而发生变化。然而自１９７９年中国政府宣布对外开放政策以来，

八年过去了，政策不但没有由放而收，开放的地区反而在不断扩大，对外资的优惠条件也在

不断放宽。这就证明中国政府对贯彻执行开放政策是认真的。特别由于实践证明开放政策是

成功的，人民群众拥护这一政策，因此不存在政策逆转的问题。加之中国的政局和社会秩序

稳定，因此到中国投资是稳妥可靠的。 

    第二，中国的劳动力充裕，费用低廉，在降低劳动成本方面有特殊的优势。以广州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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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和新加坡工人的月工资为广州的３．７５—５倍；台湾为广州的２．９—３．８倍，南

朝鲜为２—２．６倍。据日本来广东洽谈投资的商人反映，同样加工一件产品如果在日本需

要人民币６元，在台湾则要３元，南朝鲜２．５元，泰国２．５元，在中国大陆则只要１．５

元。中国劳动费用低廉，在南朝鲜和台湾货币升值以后显得更为突出。当前由于美国的劳动

成本高，许多产品缺乏竞争能力，而建设能降低劳动成本的全自动化无人工厂尚需时日，因

此把某些传统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转移到中国，对美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是有  利

的。利用中国劳动成本便宜的优势在华投资，无疑可以有效地提高美国在亚洲市场，乃至世

界市场的竞争能力。 

    在中国兴办企业还具有资源优势。中国的特区和开放城市与地区从北纬４０°到１８°

绵延万余公里，跨越温带、亚热带和热带边缘，土地辽阔、物产丰富、资源充沛，可以发展

多种合资合作及独资企业。在农业方面种植业和养殖业都有很大发展潜力；在矿业方面海南

岛的钛，内地的稀土金属都为发展高技术所不可或缺；开发能源也有广阔的前景。沿海开放

地区以内地为依托发展冶炼业和加工工业都是大有可为的。$第三，中国有１０亿人口的广

阔市场，随着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它将逐步由潜在的市场变为有实在购买力的市场。外国

资本在沿海地区的直接投资将成为创造这种具有实在购买力市场的重要触媒，并且首先使这

一地区成为能够容纳外国进口商品的市场。从战后美国的经验看，要扩大美国的商品和资本

的输出，首先要使伙伴国家的经济得到发展。战后西德和日本如果没有美国的经济支援，它

们的工农业是不可能迅速振兴的。而没有日本、西德的复兴也就不会出现５０年代和６０年

代美国对日本、西德商品输出的繁荣年代。美国资本和技术的输出使西德、日本的经济获得

了好处，反过来也使美国得到好处。不过日本和西德的国内市场都比较狭小，它们的经济膨

胀起来必然要同美国争夺国内外市场，这正是目前西方经济发展不平衡和美国巨额贸易逆差

的根源。中国的情况则不同，它有巨大的国内需求，因此就整个国民经济说中国不可能成为

以出口为导向的国家，对美国市场造成威胁。目前，中国政府要求沿海地区和城市发展外向

型经济，一是为了求得外汇的平衡；二是为了使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经受检验以利于提高质量，

增加效益，降低成本并带动内地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使中国产品真正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以

加速四个现代化的实现。美国向中国输出资本和技术将能更好地发挥两国的互补作用和比较

成本效益，因而将使中美双方都得到好处。 

    美国对华投资的情况如何呢？ 

    中国宣布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后迅速得到美国政府和企业界的响应。在开放初期近海石

油曾是美国对华投资的热点。随着中国开放地区的不断扩大和政策的逐步完善，其他领域的

直接投资正在逐步增加，投入地区也在不断扩大。中国大陆对外开放虽较其他亚洲发展中的

国家与地区为晚，但外国许多国家包括美国对华投资的势头相当有力。下面谨就美国对华直

接投资的基本情况略加分析： 

    １．和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与地区比，美国对华投资已达到一定规模并有较快的增长速

度。 

    到１９８６年底为止美国对亚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可以按累计额排列次序

如下：印尼第一４３．０５亿美元；香港第二３５．８亿美元；新加坡第三２２．９１亿美

元；马来西亚第四１０．７４亿美元；泰国第五１０．４８亿美元；我国台湾省第六８．６

亿美元；南朝鲜第七７亿美元。美国对中国大陆投资到１９８６年底累计约为１２．４８亿

美元。和上述国家与地区比较低于新加坡而高于马来西亚，应居第四位。就中国幅员广大，

自然和人力资源丰富等优势而言，应当说美国对华投资仍然是大有潜力可挖的。 

    和亚洲其他国家比较，美国对华投资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这几年的增长速度特别

快，见下表： 

表１．美国对亚太地区各国与地区直接投资额及其增长速度(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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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年 1985 年 1986 年 
国别与地区 

投资额 累计投资额 增长速度％ 累计投资额 增长速度％ 

印尼 40.93 40.87 -0.15 43.05 +5.3 

香港 32.53 31.24 -4 35.80 +14.5 

新加坡 19.32 18.97 -1.8 22.91 +20.8 

马来西亚 11.01 12.17 +10.5 10.74 -11.8  

泰国 10.81 10.22 -5.5 10.48 +2.5 

台湾省 7.36 7.57 +2.8 8.60 +13.6 

南朝鲜 7.16 7.57 +5.7 7.92 +4.6 

中国(大陆) 5.65 9.22 +63.1 12.48 +35.4 

资料来源：中国大陆以外见 1985、1986、1987 年商情概览。 

美国对华投资增长速度超过对其他国家与地区的速度是投资初始阶段的标志，说明美国

对华投资方兴未艾。如果中国政府的政策和措施得当，它的发展前景是十分光明的。 

    就各国和地区对华投资的情况看，截至１９８７年５月止，中国批准建立的外商投资企

业达８３３２个（包括海洋开发合同），外商协议投资额１９１．４亿美元。到１９８６年

底，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资额（不包括海洋开发合同）港澳地区占第一位，约达４５．８８亿

美元；美国占第二位，约达１２．４８亿美元；日本占第三位，约达１１．４亿美元。港澳

地区直接投资居于首位是因为港澳企业家与祖国有着民族感情，愿对祖国四化大业做出自己

的贡献。但就经济实力而言，美国显然具有港澳所不可比拟的优势。它对中国的投资潜力显

然可以超过其他国家和地区。 

    ２．美国对华投资就地区说开始于大城市，逐渐遍及全国，对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的投

资刚才开始。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始于首都北京。１９８０年４月中国政府批准美国伊  沈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与中国旅行社北京分社合资兴建北京长城饭店，打响了中美合营兴办企业的第一炮。

自此以后从１９８０年到１９８６年底美国在中国共兴办各种企业２３４家（不包括合作开

发石油和补偿贸易项目）。这些企业分布在中国沿海和内地的５７个市和１４个县。 

    可能由于历史原因和投资环境，初期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差不多都集中在大城市，包括北

京、广州、武汉、上海、天津等地。迄今为止，美国在中国大城市的投资仍然占较大比重。

在这些城市中，截至１９８６年底，上海签订美商投资企业协议３４个，投资额达６００３

０万美元，占第一位；北京签订协议３６个，投资额达２４５９３万美元，占第二位；天津

签订协议２２个，投资额达５３４２万美元，占第三位。不过就单个项目说朔县安太堡露天

煤矿的投资额最大，达３．４亿美元，而这个合作项目则并不在大城市，这是采矿业的特点。 

    中国政府于１９８４年宣布开放沿海１４个城市和３个开放区以后，美国对华投资也随

之扩大到沿海城市。不过美国投资自１９８４年以来，不仅在沿海中小城市有很快进展，而

且也延伸到了特区和开放城市以外的许多中小城市，截至１９８６年底止，就沿海特区、开

放城市、开放地区与内地比较，前者共有美商投资企业１３０家，投资额７６２２８万美元，

后者共有１０４家，投资额７７９６１万美元，两者金额所差有限，基本上是平分秋色。说

明美国企业家对中国优势各异的地区具有广泛的投资兴趣。 

    美国政府和企业界对中国开辟的新开发区也做出了积极的响应。例如美国政府通过国际

开发总署曾拨给在美国注册的美国咨询公司近５０万美元，对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销售战

略和土地利用问题进行研究。中标单位美国联合规划公司已经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发展天

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提出了许多重要建议。这无疑对促进两国的经济技术合作是极其有益的，

这一行动也说明美国对在中国开放区扩大直接投资是抱有希望的。 

    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目前采取合资、合作、独资、合作开发、补偿贸易等五种形式。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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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形式中合作开发主要以近海石油勘探为对象，其发展前景如何取决于实际蕴藏量，现在尚

难定论。中美补偿贸易数量有限，不占重要地位。合资、合作与独资企业则有广阔的发展前

途。自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８６年底，合股经营的企业已达２０６家，按合同规定美方投资额

达５．７２亿美元，每户合２７７万美元；合作企业２２家，美方按合同应投资９．６亿美

元，每户合４３８０万美元。数量表明合资企业在数量上占有优势，但企业规模较小。合作

企业数量虽少，但每户平均投资额很大，属于大型企业。独资企业则无论在数量上和投资额

方面都是较小的。 

    ３．美国对华投资，就行业说，初期重点在能源和服务行业，逐渐扩大到其他领域，这

一趋势尚  在发展之中。美国在近海勘探石油属于合作开发项目，本文不拟详述。下面谨就

合营、合作和独资企业在各行业的分布略加分析，见下表: 

表２．1980-1986 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 

行业 项目数 协议投资额(万美元) 

1)服务行业 

其中宾馆饭店 

2)能源(不包括近海石油合作开发) 

其中煤炭 

为石油勘探服务 

3)电子、电讯、生物工程 

4)化工 

5)种植、养殖、捕捞 

6)机电制造 

7)建筑建材 

8)轻纺食品 

9)其他 

 

    总计 

45 

24 

15 

1 

13 

42 

5 

9 

21 

14 

74 

9 

 

234 

63651.00 

61695.00 

37566.00 

34401.00 

2864.00 

5406.00 

794.00 

1727.00 

6079.00 

2445.00 

18292.00 

18229.00 

 

154189.00 

    从表列数字可以看到就行业说美国在服务业的投资占第一位，能源占第二位（不包括近

海石油勘探），轻纺食品占第三位，机电制造占第四位，电子、电讯、生物工程占第五位（其

中某些项目属于高技术）。 

    在服务业中，实际上重点是在宾馆和饭店。这方面共签订协议２０项，总投资额约６.

２亿美元。其中，中美合营企业１４家投资２.０７亿美元，中美合作企业１０家投资４.

０９亿美元。平均每个项目投资２５７０万美元，最大项目投资额达１亿美元。 

    美国企业把投资重点放在宾馆方面说明美国商人认为中国旅游资源丰富，对国际旅游业

具有吸引力，是一个收益较高，风险较小的行业，而且旅游业有直接的外汇收入，容易解决

外汇平衡问题。美国向中国旅游业大量投资有助于发展中国的旅游事业。但是由于各国资本

对宾馆饭店普遍感到兴趣，在某些城市宾馆建筑已趋饱和，估计今后各国在这方面的投资可

能进入低潮。 

    美国对能源特别是石油资源深感兴趣，其理由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在１９８５年石油价

格暴跌以后，美国对这方面的投资兴趣减弱，加之中国近海石油勘探尚未取得重大突破，估

计今后在这方面的投资可能  不会有大的发展。 

    美国对轻纺、食品投资达１．８亿美元，但户数达７４家，每个项目投资额仅为１０９

万美元，多属中小型企业。 

    美国对电子、电讯、生物工程等的投资共４２项，投资额５４０６万美元，每个项目平

均为１２９万美元，规模也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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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政府于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公布了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简称２２条），宣布对产

品出口企业和先进技术企业给以更多优惠之后，这项政策正在引导外资向这两个方向发展。 

    由于产品出口企业和技术先进企业并不一定都是大型企业，而投资额巨大的能源和宾馆

短期内未必有更大发展，所以今后几年美国对华投资就金额论增长速度可能会有所下降，但

投资项目的增长速度未必很慢，美国对华投资的总势头仍将是强劲的。 

    ４．美国在华投资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并有若干比较成功的范例。 

    根据中国政府的调查，外商在中国的投资，总的说效益较好。国家经委一位负责人在１

９８７年５月，根据政府调查和国外评论对外资在中国经营情况作了如下评估，“到去年底

（注：指１９８６年底）已投产的外商投资企业达到３１２０家，而且大多数取得了较好的

经营成果。天津、上海、大连、深圳等市已投产的生产型企业大部分已经赢利和出口创汇，

从总体上做到了外汇平衡有余，有的赢利率达到２５％，投资回收率达到３２.４％，投资

结构也有所改善。国家鼓励发展的先进技术企业和产品出口企业明显增多了。美国科学国际

管理咨询公司对我国７０多家外商投资生产性企业进行了调查，达到或超过外国投资者既定

收益目标的占９４％，外汇收支可以平衡或有节余的占２／３。他们认为，外商来华投资正

在从试探性阶段进入建立长期立足点的阶段。联合国跨国公司主席汉森先生最近也指出：“从

任何角度看，在对外开放与吸收外资方面，中国在世界发展中国家里都是最成功的，也是走

得很快的，目前还没有一个像中国这样重要的大国能够在短期内取得如此的成功”。〔1〕 

    上述评价对中美合资、合作企业也是适用的。前不久我去天津、上海、广州、蛇口、珠

海等地做了一点调查，得到了类似的印象。 

    例如广州开发区兴建的广州美特容器有限公司就是一个迅速建成投产，迅速取得经济效

益的合资企业典型。该厂于１９８５年３月签约，外资占３５％，由香港和美国参股，总投

资额２６８０万美元，项目于１９８５年９月破土动工，１９８６年５月投产，１９８６年

１１月全部完工。主要工程部分的建设实际只化了八个月。１９８７年是试生产时期，同年

５月不但达到设计能力而且超过设计能力，完成产值１.８亿人民币，其中出口价值１.５亿

人民币，创汇３０００美元，外汇不但平衡而且略有结余。这个厂生产的易拉罐罐体和罐盖

已出口到港、澳、台、中东和远东。质量、物耗都达到先进水平。产品质量得到可口可乐公

司的认可书，允许全世界可口可乐厂使用该厂产品。外方对这个厂建成的速度是满意的，认

为在香港建成同等企业要化３－４年时间，在美国也要１４－１６个月，同时必须用五年时

间才能达到生产能力。外方对这个厂的经济效益也是满意的，原估计该厂建成后至少要亏本

二至三年，而实际却盈利１８３７万元人民币。美方勃尔公司总裁说：中国人的工作是第一

流的，广州美特给我们树立了信心。 

    我们还参观了一个在蛇口工业区兴建的浮法玻璃厂。该厂是由中、美、泰三国合营的，

总投资１亿美元。这个厂于１９８５年动工，化了两年时间即已建成投产，一次试车成功。

产品一半外销，一半内销，外汇平衡不成问题。头一年试生产虽然还没有盈利，但以后肯定

可以赚钱。美方经理对该厂充满信心。当问到在蛇口工业区投资有什么好处时，他强调指出：

第一是工作效率高，官僚主义少；第二是劳动成本低廉；第三是毗邻港澳，进口原材料设备

都很方便。这位来自匹茨堡ＰＰＧ公司的美方经理对中方的合作是满意的。 

    上海中美合营的福克斯波罗有限公司则是引进先进技术和提高经济效益比较成功的范

例。该公司主要业务是根据美方的技术生产自动化仪表和过程控制计算机及其系统。１９８

２年４月签订合资合同，１９８３年４月正式开业。开业的第二年就转亏为盈，营业额利润

在开始后三年持续成倍增长。１９８６年再增长６０％，１９８７年增长４０％。１９８７

年营业额可达４０００万元。经过美方技术转让使该厂代表性产品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缩小

到２－４年，并且学习西方经验建立了以销定产的市场调节经营体制。美方对该公司的工作

表示满意，承认合作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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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似的成功例子还可举出若干，说明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完全可以给中美双方都带来成功

和利益。即使暂时不太成功的企业经过努力也是可以逐步取得进步的。 

    迄今为止美国对华投资的势头是很好的。但必须承认目前美国企业界还有许多人并未感

到中国特区和开放城市是最有吸引力的投资场所。许多美国大公司对于向中国投资仍持观望

态度。某些大公司来到了中国并略有投资，但不过是投石问路。怎样才能扫除障碍，促进美

国对华投资的大发展呢？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当然是主导方面，因为美国是在中国兴办企业，

很多生产经营条件是由中国提供的，很多问题的发生中方负有更大的责任。从根本上说中国

投资环境未臻理想，一在于生产力不发达，二在于市场机制不完善，经济体制不适应国际交

换的要求。由于生产力落后，所以外商投资的硬环境不理想，许多地方水、电、煤  气供应

不足，通讯、交通运行不畅，不能保证生产经营的正常运行；由于经济体制僵化，以致外商

投资的软环境不理想，官僚主义，互相扯皮，缺乏效率，法制松弛，使外商感到诸多不便。

中国政府充分意识到这些问题，确信要吸引更多美国投资必须扫除我方造成的这些障碍，并

有信心解决这些问题。但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既然中国实行的是全方位的开放

政策，欢迎一切友好国家来中国投资，那么在投资者之间就存在着竞争。我们当然希望美国

企业家能以强有力竞争者的姿态，在中国特区和开放城市发挥作用。到目前为止，我所接触

到的与外资有关的中方人员对美国朋友都有良好印象，认为大多数美国企业家具有战略眼

光，顾全大局，不计较小利，通情达理，而且给中国企业带来了严谨的工作作风和先进的管

理经验。现在的问题是为了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必须把美国对华投资推上一个新的台阶。因

此必须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更快地扫除中方的障碍，更有效地提高美方的竞争力，找

到双方共同的着力点，把这一事业推向前进。我认为以下诸端是问题的关键： 

    １．要按国际惯例管理企业必须减少行政干预，完善市场机制。 

    要吸引更多的美国资本必须给美国企业家创造按国际惯例管理企业的环境，而按国际惯

例管理企业的关键则在于减少行政干预，完善市场机制，形成较健全的劳务市场、资金市场

和商品市场。近年来，特区和开放城市在简化外国投资企业的批准手续方面有明显进步。许

多地方建立了外资服务中心，把海关商检、税务、银行等部门以及律师事务所，运输公司，

物资供应公司集中在一座大楼办公，外商只要在大楼里走一圈就能把事情办完。基本建设的

速度也比过去加快，一座厂房半年建成投产的例子并不鲜见。但是在日常生产经营中许多外

国投资企业仍为过多的行政干预以及不健全的市场机制所苦。许多外国投资企业感到不满的

是，他们虽然在供产销，人财物等方面拥有自主权，但是没有充分实现这种权力的市场环境。

一个办得很好的中美合资企业的中方经理说，他虽然有用人权，但是开除了工人，找不到出

路，这是一难。另外，他想提拔的人上面不同意，他不想提拔的人上面要塞给他，这又是一

难。这些都是劳务市场不健全和行政干预的结果。资金市场不健全也使外国投资企业很伤脑

筋。一个合资企业反映说现在缺乏短期资金借贷渠道。国际上通行的透支帐户和抵押贷款都

行不通,即使你想用资产抵押也没有估产单位进行评估。外资银行虽然有透支办法，但外国

投资企业只准在中国银行开户，又束缚了合资企业的手脚。这些都说明资金市场的不完善。

还有一些外国投资企业在购买原材料方面遇到困难。有些国产原材料质次价高，难以利用，

而向国外进口又受到外汇管理的限制。这是商品市场不完善的结果。当然要在全国范围完善

市场机制，不是短期能实现的，但是在特区和开放城市则是应当做到也可以做到的。走在开

放前列的深圳市和蛇口工业区在这些方面遇到的困难就少些，而北方一些经济技术开发区则

还有较多困难。他们反映由于经济技术开发区必须以老城市为依托，他们正面临新老体制谁

战胜谁的危机。目前，在有些开发区中合资企业往往要组织一个熟悉旧体制，专门应付官僚

机构和寻找关系网的小班子，否则就不能正常生产和经营。这是必须引起严重注意并切实加

以解决的问题。 

    ２．要办好外国投资企业必须提高中方人员特别是领导骨干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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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资合作企业由外商负责管理是一种好办法，它有利于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但是合资

合作企业要能取得成功，中方领导骨干的素质是一个重要因素。现有合资合作企业凡是中方

所派干部懂得政策，熟悉生产，善于经营者都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就是一个证明。美国跨国公

司在国外的子公司常常雇用当地人员当经理，它的好处在于熟悉本地情况，理解职工心理，

便于沟通思想，这些无疑都是办好一个企业的必要条件。美国跨国公司的这种做法当然也适

用于中国。因此中美双方的经济合作不仅是生产经营上的合作，而且应当扩大到人员培训。

中方领导骨干不仅应当学习现代化企业的经营管理，而且应当学习到国际市场上竞争的本

领。现在有些外商投资企业“合资不合营”。中方人员只管生产。采购和销售由外方负责。

这样中方人员就无从学会生产经营的全过程。而办一个合营或合作企业，如果不了解生产过

程是不会成功的。 

    ３．争取外汇收支平衡并有结余应当是外商投资企业争取实现的目标。 

    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外汇短缺是长期存在的困难。引进外资，借用外债固然都是

发展本国经济从而增加外汇储备的有效办法，但用之不当也可能走向反面。东欧和拉美的许

多国家都有过这种教训，那就是只能引进而不能创汇，其结果就使外汇储备枯竭，负债累累，

陷入债务危机。在这一点上我国也已经有过若干教训。这就是盲目引进生产线但产品在国际

上无竞争力，只能在国内销售，而原器件仍然要外汇进口。一旦外汇短缺，生产就无法进行

下去。有些外商对我国政府强调发展外向型企业不理解，他们要求迅速扩大外国投资企业所

产商品在中国的市场，这是操之过急的主张。殊不知目前中国的购买力是有限的，外汇平衡

是紧张的，外国投资企业如果只图近利，那么他们在中国的生存就不会持久，中国外汇购买

力枯竭之日也就是外国投资企业停产之时，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为解决外国投资企业的

外汇收支平衡，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许多措施。如在特区开办外汇调剂中心，在外汇有余和

外汇不足单位之间互通有无是一种办法。对外国投资企业制造的国内尚须进口的产品可以由

国家付给外汇，以产顶进是一种办法。赵紫阳总书记在视察北京吉普车厂时提出用中国能生

产的汽车零部件作为补偿以进口中国不能生产的汽车零部件也是一种办法。此外还必须抓紧

原材料部件的国产化。国产化不是保护落后，而是要求本国产品定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使

之在国际市场上能站住脚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现合资企业的外汇收支平衡，并降低产品

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外商也才有可能将所得利润以外汇形式汇还本国。 

    ４．引进先进技术是中国开放政策的目标之一。为此中美双方需要在这方面加强合作。 

    发达国家的技术输出总是和资本输出相伴随的。它既可以使输出国提高竞争力，又可以

促进输入国经济的发展。这已为二次大战后的实践所证明。西欧、日本和一些新兴工业国都

曾以美国为技术转让的主要来源以加速自己的现代化。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主要依

靠自力更生，同时也要从一切发达国家引进技术以缩短现代化的进程。友好国家都愿与中国

合作，美国当然也可以在这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 

    目前在引进先进技术方面存在两方面的问题。在中国方面是提高消化能力问题。由于先

进技术的发展速度极快，中国的技术基础薄弱，一种新技术尚在消化之中，另一种新技术又

已问世，因而可能产生消化不良症。另一方面，掌握一种新技术不是一个工厂能解决的，需

要原材料工业和元器件厂的配合，它涉及国家基础工业的技术水平，需要国家统筹安排，制

订出能协调各方的产业政策、价格政策和分配政策。这些都是中国自己必须解决的问题。 

    另一方面则是美国的技术转让政策。美国近年来对中国的技术转让虽然有所放宽，比较

合作。但在“Ｖ”组国家中是唯一要受“巴统”检查和美国国家安全检查的国家，并没有真

正享受到“Ｖ”组国家的待遇，这是不公平的。美方的这种态度反映美方对中国仍然存在信

任问题，它使美国在技术输出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这种状况希望美方继续努力加以改变。 

    尽管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尚存在上述种种问题和障碍，但这些都是前进中的问题，是有可

能逐步解决的。它的基础就在于扩大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符合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而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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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政策是坚定不移的国策，中国政府有决心使投资环境不断改善。赵紫阳总书记在今

年年初曾要求“沿海地区和有关省市要立即对现已投产的４０００多个外商投资企业所遇到

的问题进行普查，尽快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经营中遇到的问题。要少说空话。一个一个企业地

落实有关政策。通过实实在在的工作给外国投资者传递一个新的信息，即中国的投资环境将

在１９８８年有新的改善。”〔2〕这一宣布表明了中国政府的决心。在我去考察的各省市已

经看到他们正在以２２条为依据采取行动。以福建省为例，１９８６年合资企业开业２２７

家，有２０２家亏损，亏损额达到９０００万元人民币，盈利额只达２０００万元，净亏损

６０００多万元。１９８７年采取了措施，一个一个企业地落实政策，解决问题，结果一个

厦门市就在１９８７年盈利人民币６０００万元，盈亏相抵净盈利１亿元人民币。这种形势

是令人鼓舞的，相信美国政府和企业界是会对中国政府的决心作出积极响应的。 

     

注释： 

 

〔1〕朱熔基在全国外商投资企业经营管理研究会上的讲话，《经济工作通讯》，１９８７年

第７期。 

〔2〕赵紫阳在接见外国投资工作座谈会代表时的讲话，《人民日报》，１９８８年１月１５

日。 

 
 

 

简析“中美合作所集中营” 
 

 

邓又平 

 

 

“中美合作所集中营”这个名称，最早见于１９５６年８月１６日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公

布的一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单里。 

    “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旧址，主要指位于重庆西北郊歌乐山与磁器口之间，占地约５２

５０亩的一片地区。四川省人民委员会之所以将此划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其主要依据和意

义在于：据解放初期调查，这里曾是中美合作所的所本部，它不仅是“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

匪帮的特务机关”，而且“是囚禁和屠杀革命志士的集中营，内设酷刑１３０余种。历来在

此惨遭杀害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不知有多少。”〔1〕它是我们揭露美蒋反动派残害中国革

命志士的罪证。 

    然而，从我们多年来收集到的大量史料表明，说中美合作所是一个集中营，而且是一个

专门关押、刑讯、屠杀革命志士的集中营，是缺乏充分的历史依据的。这种观点的根本错误

在于，将曾经只在时间和空间上部分相连的中美合作所和军统重庆集中营混为一谈，并将很

多明显是军统重庆集中营所干的罪恶活动（如解放前夕的“１１．２７”大屠杀）牵强地与

中美合作所扯在一起。 

    下面，本文将对中美合作所和军统重庆集中营各自的发展、变迁情况作一简要介绍，并

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作出自己的结论。抛砖引玉，希望借此获得大家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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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美合作所成立的背景、目的及主要活动 

 

    １．特定时期的特定政策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日本闪电般袭击美国太平洋舰队，打乱了美国人隔岸观火、坐

收渔利的如意算盘。由于共同对日作战，中美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在原来帝国主义与半殖

民地、强国与弱国的关系上又加进了同盟国的关系。 

    当时，美国为了动员中国的人力来对付日本，同时，也为了扩大其在华势力，在经济、

政治、军事上给予国民党中国以大量援助和支持。但面临着中国内部两大党派——国民党和

共产党的争斗，他们又顾虑重重，害怕自己的援助和支持不但打不了日本人，还可能被国民

党拿去重新发动更大规模的内战。而“一旦中国陷入分裂并爆发内战，对日本的有力抵抗运

动就会化为乌有。”〔2〕  

    从美国人的这种顾虑和不满中，我们可以得出一条结论——美国政府在抗日战争期间对

华政策的总原则是联合中国的所有军事力量，动员中国全部资源，迅速地打败日本。 

    在这段特定时期和特定政策下而成立的中美合作所，不可能是一个专门用来对付中国共

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特务机构。 

    ２．特殊战争下的特殊机构 

    由于美日双方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他们之间的战争基本上都在空中和海上进行，所

以太平洋上的气象、水文、军事等情报的准确掌握，便成为美国打败日本的重要保证。而这

些，唯有在中国才能解决。正是在这种情况下，１９４２年５月，美国海军中校梅乐斯（M. 

E. Miles）奉命来到中国，他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情报和骚扰日本”。〔3〕 

    在驻美武官萧信如的串通下，梅乐斯一到重庆便与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挂上钩。经多次协

商后，于１９４３年初双方共同拟定了一份名为《中美合作所协定》的条约，并在同年４月

１５日，由美蒋双方最高领导人罗斯福和蒋介石批准。“这项协定代表美方签字者是海军部

长诺克斯，中国方面是外交部宋子文部长，然后，是杜诺万少将，萧信如上校和我（梅乐斯）

也都签下了名；中间有一个空白，留给戴笠将军；他在重庆那年７月４日在庆祝美国国庆时，

签名志贺。”〔4〕 

    中美合作所的主要任务是“（１）扩大搜集与交换情报，分呈两国最高统帅部参考；（２）

严密布置东南沿海的敌后情报网，准备策应美军登陆；（３）布置中国全国气象网，制定气

象预报，提供美国海、空军参考；（４）侦译敌方电讯、研究敌人动态；（５）加强情报通讯、

争取情报的时效，使能制敌机先；（６）扩大警特训练，以达成防奸防谍，维护治安的任务；

（７）开展心理作战；（８）加强秘密破坏工作，摧毁敌人的军事设施及军用物资。”〔5〕 

    根据这些要求，中美合作所的美蒋特务很快在全国各地建起了１６５座气象站、通讯电

台，并由美国特工人员先后开办了２２个特工训练班，为军统训练和装备了１０万多名特务，

并为其提供了９０００多吨弹药器材和其他军用物资，组成了一支特殊的武装特务部队。 

    这支特殊的队伍，到底干了些什么呢？他们的任务是打日本人呢，还是帮国民党镇压中

国革命？他们的具体活动是搞侦译军事、政治、气象等情报呢，还是专门逮捕、关押和屠杀

政治犯？ 

    下面我们罗列了一些曾在中美合作所工作过的人员所写的材料，让材料来回答上述问

题。 

    “我于１９４４年４月由军委会特种技术研究室侦收台调中美所第６组（侦译）任侦收

员。”“侦收台的任务是侦收日本在华沿海的海军电报”。 

                                                             ——卢望植〔6〕 

“我在情报组所译的情报，国内外的都有，最多的是江南方面，如日本军队的调动、伪

军调动，某仓库所储军火，日军某些番号在何地出现。我新四军的有一少部分，占的比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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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如某地发现新四军多少人等。” 

                                                             ——曾圣杰〔7〕 

 “（我）１９４３年冬至１９４５年１２月，充重庆匪中美所气象组中校组员。”“气象

组的工作，其主要任务为汇集各地气象报告，绘制天气图，预告天气，并将天气预告供应当

时所谓的‘盟军’即美帝的海空军，作为作战参考之用。” 

    ——徐止善〔8〕 

    “当时我所工作的内容是将各组、室搜集的情报由中文译成英文，送给美国人，每份情

报上都是‘戴笠将军致梅乐斯准将’。” 

    “据我所翻译接触到的情报内容，有敌伪（日、伪）舰艇、飞机活动情况，后勤运输贮

备情况，兵力调动集结情况，蒋匪军情况也有报道，但比较少，另外气象情报也不在少数。” 

                                                             ——韩金贵〔9〕 

    “心理战争组主要系编写各种宣传品，用秘密方式或飞机散发至沦陷区或日本本土及各

战场上。收听日本或汉奸电台广播并用秘密广播进行干扰或反宣传，内容不外是美蒋伪装抗

战的宣传物，以麻痹沦陷区人民。” 

   ——李斯康〔10〕 

以上是中美合作所几个主要业务部门——情报组、气象组、心理组的活动。接下，我们

再来看一下另两个业务部门：军事组和秘密行动组的情况。 

    军事组：由军统局的别动军总指挥徐函道担任组长。“这一组的主要工作是在重庆、贵

阳、西安、兰州、福建、安徽雄持等地，举办中美合作所特技训练班。每个训练班先后招收

三期至五期，每期受训的学生 800-1200 人。每期训练的时间为六个月至一年。训练毕业后，

即由美国海军发给武器弹药，予以装备。装备的特警生，分发各战区配合作战。” 

    秘密作战组：组长为王一心。“这一组的所谓秘密行动工作，就是派遣行动员在浙江杭

州附近以及广西的柳州南京公路破坏日本运兵汽车，以及破坏日军的军事防御设备。”〔11〕 

    对于中美合作所的活动情况，我们可以罗列很多材料，如该所气象组少将组长程凌写的

《关于中美合作所情况》、军统局总务处处长沈醉写的《中美合作所情况》、军统局会计处处

长郭旭写的《关于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材料》，以及近年来从香港、台湾搞到的新资料，

如吴相湘著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良雄著的《戴笠传》、美国人迈克尔·沙勒著的《美国

十字军在中国》等等。然而，无论这些材料在政治上从哪个角度来介绍中美合作所，但有一

点它们是一致的，即：中美合作所在业务性质上，是一个情报机构，或者说是一个情报和训

练机构。 

    按《中美合作所协定》的规定：“对日作战胜利后，中美所应即宣布结束。”〔12〕所以

到“１９４５年秋抗战结束后，中美所各地训练单位首先停止活动，⋯⋯该所上海办事处办

理美帝人员回国，均延至１９４６年５月底全部结束撤销。”〔13〕 

    中美合作所的情况就是这样，我想无论从中美合作所成立的背景、目的，还是它的主要

活动以及业务性质上，大家都不可能得出“中美合作所是一个专门逮捕、关押、屠杀共产党

人和革命志士的集中营”的结论。 

     

二、军统重庆集中营的变迁及主要活动 

 

    １９３９年底，军统局以军事委员会战地工作服务团的名义，将重庆西北郊歌乐山下磁

器口、五灵观、杨家山一带的民房强占，作为乡下办事处。他们名为办公，实际上却是在为

自己建立秘密巢穴。他们先后在这里办工厂、办学校、办医院，同时也设立了秘密看守所，

逐渐将此变成了一块“特区”。 

    设立的看守所，称军统重庆看守所，是由戴笠在１９３９年的夏天，亲自决定将原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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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阀白驹的“香山别墅”改建而成。第一位所长为侯子川，是原军统枣子堡看守所所长。１

９４３年中美合作所成立，大批美国人来华，戴笠又将这个看守所迁址于附近的渣滓洞，“香

山别墅”改为中美合作所第三招待所。 

    到１９４６年，这里面的情况发生更大的变化。这时抗日战争结束，中美合作所全部撤

销，军统局所属各单位也相继迁往南京。另外国民党又将“西南的军统集中营，息烽监狱、

望龙门看守所、渣滓洞看守所合并，成立了白公馆看守所”〔14〕，于是这块“特区”，又变

成了“白公馆看守所”的地盘。 

    １９４７年随着内战的扩大，国民党也加紧了对国统区人民的镇压，于是在大批的共产

党人和革命志士被捕后，这年１０月，曾一度合并撤销的“渣滓洞”，又重被重庆行辕二处

恢复关人。这样，从１９４７年１０月到１９４９年１１月底，这个特区里面开始同时并存

两个规模庞大的监狱：一个是由保密局（军统局改称）直接管辖的白公馆看守所；一个是由

重庆行辕二处开设的渣滓洞看守所。 

    据统计，从１９３９年成立到１９４９年结束，这两个集中营先后关押和屠杀的共产党

人和革命志士有： 

    被关押的： 

    １９４０年春天，张露萍、张蔚林等七人； 

    １９４０年３月被捕的罗世文、车耀先； 

    １９４０年４月被捕的许晓轩、谭沈明； 

    １９４１年被捕的叶挺、宋绮云及妻子徐林侠、幼子宋振中； 

１９４２年被捕的廖承志； 

    １９４６年７月从贵州转来的杨虎城将军； 

    １９４７年“６．１”大逮捕中被捕的胡作霖、张现华等４０余人； 

    １９４７年“小民茶案”被捕的何雪松、李子伯等８人； 

    １９４８年“挺进报事件”被捕的许建业、陈然等１３０余人； 

    １９４８年因华蓥山、梁平、垫江武装起义被捕的蒋可然、陈以文等３０余人； 

    １９４９年叛徒刘国定（中共市委书记）出卖在成都被捕的川康特委负责人蒲华辅、华

建等１０余人； 

    １９４９年川东民革组织地下武装而被捕的黎又霖、王白与以及后来的周从化等１０余

人。 

    被屠杀的： 

    １９４６年在松林坡杀害的罗世文、车耀先２人； 

    １９４７年在白公馆杀害的尚承文、张长鳌、朱念群３人； 

    １９４８年７月在重庆大坪公开枪杀的李大荣、许建业２人； 

    １９４９年９月在戴公祠杀害的杨虎城、宋绮云等６人；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在重庆大坪公开枪杀的陈然、王朴等１０人；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１４日，在松林坡秘密枪杀的江竹筠、李青林等３０人；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２４日，在梅园公路旁杀害的阎继明、张醒民２人；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２７日下午，在步云桥杀害的黄显声、李英毅２人；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２７日晚，在白公馆杀害的许晓轩、谭沈明等２１人；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２７日晚，在渣滓洞杀害的蔡梦慰、余祖胜等１９０人；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２９日，在松林坡杀害的黄细亚、赵晶等３２人。〔15〕 

    以上的统计数字，也许说不上十分准确，但说它包括了两个看守所的主要罪恶活动，我

以为是完全没问题的。 

    现在再让我们来回忆一下前面第一部分中提到的，中美合作所成立和结束的时间，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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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１９４３年４月和１９４６年５月。 

    这两个时间对于我们澄清中美合作所与军统集中营的关系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如果

将它们与方才列的那些被捕、被害的时间对照一下，我们会马上发现：中美合作所与这些逮

捕、关押、屠杀等罪恶活动是完全无关的。这些活动要么是在１９４２年之前（即中美合作

所成立之前），要么是在１９４６年以后（即中美合作所撤销之后）。 

    谈到此，可能有人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即中美合作所与军统集中营总有一段时间是同时

并存的（１９４３年至１９４６年），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它们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

系呢？军统集中营  隶属于中美合作所吗？ 

     

三、“中美合作所”与“军统集中营”的关系 

 

    以上，我们谈到了“中美合作所”并非是个“集中营”，但“中美合作所”管辖“集中

营”吗？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 

    第一，中美合作所与监狱没有组织上的联系。大家知道，在前面介绍中美合作所的组织

机构时，我们谈到它的主要业务部门有情报组、气象组、军事组、秘密行动组、心理作战组，

而这些部门的任务都是与监狱的业务无关的，也就是说它们谁也没领导监狱。那么当时的监

狱到底由谁掌管呢？原来，“该所在抗战期间，直接由匪首戴笠和军统局司法室领导。１９

４６年冬以后，受保密局第六处（司法处）直接领导。”〔16〕“中美合作所与白公馆、渣滓

洞监狱，没有直接组织上的联系。”〔17〕 

    第二，现存的档案材料中，没有一份材料能证明中美合作所的美国人参与了集中营的活

动。“美国人在中美合作所的活动主要是搞情报。他们也帮助军统训练过一些特工人员，但

并不直接参与捕人、刑讯、杀人等活动。”〔18〕所以至今为止，在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的档

案室中，找不出一份是由中美合作所签发的逮捕、屠杀革命志士的文件，也没有一份材料中

提及过，说是美国人亲自参加了这些活动。 

第三，中美合作所与监狱在组织人事的安排上，有明显的区别。“中美合作所一切组织

由中美双方人员组成，其负责人由军统及美方共同商派。”〔19〕而军统监狱就完全不一样了。

它从成立到结束，负责人都由军统单独派往，而且没任何美国人参加管理。〔20〕 

    最后，我们再介绍一段《“中美合作所”内幕》中关于费巩失踪案的记载，它也许可以

从另一个侧面来证实中美合作所与监狱的关系。 

    这件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浙江大学进步教授费巩，于１９４４年春在重庆千厮门码

头失踪，引起全国教育界的关注。他们认为，费巩一定是被国民党的特务秘密绑架了。时有

与费巩一道留学英国的同学４０余人，联名上书当时的美国驻中印缅战区司令魏德迈，请求

他出面营救。魏德迈为树立美国在华的威信，便决定将这件事交给任中美合作所副主任的梅

乐斯来办理。希望通过美国特务的调查来找到费巩的下落。梅乐斯接令后感到此事十分棘手。

他一面指使中美合作所内一个有名的纽约侦探克拉克少校负责侦破，一面又找到特务头子戴

笠商量，希望能在军统的协助下来完成这一任务。为此，戴笠又派去当时任军统总务处长的

沈醉帮助克拉克破案。然而，虽然经过两人八方调查，但仍未找到任何确实的线索。最后有

人提出，是不是到那些关押人的监狱中去查一下。于是，在材料中便出现了这样一段“有趣”

的对话。 

    （沈醉问戴笠）“万一克拉克要看看设在中美所内的军统局看守所时怎么办？”他（戴

笠）听了立刻把脸一沉，厉声回答我说：“他们想讨好这几个留学教授，别的都能依他们，

要是提到我们的看守所时，你就干脆回答他这都是些很久以前关起的人，没有最近逮捕的。” 

    这个案子最终结果如何，与本文并无多大关系。只是我们从这段对话中看到，克拉克作

为一个中美合作所的美军“少校”，而且是在梅乐斯的亲自授意下，居然在调查时不能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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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自己管辖的监狱（假使这个看守所是属于中美合作所领导的话），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呢？这不是正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中美合作所根本就无权过问监狱的事务，也就是说在中

美合作所与监狱并存期间，它们没有任何组织或业务上的隶属关系。 

    从前面的叙述中，我们已知道中美合作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为从中国获取对

日作战情报，与国民党当局共建的一个国际性的情报机构。然而，在共同抗日的借口下，它

们相互利用，相互勾结，也干了一些见不得人的罪恶勾当。 

    １．臭名昭著的特种警察训练计划 

    早在中美合作所成立之前，戴笠和梅乐斯就在设想建立一个警察训练学校。中美合作所

刚一成立，该所的各类官员便为了招募训练警察的教官和设备跑回美国。最后他们收了大约

５０名教官，“其设备主要是测谎器和警犬之类的东西。”〔21〕 

    １９４３年９月１日，重庆特警班终于宣告成立。学员都是从军统其他训练班抽来的尖

子。该班分刑警和保安两个系，训练科目除侦察、审讯、指纹、心理、化装外，还要进行各

种实习训练如射击、机动车驾驶、警犬使用等等。到抗战结束时，中美合作所的警察训练计

划，已经培养出８００名特务（准备再招收１２００名）。“他们几乎谁都没有受到任何能够

用来对付日本人和普通罪犯的训练。训练的课程集中在对付政治犯和有效的镇压手段方面。”

〔22〕 

    关于这个特警班，梅乐斯在写给美国海军部的报告中曾这样自供道：“在今天上午开设

了一所新的学校，传授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刑事侦察的技术；对于继续把这所学校办下去的重

要性，我怎么说也不能算估计过高，它含有一种无法用书面充分表达的复杂的政治意

义⋯⋯”。〔23〕 

    中美合作所的美国人，在抗战处于极度紧张的时候，却利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去训练和装

备国民党军统局那些与抗日毫无关系的部队，而在１９４６年中美合作所结束后，国民党保

密局（军统局改称）也正是依靠这批由美国训练、装备的特务骨干，疯狂地捕杀共产党人和

革命志士。所以我们认为，也许美国人在当时没有直接参与关押、刑讯、屠杀共产党人的活

动，但他们进行的这个特殊警察训练计划，却是在间接地帮助国民党军统局实现战后镇压革

命运动的恶毒阴谋  。正像戴笠所说的那样：“我们是不会要求美国人去做那样的事情的，

他们的工作是训练中国人去那样干。”〔24〕 

    ２．帮助国民党抢夺胜利果实 

    中美合作所副主任梅乐斯曾这样自夸，他“憎恨所有的共产党人，应当在中国消灭他们，

他本人乐于从中出一把力”。１９４５年７、８月间，当抗日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梅乐斯

认为他可以“从中出一把力”的机会到了。他首先命令中美合作所的各个训练营，向南京、

广州、上海等大城市挺进。到８月１２日，他又拍电报给中美合作所的美方人员，指示他们

说，蒋介石和戴笠已经命令他们的部队参加战斗，以防止共产党部队开进日军占领区。梅乐

斯下令说： 

    “中美合作所的美方人员⋯⋯应同他们指定的中国部队指挥官一起出发。要全副武装并

携带完备的无线电器材。不要把秘密泄露给你们的任何外界朋友。尽快把所有可用的武器和

弹药交给‘忠义救国军’⋯⋯并继续提供后勤支援。” 

几小时后，梅乐斯又再重复这些指示，并十分心虚地告诫那些收到命令的部下，“在郑

重保证你们的部队严守秘密之后，将这一命令烧毁”。〔25〕 

    甚至到了日本投降之后，梅乐斯还在继续下达中美合作所的美方人员应该帮助戴笠的命

令。与此同时，他和中美合作所的美方人员还迫不及待地自己组织了一队武装帆船，抢占港

口地区，以帮助国民党收复沿海城市。当然，尽管中美合作所的美国人费尽心思、竭尽全力

地为国民党抢夺胜利果实，但到９月中旬，随着内战规模的扩大，他们的如意算盘也就落空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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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前面的“特殊警察训练计划”中美合作所还是间接的帮助国民党镇压共产党的话，

那么“帮助国民党抢夺胜利果实”，就已经证明中美合作所已直接卷入了中国的政治，并充

当了国民党反动派摧毁革命运动的帮凶。 

    通过对以上四个方面的分析和引证，我们完全可以看出，中美合作所在政治上的二重性

（即既有共同抗日的一面，又有扶蒋反共的一面），不过这并非本文所要讨论的重点。本文

所讨论的重点是：中美合作所的反动性质，到底是通过哪些活动反映出来的，也就是说从业

务性质上讲它到底是一个情报、训练机构，还是一个从事关押、刑讯、屠杀等活动的集中营。

从而也就提出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这个名称，无论将其解释为“中美合作所是集中营”

还是“中美合作所领导下的集中营”，都是缺乏历史依据的观点，供史学界的同行参考。 

     

注释： 

 

〔1〕《烈士纪念碑碑文》，四川省重庆市人民委员会，公元１９５５年４月立。 

〔2〕罗斯福语，摘自《晋谒丘吉尔和斯大林的特使，１９４１年－１９４６年》。 

〔3〕〔4〕梅乐斯：《一种不同的战争》，台湾新生报社出版部，１９６９年出版。 

〔5〕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台湾综合月刊社出版，第８８９页。 

〔6〕卢望植（原中美所侦译组侦译员）：《中美所侦译（第六）组》，１９５９年写，见重庆

歌乐山烈士陵园业务档案Ｂ－３４１号。 

〔7〕曾圣杰（原中美所分析研究组三级译员）：《中美所作战组——情报组——分析研究组》，

１９５９年写，见同上。 

〔8〕徐止善（原中美所气象总站通讯电台上校台长）：《关于中美合作所有关气象组材料》，

１９５９年写，见同上。 

〔9〕韩金贵（原中美所编研室英文翻译）：《翻译工作》，１９５９年写，见同上。 

〔10〕李斯康（原中美合作所心理作战组英文翻译）：《中美所情况》，１９５７年写，见同

上。 

〔11〕王一心（原中美所秘密作战组少将组长）：《中美合作所材料》，１９５９年写，见重

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业务档案Ｂ－３４０号。 

〔12〕沈醉（原中美所总务组少将组长）：《“中美合作所”内幕》，见《文史资料选辑》第３

２辑，１９６２年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13〕程凌（原中美所气象组少将组长）：《关于中美所情况》，１９６０年写，见重庆歌乐

山烈士陵园业务档案Ｂ－１３５号。 

〔14〕徐远举（原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保密局白公馆看守所》。 

〔15〕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业务档案Ａ－１到Ａ－３１２号。 

〔16〕重庆市公安局：《军统重庆白公馆看守所》，１９５６年根据有关人员的交代材料整理，

见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业务档案Ｂ－１４号。 

〔17〕〔18〕《１９８３年访沈醉记录》，见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业务档案Ｂ－１４７号。 

〔19〕〔20〕同（１２）。 

〔21〕〔22〕〔23〕〔24〕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１９８２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25〕同上，第２４７页，《梅乐斯致中美合作所各单位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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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海危机”和中国对金门、马祖 

政策的形成 
 

 

何  迪 

 

 

金门、马祖——这两座至今仍在国民党军队控制下的福建沿海岛屿——在５０年代的艾

森豪威尔总统任期内，曾两次成为中美交锋的场所和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 

    中国为维护主权与领土的完整，１９５４年和１９５８年两次炮击金门、马祖，使美国

陷入外交困境。艾森豪威尔认为，这构成了一场真正的危机，它不但使美国面临与盟国分裂

的危险，而且几乎把美国带到了战争的边缘。〔1〕为克服危机，美国甚至考虑过使用原子弹。 

    台海局势的紧张，使中美、美台、美国和盟国的关系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充分展现，使

中国领导人有可能根据客观形势的发展，进行军事与政治上的调整，由原来侧重于局部军事

斗争的需要发展到后来从全局的政治斗争进行考虑，把逐个收复包括金、马在内的敌占岛屿

的军事计划修改为把金、马留在台湾当局手中，作为沟通大陆与台湾的联接点，以防止产生

“两个中国”的政治方针，形成了一套符合民族利益的针对金门、马祖的中国外岛政策，亦

即台湾政策。 

    中国外岛政策的形成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５０年代中国领导人对美国及美国对华政

策认识的深化。同时，又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中美双方相互了解的水平很低，而艾森豪威尔

政府遏制孤立中国的政策阻碍了双方信息的直接交流，增加误断对方意图的可能性和和平解

决冲突的难度，往往使小规模的局部冲突发展为国际性的全面对抗，形成危机。１９５４和

１９５８年两次所谓的“台海危机”为此提供了有益的教训。 

    美国学者对“台海危机”已进行了多年研究，出版了许多著作。但是，由于缺乏中国方

面的档案资料，他们对于整个事件的发展，特别是对中国意图的分析难免带有相当大的推测

成分，在许多关键问题上各执己见，难以得到准确的答案。在中国，对于这段历史的研究正

处于开始阶段，尽管笔者有机会接触到一些文献资料和采访了一些当事人，但毕竟十分有限，

离一项真正的学术研究的要求相差尚远，在一些环节上仍不得不进行一些必要的合乎逻辑的

推断，其中也难免会有失误。为了推动这项研究，笔者期待着同行们的指正和文献档案的进

一步开放。 

     

突出台湾问题 

——１９５４—１９５５年“台海危机” 

 

    “解放台、澎、金、马”是新中国的既定政策。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华

东部队发起攻占金门的战役，但未获成功。１９５０年６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

进驻台湾海峡，中国不得不暂时推迟了解放沿海敌占岛屿的军事行动。 

    １９５２年夏季，朝鲜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国国内政局日益稳定。在这种有利形势下，

中国领导开始重新考虑解放沿海敌占岛屿的问题。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授权军区参谋长兼浙

江军区司令员张爱萍研究、制订解放闽浙沿海敌占岛屿的计划。〔2〕１９５２年到１９５３

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浙东部队已陆续收复了一些敌占沿海小岛；１９５３年春夏之季，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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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战争又趋激烈，张爱萍等人考虑到美国正陷入朝鲜战争，无法分兵，于是提出利用时机，

攻占金门。他们的建议得到毛泽东，中央政治局的批准。１９５３年夏，修建机场、码头，

集结兵力等准备工作积极展开。 

    但是，１９５３年７月２７日，朝鲜停战协议达成；接着，１９５４年初柏林会议召开；

同年４月到７月的日内瓦会议中，又签订了越南停火协议，美苏冷战形势开始缓解，持续了

近 10 年之久的远东战火平息下来。中国领导人注意到国际形势的新发展，认为现在已不宜

再发动大规模的渡海作战活动。在朝鲜停战后，即已停止实施攻打金门的计划，并把解放沿

海敌占岛屿的计划缩小，仅集中在那些不易引起国际强烈反响而又直接威胁大陆的海运与渔

业的岛屿上。同时，中国领导人还考虑到部队缺乏海陆空联合渡海作战的经验，所以，在制

订计划时，挑选敌人最薄弱的环节进行  突破，积累经验，以提高三军联合渡海作战的能力。

据此，中央军委规定了从小到大、逐岛进攻、由北向南打的解放沿海岛屿的方针。〔3〕 

    根据这个方针，大陈群岛被选为解放沿海岛屿的第一个目标。张爱萍等浙江军区领导人

的主要考虑是：大陈远离台湾，并非台湾必守的战略要地，是其防卫的薄弱环节；美国也不

值得为这几个小岛与我发生直接冲突，形成国际争端；同时这几个小岛位于灵 

江口外，直接威胁着浙江沿海航运与渔业生产的安全。华东军区和中央军委同意了张爱萍的

意见，１９５４年８月，正式成立了浙东前线指挥部，张爱萍任司令员。８月３１日，前指

在宁波召开会议，讨论与制订了攻打大陈的具体作战方案。一江山岛被确定为整个战役的突

破口。〔4〕 

    显然，这个作战计划并未将金门、马祖包括在内。如何回答长期困扰美国学术界的一个

问题：１９５４年９月３日开始的金门炮击的真实目的是什么？炮击金门揭开了被艾森豪威

尔称之为八个月的危机的序幕。如果不仅从纯军事的角度进行分析，而且把它放在急遽变化

的国际政治背景下去考察，我们便不难看出，炮击金门除了为一江山岛战役作佯攻的军事目

的外，还有着更深一层的政治含义。 

    对朝鲜停战后国际形势的缓和，中国领导人一方面采取了积极欢迎的态度，并希望利用

这种缓和，打破美国的孤立与封锁，重返国际社会。〔5〕１９５４年，中国积极参与了日内

瓦会议，促成越南停火协议的达成；会议期间，中国主动向美国提出就交换双方战时被押人

员进行直接谈判，导致了中美日内瓦会谈。与此同时，中国停止了攻打金门的作战计划，缩

小了沿海岛屿的作战规模，以避免引起国际形势的紧张。 

    但是，在另一方面，中国领导人十分怀疑美国缓和的诚意，特别是美国是否能真正改变

其极端敌视中国的态度。１９５３年，艾森豪威尔就任伊始，便宣布解除台湾海峡的中立；

接着在１９５４年的元旦，蒋介石发表公开演说，号召反攻大陆，台湾对大陆沿海的军事骚

扰活动也大大增加。中国领导人认为，美国正在推行“放蒋出笼”的政策。同时，美国在亚

洲加紧策划与缔结了一系列旨在遏制、孤立中国的“集体安全防御”条约。１９５３年８月

８日，在朝鲜停战后的九天，美国就与南朝鲜签订了《美韩共同防御条约》；１９５４年９

月８日，美国推动的《东南亚集体安全防御条约》在马尼拉签订。为了完成对华环形包围圈

的最后一环，１９５４年夏季，美国与台湾当局的缔约谈判活跃起来。 

    在被封锁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无法了解美台谈判的进程及他们之间就条约适用范围和

放弃使用武力问题上的争执，也不清楚美国并不想承担义务，防守金、马等沿海岛屿；他们

十分担心，像早先出现的南北朝鲜、南北越南一样，《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将有可能把台海

两岸的分裂局面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为了防止台湾问题固定化，为了引起国际社会的关

注，毛泽东决定突出强调台湾问题。 

    １９５４年７月２３日，毛泽东打电报给正从日内瓦回国途中的周恩来，提出，为击破

美蒋的军事和政治联合，必须向全国、全世界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我们在朝鲜停战后

没有及时提出“解放台湾”的任务是不妥的，现在若还不进行此项工作，我们将犯严重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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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错误。〔6〕 

    为了突出台湾问题，中国采取了多种方式。首先，展开了“解放台湾”的宣传攻势。７

月２３日，在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的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

８月１日，朱德总司令在建军节酒会上的演说，８月１１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央人民政府第

三十三次会议上的外交报告都强调了这个主题。他们特别指出：自从朝鲜、越南停战后，台

湾海峡便成为新的热点。美国正在支持蒋介石集团对中国大陆进行挑衅，企图在亚洲制造新

的紧张局势。为了防止美台运用条约形式将海峡两岸分裂的形势固定化，中国领导人一再声

明：“美国政府和盘踞台湾的蒋介石卖国集团无论订立什么条约都是非法的无效的”。〔7〕 

    为了进一步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周恩来在１０月１０日向九届联大发了“控诉美国武

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电，这一行动受到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在联大内的响应。〔8〕 

    在突出台湾问题的诸种措施中，最有效，但又是在后来最有争议的便是炮击金门。长期

以来，毛泽东认为军事是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炮击金门就是一例。当时，美国及其盟国采

取遏制、孤立中国的政策，非法剥夺了中国在联合国内的席位；只有２０个国家与中国有正

式的外交关系，其中１０个还是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国缺乏向国际社会表达意愿并吸引注

意的必要渠道。在没有更好的选择的情况下，中国不得不采取炮击金门这种有限的军事手段，

以向国际社会，特别是向美国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决心和立场。 

    炮击金门一下子把台湾问题提到了全世界面前，同时也使美国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艾森豪威尔声称这是他执政最初１８个月中遇到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9〕一方面，美国不

得不与盟国进行协调，以求取得一致的立场，但是美国的盟国英、法、加、澳、新都公开反

对盟国为保卫金门而战。杜勒斯私下承认，如果美国采取协防金门的政策，那么它将发现自

己将在没有盟国支持的情况下，单独与红色中国作战。〔10〕另一方面，美国却不得不去安

抚台湾，很不情愿地被蒋介石拖着走，允诺协助防守金门。台湾一再借口说，如果金、马撤

军，将使士气大伤，台湾也行将不保。〔11〕为了从困境中解脱出来，杜勒斯建议通过联合

国安理会安排停火，并怂恿新西兰提出这个议案。在全世界高度关注台  海形势的情况下，

中国关于台湾问题的基本立场得到了充分的表达，从这点来说，炮击金门达到了中国的目的。 

    金门炮击始于９月３日，共持续了１２天。但是，台海形势并未因停止炮击而趋于缓和。

因为，解放一江山岛的战役拉开了序幕。按照浙东前线指挥部的作战方案，战役将于１１月

１日开始，在这之前，为战役作准备的小规模战斗已在进行。与炮击金门相比，一江山岛战

役是一次比较单纯的军事行动。前者是利用有限的军事行动来达到吸引国际舆论的政治目

的；而后者则是经过精心计划旨在收复一江山岛的军事行动。中国领导并不希望这次军事行

动引发中美直接冲突，变为国际性事件。为此，中央军委不仅限制了作战的规模，而且还采

取了多种措施，降低它所产生的国际影响。 

    首先，中央军委为战役规定了对美不主动惹事，避免造成国际局势过分紧张的方针。为

贯彻这个方针，浙东前线指挥部向部队进行教育，制订纪律，尽量避免和美军发生直接冲突。

例如，战役空军司令员聂凤智规定飞行员们在没有得到司令部批准前，不得与美机交火。这

些措施保证了在整个战役中未发生与美军直接冲突的事件。〔12〕 

    其次，中央军委为了观察国际形势，特别是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谈判的进展，有意延

缓了战役发动的时间。直至１月１７日，在战役发动的前一天总参谋部还打电话给浙东前线

指挥部，要求推迟进攻的时间，以避免万一战役进展不利，时间拖延，引起美国的干涉，给

中国的外交斗争带来不利的影响。经张爱萍坚持，毛泽东授权国防部长彭德怀作最后决定。

彭德怀同意了张爱萍的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于１８日一举攻占了一江山岛。〔13〕 

    在一江山岛战役结束后，按原订计划，部队休整一周，然后继续攻占大陈岛。这时彭德

怀代表中央军委致电浙东前线指挥部：考虑到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美第七舰队的活动，让浙东

部队停止攻占大陈岛的军事行动，〔14〕并规定了浙东部队船只、飞机不得前往公海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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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免和美军发生冲突，使形势复杂化。 

    蒋介石在美国压力下同意撤出大陈岛，２月５日，国民党部队由美第七舰队护送，开始

撤退。浙东前线指挥部拟在敌撤退时予以打击，彭德怀再次来电指示：此事牵涉到国际关系，

让他们撤退，不作任何追击。〔15〕２月１４日，国民党军队全部撤离后，中国人民解放军

进驻了大陈。 

    尽管中国领导人采取了种种措施，降低一江山岛战役所引起的国际震动，但是，多种非

中国主观能控制的因素影响着事态的发展。 

    首先，美国错误地判断了中国炮击金门及一江山岛战役的真实意图。他们很难区分炮击

金门和攻占一江山岛战役的不同，二者给他们带来的结果，给他们造成的困境是一样的。为

了支持台湾，美国加快了与台湾缔结《共同防御条约》的步伐。１９５５年１月下旬，艾森

豪威尔又进一步向国会提交了“授权总统使用武装部队协防台澎有关地区案”（又称《福摩

萨提案》）。 

    美国国会的对华态度由于台海局势的刺激变得更加敌视、更加僵硬，不仅堵死了美国内

部欲调整对华政策的任何一点可能（如果这种可能存在的话），而且使杜勒斯的僵硬政策获

得了广泛的支持。国会与政府在对华政策上达到了空前的一致。美国国会以压倒多数批准了

《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和《福摩萨决议案》。《条约》与《决议案》把金门、马祖等外岛的防

御问题与台湾防御联结在一起。尽管《决议案》给了艾森豪威尔总统处理外岛问题的机动权，

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也为台湾当局固守金、马和中国政府将金、马留在台湾手中，作为海

峡两岸的连接点提供了借口与有利条件，这当然又是美国决策者们始料未及的。 

    在人民解放军进占大陈岛后，按计划，整个战役基本结束，部队在１月底已停止了大规

模的军事行动。中国领导人认为，台海局势应就此缓和下来。但是，美国再次错误地判断了

形势发展的趋势。２月下旬，杜勒斯在他的远东之行中，对台海形势做了实际考察，他得出

结论，认为共产党中国目前正企图用武力夺取台湾，即便放弃金、马也无法中止中共的决心。

〔16〕３月６日，杜勒斯向艾森豪威尔报告了他的观察后，两人一致同意，为了保卫金、马，

防止共产党中国进一步进攻台湾，美国应采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打击手段。〔17〕３月

１０日，杜勒斯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了他和总统的意见，并指示，为美国介入台海地区的

军事行动和使用原子武器制造舆论，使盟国与国内民众思想上能有所准备。〔18〕杜勒斯与

艾森豪威尔和副总统尼克松多次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暗示了美国有可能会采用包括原子武

器在内的一切手段来对付共产党中国的进攻。〔19〕 

    美国的原子威慑和战争叫嚣使本来应该缓和下来的远东局势持续紧张，引起了许多亚洲

国家的担忧。１９５５年４月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为了解除这些国家的担

忧和澄清事实的真相，公开表明了中国的立场：“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

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

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20〕 

    美国注意到周恩来的公开声明，经过１２个月的考虑，美国于７月１３日通过英国转达

了愿与中国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的信息，一场箭拔弩张的危机变为谈判桌上的和平对

峙。 

    从这场台海危机中，中国领导人吸取了十分有益的经验，对国际形势有了更明确的看法。

周恩来在１９５６年总结道：“１９５３年停战以后，１９５４年、１９５５年又出现台湾

海峡局势的紧张，整个世界局势怎样还要看一看。直到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以后，到去年

年终和今年年初，才慢慢感到国际局势是缓和下来了。”〔21〕 

    为了进一步促进形势的缓和，并期望通过中美直接谈判解决两国关系中的一些实质性问

题，在１９５５年８月１日举行的首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上，中国主动提出释放１１名在押美

国间谍。９月１０日，中美双方达成了第一个也是今后１５年谈判中唯一的一个协议——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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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平民回国问题的协议。 

    “台海危机”暴露出美台之间的分歧，为了利用矛盾，同时也为了促进远东形势的进一

步缓和，１９５５年初，  中国政府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口号。同年７月３０日，周

恩来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正式表示，中央政府愿与台湾当局进行和平谈判，以谋求和平解决台

湾问题。〔22〕１９５５—１９５６年，美台矛盾又有进一步发展：１９５５年８月，台湾

当局以兵变罪免去亲美国民党将领孙立人陆军司令职；第二年２月，台独分子廖文毅在美国

支持下，在东京宣布成立了“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５月，以美军士兵枪杀中国居民刘自

然为导火索，台湾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反美示威，砸了美国大使馆，美台矛盾达到高潮。针

对美台矛盾的发展，中国政府加紧了对台湾和平谈判的攻势。 

    “台海危机”不但  暴露出美国与盟国的矛盾，而且也显现了美国控制盟国的能力有限。

为了突破美国的禁运、封锁和创造一个和平的周边环境，中国开始主动改善与日本、泰国、

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的亚洲伙伴们的关系，发展民间外交，促进贸易往来，与它们达成了

一系列的双边贸易协议。仅１９５５年一年，中国的贸易伙伴就由４７个增加到６２个，对

外贸易额增长了２８％。〔23〕 

    “台海危机”还暴露出美国国内不同派别在美国外岛政策上的争执。为了扩大敌人内部

的矛盾和加强  与美国人民的友好交往，１９５６年８月，中国政府宣布单方面邀请美国１

５家主要新闻机构的记者访华。接着，在日内瓦会谈中，中国又提出一系列协议草案：９月

的禁运协议草案，１０月的文化交流、人民往来协定草案和１２月的司法协议草案。 

    总之，在第一次“台海危机”后的二三年中，根据世界形势全面缓和的趋向，中国相应

地调整了自己的对外政策，突出强调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促进形势的进一步缓和，为争

取改善与美国、美国的盟国、以至台湾的关系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尽管在当时中国远未能形成一个全面的外岛政策，但是，中国领导人通过“台海危机”

对外岛的作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首先，炮击金门导致了中美大使级会谈，为中国进入国际

社会增添了新的渠道，通过有限的军事手段获得了丰硕的政治成果。其次，炮击金门为中国

领导人提供了新的外交斗争的手段，打也是一种传递信息的方式，“打打谈谈”互为补充。

在被封锁、缺乏渠道的情况下，炮击金门既可以表达中国人民的意愿，又可试探美国政府的

反应，同时又不会冒爆发全面战争的危险。最后，炮击金门可以加剧敌人阵营内部的矛盾，

以利于我利用矛盾，以弱势来调动强敌。这些有益的经验在１９５８年的炮击中得到了进一

步的运用。 

     

运用外岛作为海峡两岸的连接点 

——1958 年“台海危机” 

 

    尽管中国为推动国际形势的进一步缓和和改善中美关系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美国

遏制、孤立中国的政策没有丝毫松动，并进一步在国际上推行“两个中国”的方针。杜勒斯

在各种场合多次重申了美国对华政策三原则：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中国进入联合国

和继续实行对华贸易禁运与经济封锁。〔24〕中美日内瓦大使级会谈自１９５５年８月举行

首次会议以来，两年半中，除了当年１０月达成的《平民交换协议》外，再未获任何进展。

美国不但拒绝了中国方面  的多项建设性意见，反而于１９５７年１２月单方面中断了会

谈。这使中国领导人极为愤慨与失望。中国方面本来希望通过大使级会谈，能进一步安排周

恩来与杜勒斯进行外长级会谈，来解决中美关系中的一些实质性问题，其中也包括台湾问题。

但是，美国出席会谈的目的大不相同，他们不想解决这些带有全局性的问题，他们只想要回

在华被押的美国人；在台湾问题上，他们坚持要求中国放弃武力，致使会谈陷入僵局。 

    谋求中国放弃使用武力改变台湾海峡的现状是美国的一项既定政策，杜勒斯认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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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舆论对于保持德国、朝鲜和越南停火状况的制约力量，没有理由认为美国不能利用时间，

推动国际舆论迫使中国接受不在台湾海峡使用武力改变现状的原则。〔25〕中国认为，美国

“放弃使用武力”的原则有意混淆了中美间的国际冲突与大陆台湾间的国内争端性质的不

同，中美间若达成协议，则等于承认了美国侵占台湾的现状；如果不能就此达成协议，美国

则无限期地拖延会谈，以便同样达到冻结台湾现状的目的。这是美国自第一次台海危机以来，

一直兜售的“两个中国”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26〕国际上日益甚嚣尘上的“两个中国”

方案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高度警觉，他们一方面利用各种机会对此进行批驳，另方面严格区

分了中美关系与大陆台湾关系不同的界限。中国政府一再声称前者是国际问题，应放弃武力，

通过谈判谋求和平解决，而后者是内政问题，美国无权干涉中国使用什么手段——武力的或

是和平的——来实现祖国的统一。 

    美国除了坚持对华政策三原则和推行“两个中国”方针外，它还继续在军事上武装台湾。

自１９５５年３月《共同防御条约》生效以来，美台军事人员定期举行会议，研究协防问题，

美军顾问也大大增加，人数达２６００人。１９５７年５月，美军驻台司令殷格索宣布，美

在台部署了可携带核弹头且可深入数百公里打击中国大陆腹地目标的“斗牛士”导弹。与此

同时，台湾还修建了可供Ｂ－５２战略轰炸机使用的机场并接受了Ｂ－５２飞机的驻扎。

〔27〕国民党台湾当局自１９５５年以来，一直强化金、马的防务，到１９５８年，岛上驻

军已达１０万人，占台湾总兵力的１／３。 

    美国在政治、军事上的所作所为，很难使中国领导人相信美国在台海地区保持和平的愿

望及《共同防御条约》是一个防御性的条约。面对美台咄咄逼人的态势，中国领导人开始考

虑通过缓和与让步是否是明智的，是否能以此达到与美国关系的改善和解决台湾问题。当时，

中苏两党之间已经就如何和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问题展开了争论，这又进一步加深了中国

领导人对向帝国主义妥协政策的怀疑。 

    斯大林去世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发生了很大变化。波匈事件和苏共党内的权力斗

争给苏共新领导人赫鲁晓夫带来了很大麻烦，苏共在共运内部的领导地位受到严重挑战。为

了摆脱困境，赫鲁晓夫急需获得中共这样有影响的大党的支持。形势变化与中共在国际共运

中地位的提高，促使中共领导人更加关注全球性问题并认为中国有责任在与帝国主义斗争中

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这就使１９５８年的炮击金门的决定带有更多的国际特色，意味着对

美缓和时期的结束。 

    在中国国内，１９５８年掀起了“大跃进”运动，提出了“超英赶美”的口号。破除对

美、英帝国主义的迷信，解放人们的思想，鼓舞人民的斗志，成为保持“大跃进”势头的重

要工作。这种气氛也影响到台湾海峡的军事斗争。 

    １９５８年夏季，国际形势骤然紧张。７月，美、英军队在黎巴嫩登陆，并向伊拉克施

加压力，企图扼杀中东人民的革命。中东地区一时成为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在远东，中美

关系再度出现紧张，美国拒绝明确回答中国政府于６月３０日提出的美应在１５天之内派代

表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的通牒；８月１１日，美国国务院发表长篇备忘录，重申不承认中国，

并对中国进行了猛烈的攻击；１７日，美国又宣布美舰六艘与士兵２０００人进驻新加坡，

更增加了远东局势的紧张。〔28〕在此期间，国民党军队骚扰大陆的活动达到十分猖獗的程

度。面对美台的挑衅，中国如果示弱，将不利于世界范围内的反帝斗争，将挫伤正在大跃  进

的中国人民的斗志，将长美蒋的威风，灭自己的志气。毛泽东提出了不要怕鬼，你越怕鬼，

你就不能活，他就要跑进来把你吃掉。我们不怕鬼，所以炮击金门、马祖。〔29〕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开始了第二次炮击金、马的准备工作。作为１９５４—５５年解放

沿海敌占岛屿战斗的继续，这次炮击将争取收复这两座岛屿。毛泽东亲自指挥了这次战役。

为了确保成功，他曾推迟了发动的时间。７月２７日，他指示彭德怀、黄克诚：不打无准备

之仗这个原则，必须坚持。打金门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目前不打，看一看形势。等彼方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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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进攻，再行反攻。〔30〕在８月１７日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作出炮击金门的最后决

定。〔31〕 

    ８月２３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以１９０００发炮弹揭开了第二次炮击金门

的序幕。人民解放军计划用密集的炮火封锁金门，切断敌人的供应线，造成国民党军队驻守

的困难，以此来激化美台在防守外岛问题上的矛盾，期望最终能导致美国施加压力迫使台湾

从金、马撤军。这有１９５５年大陈撤军的先例可循，是最便宜的胜利。 

    炮击金门再次把美国置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美国担心，放弃外岛将会引起多米

诺  效应，“失一颗钉将失去一双鞋”，这使美国决策者把金、马外岛的防卫与  美国国家安

全利益联在了一起；另方面，美国政府又担心，蒋介石将会利用台海紧张局势，扩大对抗范

围，谋求冲突升级，以便将美国拉下水。〔32〕为了防止这两种情况的发生，杜勒斯与艾森

豪威尔制订了“让敌人去猜”的策略，即不预先承诺美国协防台湾属地的范围；同时，他们

探讨了使用战术原子武器摧毁大陆福建军用机场及供应线的可能性，妄图以核威慑达到不战

自胜的目的。〔33〕 

    在“八·二三”炮击打响的第三天，艾森豪威尔指示美国军舰准备护航，以保卫台湾对

金、马的供应线；８月２７日，他发表公开声明，声称他将行使１９５５年国会通过的《福

摩萨决议案》所授予的职权，命令部队协防金、马；两天后，他下达了护航的命令。〔34〕

９月４日，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联合发表“新港声明”，宣布美国为台湾军舰护航。与此同

时，美国积极调兵遣将，甚至从战火尚未平息的中东地区调  来两艘航空母舰。到９月中旬，

美国声称在台海地区已集结了战后以来美国在海外最大的原子打击力量，合众社作了进一步

报道，美国已为其核打击作好了准备。〔35〕 

    远东紧张局势的升级和美国使用原子武器的战争恫吓使得苏联领导人极为担心，赫鲁晓

夫派葛罗米柯于８月底来华探问究竟。接着赫鲁晓夫于９月７日和１９日，两次致信艾森豪

威尔提出警告，如果美国发动对中国的核攻击，“那末，侵略者就将立即遭到  应有的、同

类武器的反击”。〔36〕苏联的介入，使得台海局势更加复杂起来。 

    毛泽东未完全料到炮击金门所引起的国际反响如此强烈，〔37〕经过反复思考，９月初，

他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中美关系及对美政策问题。参加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中国首席代表王炳

南奉命回国，向政治局作了汇报。会议为中国代表参加重新恢复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制订了基

本方针。〔38〕在这期间，毛泽东于９月５日与８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两次讲话，分

析了国际形势与中美关系，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重要变化。 

    首先，毛泽东认为美国对中苏的态势是防御性而非进攻性的。他重提“中间地带”理论，

指出帝国主义阵营发动的反华反苏攻势，只不过是美国企图控制亚非拉新兴  国家的一种借

口，他们的进攻矛头对准着这些国家内正在兴起的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而对于社会主义阵

营取守势。〔39〕 

    毛泽东对帝国主义进攻与防御态势的判断是他对美国远东政策看法的一个巨大转变。从

新中国诞生之时起，毛泽东就认为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来自美国，美国对新中国采取着

进攻的态势，它企图从朝鲜、台湾、越南三个方面对新中国进行武装干涉。美国介入朝鲜战

争使毛泽东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看法，两次炮击金门、马祖也是毛泽东对来自台湾方向的美

国挑衅的一种回答。 

    但是，随着社会主义阵营及人民民主力量的壮大，改变了国际舞台上敌我力量的对比，

毛泽东作出了世界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的判断，根据这个基本判断，他认为美国实际能

力有限，不得不对社会主义阵营取守势。对全球战略态势的看法的改变，使得毛泽东对美台

《共同防御条约》的性质看法也发生了变化，认为《共同防御条约》主要是一个防御性质的

条约，不是放蒋出笼而是给蒋上辔头的条约。〔40〕 

    随之，毛泽东对中美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作出了新的判断，他认为中美双方都怕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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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们（指帝国主义阵营）比较怕我们多一点，因此战争是打不起来的。”〔41〕 

    既然美国在战略上处守势并且不愿意冒和中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风险，毛泽东认为，

美国已“形成了从金、马的脱身政策”，美国政府“实在想脱身”，“而且舆论上也要求脱身”，

“怎么脱法呢？就是这１１万人（国民党驻军）走路”。〔42〕 

    为了促使美国逼迫台湾尽早从金、马撤军，中国采取了继续炮击以施加军事压力和恢复

谈判进行和平劝说的两手来达到这一目的。９月６日，周恩来发表声明，同意与美国恢复大

使级会谈，地点改在华沙。９月初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鉴于前一段的中美会谈各自提出

的种种问题难以分别解决，今后要确定“一揽子”解决问题的原则，即如不解决台湾问题，

其他问题都谈不上。同时，毛泽东指示王炳南在同美国人的会谈中，要多用一种劝说的方法，

希望美国不要因一个不到１０００万人口的台湾岛屿与６亿中国人民为敌，促使美国从台湾

撤军。〔43〕在这次会议上，尽管中国领导人已把台湾问题放在了中美关系的首位，但是他

们还没有能够最后形成其外岛政策，仍然希望美国  压蒋从金、马撤军，以便收复这些沿海

敌占岛屿。 

    ９月４日，中国政府宣布将其领海范围扩大为１２海里，其目的之一是进一步封锁坐落

在１２海里以内的金门、马祖，增加国民党军队驻守的困难。９月６日，周恩来在宣布中国

将同美国恢复大使级谈判的同时，仍然强调了中国将不能容忍来自离中国沿海如此之近的金

门、马祖的军事威胁。〔44〕这一时期中国报刊发表的社论、文章讲得更加明白，“卧榻之侧，

岂容他人鼾睡”。收复金、马是中国人民天经地义的权利和义务，完全属于中国内政，正如

中国人民解放军过去解放海南岛、舟山群岛和其他沿海岛屿一样。〔45〕 

    台海地区军事形势的持续紧张，使美国与盟国在防守外岛问题的矛盾日趋尖锐起来，他

们通过各种渠道向美国施加压力，促使美国采纳从金、马撤军的建议。在美国内部，艾森豪

威尔协防金、马的许诺也遭到了许多质疑。甚至连原来支持美国防卫金、马，一直持强硬路

线的军方也开始转变了他们的看法。三军参谋长联席会和国防部都向总统建议从金、马撤军，

他们警告说，蒋介石希望扩大危机，将美国拖入一场与中国的战争，以有利于他们重返大陆。

〔46〕为了摆脱政治、军事上的两难局面，美国政府开始在私下劝说台湾当局从金、马撤军，

这进一步加剧了美台矛盾的发展。 

    这是一个美台长期存在分歧的老问题。美国一直对金、马等外岛有着政治与军事上的双

重考虑。早在１９５１年，美国利用缔结《对日和约》和《中日和约》的机会，迫使台湾当

局接受了“台湾地位未定论”，但是，这并未包括主权地位已经确定的中国福建省的沿海岛

屿——金门与马祖，这两个岛屿已成为台湾与大陆在地域上和政治上最后的关联点。因此，

金门、马祖成为经常给美国远东的军事与政治带来麻烦的两座小岛。为了消除引起麻烦的根

源，美国从１９５４－１９５５年的第一次台海危机起，就一直劝台湾当局自金、马撤军。

这么做，既可在军事上减少将美国牵入远东战争的一个隐患；又可以在政治上达到隔离台湾，

割断台湾与大陆在政治上的最后一点联系，进而制造“两个中国”的目的。 

    对国民党台湾当局而言，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的政治价值远远超过了它们的军事价值。

蒋介石清醒地认识到，持有这两个外岛意味着台湾当局仍统辖着大陆福建省的部分土地，这

成为国民党政府仍对大陆享有统治权的一个象征，〔47〕金、马成为台湾与大陆相联的最后

一根政治纽带。如果退出金、马，便割断了台湾与大陆最后一点政治联系，这将有利于美国

等西方国家推行“两个中国”的方针，从而动摇了国民党政权在国际社会中“代表”中国法

统的地位。为此，蒋介石始终不肯就金、马防卫问题对美国实行让步。９月底１０月初，美

台间的争执达到白热化，矛盾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面对美国与西方盟国的压力，蒋介石在９月２９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声称，台湾

将决心固守金、马，台湾将“不容为了考虑盟邦态度如何，而瞻顾徘徊”，若至紧急关头，

台决独立作战。〔48〕第二天，杜勒斯毫不客气地说，尽管美台之间就防务问题保持着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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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又密切的联系，但是双方并未能就外岛防务问题上取得一致看法。他进一步指出，如果海

峡两岸取得了可靠停火，那么仍然在金、马保持庞大的军事力量是愚蠢、不明智和欠谨慎的。

〔49〕蒋介石马上进行反驳，他在１０月１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讲，杜勒斯的建议只是单方面

的声明，台湾政府并无义务去遵循它。〔50〕台湾拒绝了美国的要求，坚守金、马，决不撤

兵。 

    美台关于金、马防御问题的争执白热化、公开化，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加上福建

前线指挥员请示进一步军事行动的报告，促使了毛泽东重新考虑中国的外岛政策。毛泽东分

析了台海形势，他认为，一方面台湾当局在美国大量的军事援助下，仍在竭力地向金门、马

祖运输物资，企图坚守金、马，并且用各种办法拖美国下水，把战争扩大；另方面，美国虽

然积极援蒋并企图用强大的海、空军的压力迫我让步，但是又怕被蒋拖下水，越陷越深，不

愿也不敢直接参加和扩大金门、马祖地区的战争。为了摆脱这种进退两难的窘境，美国正试

图改变现行做法，玩弄有条件撤退金、马的阴谋。他估计美国可能：一，玩弄所谓“停火”

阴谋，争取蒋军不从金、马撤退，或只从金门、马祖撤退一部分；第二，要蒋军撤出金、马，

退守台湾，以放弃金、马来换取盘踞台湾的合法地位，从而达到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第三，不得已时，掩护和强迫蒋军撤退。 

    毛泽东反复考虑了收复金、马的得失。如果早日收复金门、马祖，对解除福建沿海地区

的直接威胁，对打开海上交通，发展福建沿海的经济建设，对鼓舞全国人民和军队的士气，

有  很大好处；但是，从解放台湾的全局利益考虑，如果让蒋军从金、马撤军，退守台湾，

那么台湾实际控制的地域与大陆的距离将由原来的２公里扩大至１８０公里，尔后除了大喊

大叫、望洋兴叹而外，就没有多少文章好做了。一旦美蒋从金、马脱身，海峡两岸隔离的状

况形成，这将大大有利于美国实现其“两个中国”的阴谋。 

    经过反复思考，毛泽东最后决定暂缓收复金、马，而留待将来时机成熟时，将金、马、

台、澎一揽子解决。１０月５日夜，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出停火指示；１０月６日，《人

民日报》刊出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告台湾同胞书》，宣布暂停炮击七天；１

３日，国防部长彭德怀再次发布命令，停止炮击二周，“使金门军民同胞得到充分补给，⋯⋯

以利他们固守”。２５日，国防部长命令进一步宣布，每逢单日炮击，双日停止。〔51〕美国

相应地宣布了停止护航。台海局势很快缓和下来。 

    从８月２３日炮击金门到１０月２５日宣布炮击逢单打逢双停，两个月内形势大起大

落，变幻复杂，致使艾森豪威尔大为困惑，怀疑是否在“进行一场滑稽歌剧式的战争”。〔52〕

在他们眼里看来，宣布停火表示显然是由于美国的支持和台湾的坚决抵抗，使得共产党人懂

得金门是难以攻破的，〔53〕在中共承认以炮火压服金门的努力已告失败后，转而采取心理

战。〔54〕一些美国学者在后来也把这一事件视为美国进行危机处理的成功范例。他们始终

很难相信中国主动停火的原因是有意识地将金、马留在台湾手中，以作为联接大陆与台湾的

纽带，防止“两个中国”的产生，这种平战转化、变敌为友的政治考虑在他们耳中像“天方

夜谭”。 

    其实，只要我们仔细追踪历史发展的线索，剖析外岛政策变化的脉络，便  不难发现这

种结果的产生是合于情寓于理的。中国领导人从来就把解放金、马等沿海敌占岛屿看成是最

终解放台、澎，实现国家统一任务的一个组成部分，为此产生了解放沿海敌占岛屿的方针和

１９５４－１９５５年解放一江山岛和大陈岛的战斗，１９５８年炮击金、马是为完成１９

５４－１９５５年解放沿海岛屿任务的继续。但是，中国领导人从未把这些战斗看成是简单

的军事行为，而把它们当成是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因之有１９５４年的炮击金门和１９５

８年打而复停，又打又停的结果。取与不取金、马完全服从于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统一大局

的需要。如果说，１９５４－１９５５年解放沿海敌占岛屿的行动还是更多地从军事角度考

虑问题，那么１９５８年炮击金、马时，政治考虑就大大增加。９月初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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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问题摆在了中美会谈的首位，提出了“一揽子解决”的原则，即已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定

下了基调——一切以涉及中国民族利益的台湾问题为转移；１０月初，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

决定把金、马留在台湾手中，则成了纯政治的考虑，一则有利于将这些沿海岛屿留作沟通大

陆与台湾的桥梁，防止美国孤立台湾、托管台湾，以制造“两个中国”；二则在海峡两岸交

流被美国割断的情况下，利用打打停停的炮击作为传达政治信息的方式，名为军事行动，实

为政治沟通；三则在“一个中国”的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将金、马留在台湾手中有利于蒋介

石与美国的“两个中国”政策作斗争。总之，毛泽东在１０月１３日的国防部命令中清楚地

表达了中国考虑打与停的基本出发点：“兵不厌诈，这不是诈。这是为了对付美国人的。这

是民族大义，必须把中美界限分得清清楚楚。我们这样做，就全局说来，无损于己，有益于

人。有益于什么人呢？有益于台、澎、金、马一千万中国人，有益于全民族六亿五千万人，

就是不利于美国人。”〔55〕正是从这个基本原则出发，中国最终形成了它的外岛政策，并将

其对金、马外岛、对台、对美的政策有机地统一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金、马联系海峡两

岸的作用显得日  益突出。 

    维护国家主权完整是中国外交的最根本原则，是处理对外事务的基本准则。这不仅对敌

对国家（当时的美国）是如此，对同盟国家（当时的苏联）也一样。 

    中国两次炮击金门的行动过程中，苏联的态度并不对中国的决策构成重大影响，有两个

方面原因。首先，中国从来把台湾问题看成中国的内部事务，它不仅仅反对美国的干涉，同

时也反对苏联的直接介入。如果在台海危机中，中国接受了苏联直接的军事援助（赫鲁晓夫

曾提出过这样的建议），那将有可能给美国以借口，使台湾问题国际化。其次，中国为了维

持其独立自主的防务体系与国家安全，一直在减小苏联在军事上影响中国的能力。苏中于１

９５４年达成协议，１９５５年苏联撤走了所有的驻华军队，交还了旅大军港。中国领导人

一直在避免出现苏联利用军援再次进入中国的可能。 

    １９５４－１９５５年苏联专家曾参加了一江山岛战役计划的制订；〔56〕１９５８年

炮击金门，事先并未与苏联领导商量，炮击开始后，苏联一方面派了葛罗米柯前来中国探听

虚实，表示了他们的忧虑；但是在另一方面赫鲁晓夫却想利用这个机会，在军事上控制中国。

早在１９３８年４月和７月，苏联就两次向中国建议在华建立长波无线电台和联合舰队，遭

到中国拒绝。〔57〕当金门炮战打响后，赫鲁晓夫９月１３日召见中国驻苏大使，再次提出

给予中国军事援助的建议，尽管这些援助有利于中国的局部斗争，但是，中国领导人从维护

主权独立的全局出发，再次拒绝了苏联的援助〔58〕。毛泽东这种反对控制，不依附于苏联

的独立自主精神成为后来中苏分裂的最主要的原因。 

    为了主权尊严与领土完整，中华民族经历了上百年的浴血奋斗，才从列强的欺压当中赢

得了独立自主，在国际社会中追求平等的地位成为新中国继续奋斗的目标。但是，在５０年

代，尤其是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执政时期，美国采取了遏制、孤立中国的政策，驻军台湾，

阻挠中国解放金、马等沿海岛屿的统一行动，剥夺中国在联合国内的合法席位，对新中国实

行贸易封锁与禁运，以至企图制造“两个中国”。美国所采取的这一系列政策对于追求国际

平等地位的新中国是一种巨大的挑衅与污辱，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中国在５

０年代所采取的维护主权的行动可看成是对美国对华政策的一种挑战。 

    这种相互敌视的状态持续了整整２０年，美国领导人才开始认识到两个基本事实：中国

不再是一个“暂时的现象”；如果不尊重中国的主权，不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那

么美中关系将难以获得根本的改善。终于，在１９７２年尼克松总统访问了中国，并与中国

签署了《上海公报》。在公报中美国承认了上述基本事实，为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奠定了基石。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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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十九世纪美国经济增长 

与贸易变化的关系 
 

——兼评美国经济的“殖民地性质”问题 

 

贺力平 

 

 

１８世纪末，近代工业革命在英国兴起。拿破仑战争以后，一方面英国工业革命继续前

进，另一方面工业革命开始扩散到欧洲大陆国家和北美地区。美国是欧洲移民拓殖开发出来

的国家。自移民登上北美大陆以来，农业一直是最重要的经济活动。北美居民用以与欧洲商

人相交换的主要产品是烟草、皮毛等初级产品。第二次英美战争后，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

下，同时也由于国内市场的发展，制造业在美国经济中显著地成长起来。１９世纪４０年代，

铁路建设开始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主导部门之一，美国经济出现高速增长的势头。南北战争

以后，美国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使美国得以在较短的时期中赶超第一个工业国家英国，一跃而

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 

    １９世纪美国经济增长是如何发动并持续进行的？在１８世纪中叶显露端倪的英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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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革命中，我们看到有许多业余发明者废寝忘食地从事各种设计，他们似乎不约而同地都具

有“发明的冲动”。英国工业革命大量受益于这些彼此独立的发明者的成果。但在１９世纪

美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先进技术似乎大多来自欧洲，引进和消化外国技术是当时的主要形式。

因此，许多学者都不同程度地将注意力集中在需求因素或市场因素方面。一种代表性的传统

观点是，１９世纪美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国内市场广大，它使美国经济特别多

地享受到分工和专业化生产的利益。晚期出现的另一种代表性观点是，１９世纪美国经济的

高速增长是在出口贸易的带动作用下发生的，正是在国际贸易的体系中美国经济才特别多地

享受到分工和专业化生产的利益。〔1〕本文打算针对这个问题考察一下  １９世纪美国经济

增长过程中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关系。 

    在这种讨论中，有一个相关的问题值得顺便提出来。这就是马克思《资本论》中说道美

国经济的殖民地性质问题。马克思在一个脚注中这样评说１９世纪前半期的美国经济：“美

国的经济发展本身就是欧洲特别是英国大工业的产物。目前（１８６６年）的美国，仍然应

当看作是欧洲的殖民地”〔2〕。在这段话的下面跟着两组统计数据，一是从１８４６年到１

８６０年从美国向大不列颠输出的棉花，二是１８５０年到１８６２年从美国向大不列颠输

出的谷物等。我们猜测，马克思大概是以这两组数据作为“美国仍是欧洲的殖民地”这一论

点的佐证材料（这两组数据在列举期间均呈显著增长趋势）。紧接着马克思的那个小注，恩

格斯在１８９０年《资本论》第一卷发行第４版时还加上一段话：“从那时以来，美国发展

成为世界第二工业国，但它的殖民地性质并没有因此完全失掉。”究竟什么是１９世纪美国

经济的“殖民地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直接说明。从上下文看，他们心目中所指的可

能就是美国对外经济关系所具有的这么一种特点：出口商品主要是原料和粮食一类初级产

品，进口商品主要是工业制成品。表１所概括的１９世纪美国进出口贸易的商品结构基本上

映证了这一点。当然，我们也应当注意到，美国初级产品出口比重在１９世纪前半期呈上升

趋势而在１９世纪后半期呈下降趋势，美国制成品进口比重在整个１９世纪中几乎一直呈下

降趋势。这些变化趋势似乎与美国经济具有“殖民地性质”这个论点所隐含的理由不相吻合。

〔3〕不过，在这里，我们可以暂时略而不论这个问题，而首先弄清楚一个较高的初级产品

出口比重和一个较高的制成品进口比重与所谓国民经济的“殖民地性质”有什么联系。 

表１．１９世纪美国进出口贸易的商品结构（％） 

出口贸易 进口贸易  

初级产品 制成品 半制成品 初级产品 制成品 半制成品 

1820 年 

1840 年 

1866 年 

1880 年 

1890 年 

1900 年 

63.4 

72.3 

72.5 

61.8 

52.2 

41.3 

25.0 

24.1 

23.6 

34.7 

42.3 

47.5 

9.2 

4.5 

3.6 

3.5 

5.4 

11.2 

- 

27.5 

25.0 

36.3 

39.0 

44.8 

- 

60.2 

62.1 

47.2 

46.2 

39.5 

- 

11.2 

12.9 

16.6 

14.8 

15.8 

资料来源和说明：根据《美国历史统计（从殖民地时代到１９７０年）》第８８９－８９０页数字计算；因

小数省略，各项分类数之和与总数不完全相等；出口不包括复出口和贵金属出口；“初级产品”指原料和未

加工食品。 

    有必要再引述一段马克思的原话。他在上述引文附近的一个地方写道： 

    “⋯⋯总之，一旦与大工业相适应的一般生产条件形成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就获得一种

弹力，一种突然地跳跃式地扩展的能力，只有#W1 原料#w 和#W1 销售市场#w 才是它的限制。

一方面，机器直接引起原料的增加，例如轧棉机使棉花生产增加。另一方面，机器产品的便

宜和交通运输业的变革是夺取国外市场的武器。机器生产摧毁国外市场的手工业产品，迫使

这些市场变成它的原料产地。例如东印度就被迫为大不列颠生产棉花、羊毛、大麻、黄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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靛蓝等。大工业国工人的不断‘过剩’，大大促进了国外移民和把外国变成殖民地，变成宗

主国的原料产地，例如澳大利亚就变成了羊毛产地。一种和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

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

工业的生产地区。”（着重号系引者加） 

    显然，殖民地具有双重经济意义：为宗主国制造业提供初级产品和吸收宗主国的“过剩”

制成品，因为初级产品的来源和制成品的销售出路正是宗主国经济发展的严重制约条件。这

种关系反映在殖民地国家的对外贸易上就是殖民地国家有一个较高的初级产品出口比重和

一个较高的制成品进口结构。反过来说，一个对外贸易具有较高的初级产品出口比重和较高

的制成品进口比重的国民经济似乎就具有殖民地性质。这可能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判断１９

世纪后半期美国经济仍具有殖民地性质的逻辑依据。但是，我们要指出，问题不是这么简单。

我们难以仅凭对外贸易商品结构数据来判断一国经济的殖民地性质。这里，我们要特别指出

两种“例外的”典型事例。 

    一是一国经济可能在拥有较高的初级产品出口比重和较高的制成品进口比重的同时，国

内制造业也有相当的发展。按照前面关于殖民地经济性质的定义，一个殖民地经济之所以有

着较高的初级产品出口比重和较高的制成品进口比重，基本原因在于缺乏国内制造业的相应

发展。这也就是说，没有一个足够大的国内制造业部门来吸收国内初级产品的供给并为国内

市场提供制成品。这样，本国的初级产品只能为外国也就是宗主国的突出发展的制造业部门

所吸收，本国所需要的制造品也只能由外国也就是宗主国的制造业部门来提供。外国制造业

部门完全起着替代本国制造业部门的作用。在这种关系下，殖民地社会中制造业部门的独立

发展与宗主国制造业部门的发展有着强烈的对抗性。但是，事实上，在国际经济社会中完全

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一个国家由于自然禀赋上的优越地位，其初级产品供给不仅能满足

本国制造业发展的需要，而且还可供出口、满足其他自然禀赋较差国家制造业发展的需要。

这样，这种国家一方面拥有不断迅速增长的制造业部门，另一方面其初级产品也大量出口，

同时也大量进口外国制造品。在这种关系中，本国制造业的发展与外国制造业的发展之间不

一定有着强烈的对抗性。本国制造业与外国制造业也有着某些分工关系，前者的产品主要满

足国内市场，后者的产品可能同时满足国内和国外市场。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原先自然

禀赋优越国家的初级产品日益不能完全满足本国制造业增长的需要，本国制造业的发展也对

国外初级产品供给提出了新的需求，因此，反映在进口贸易上，初级产品进口相对于制造品

进口有一个较快的增长。同时，本国制造业的增长也在或大或小程度上提高了本国制成品的

国际竞争力，并相应削弱本国初级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从而反映在出口贸易上，制成品出口

相对于初级产品出口有一个较快的增长。我们在后面将指出，１９世纪美国经济增长基本上

具有这个事例的特征。 

    第二种情况是：一国对外贸易中初级产品出口比重较高、制成品进口比重较高，同时国

内制造业增长较为缓慢，而且其相对地位也不显著，形成这种格局的原因不在于宗主国对殖

民地的经济政策或者说这种社会经济的殖民地性质，主要原因在于一系列经济因素使得制造

业在这种国家的发展不能获得比较利益。这些因素包括：本国自然禀赋条件特别优越，劳动

力供给短缺因而劳动成本较高，国际交通便利使运输成本较为低廉，等等。在这个方面，我

们可以举出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事例。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在１９世纪后半期到２０世

纪初期也是比较高的，但两国对外贸易结构的“殖民地性质”特征比美国更突出，它们的国

内制造业发展却比美国逊色得多。这两国与美国相比，自然禀赋条件上较为接近，但美国接

受国际移民较多，土地价格相对昂贵；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接受国际移民的规模小得多，因而

其劳动力供给不如美国充裕，劳动力的相对价格高一些，而这对它们国内制造业的发展是一

个重要不利条件。这也就是说，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制造业相比其他国家的制造业来说，面

临着较高的工资成本压力。如果没有其他方面的相对优势，例如接近本地消费市场，技术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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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先进，实行保护关税后的有利价格条件等等因素，那么制造业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更难有

任何的增长。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事例说明，虽然这两国的对外贸易结构和国内经济结构都

显示出明显的“殖民地性质”的特征，但这些特征与所谓宗主国的殖民地政策很少有关，主

要还是由于客观的经济条件决定的。 

    以上对两个事例的讨论表明，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进口以制成品

为主甚至在国内经济结构中缺乏制造业部门的显著地位，这不一定意味着这个国家的经济就

具有殖民地性质。按照“殖民地性质”这个术语的含义，它至少要表示这么一层意思：宗主

国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实施着某种人为的压迫，在宗主国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关系中，商品、

劳务、资金和人员等的国际流动只对宗主国的经济增长有利而对后者的经济  发展不利，而

且，造成这种结构关系的主要原因是宗主国的殖民地政策和当地社会经济中因这种政策而形

成的畸形经济结构。由这样的标准来看，我们不仅很难说美国、也很难说澳大利亚和加拿大

在１９世纪后半期的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殖民地性质。 

    还有一个相关的问题需要略加说明一下。一个国家出口以初级产品为主，是否就不利于

它的经济增长或国民的经济福利呢？换言之，出口初级产品是否仅仅有利于这些初级产品的

进口国？看来马克思是这样认为的，因为他在前述引文中认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

也就是初级产品生产国或出口国与“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也就是初级产品的进口国或

消费国之间有着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这就是说，在初级产品的国际贸易中，进口国享受了

利益而出口国没有享受到利益；相反，在制成品的国际贸易中，出口国享受到利益而进口国

没有享受到利益。马克思在当时没有进一步给出解释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发生。一些现代经

济学家认为原因在于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长期变化趋势对生产者不利。这里，我们不打算讨

论这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只是想着重指出：从１９世纪后半期到２０世纪初期，国际市场上

曾有过粮食产品长期疲软而后才得以恢复的情况；工业原料尤其是矿物原料的贸易条件没有

出现类似的长期恶化趋势，相反，原料类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或多或少还有改善。〔4〕整个

说来，全部初级产品贸易条件都发生恶化的情况是极少见的。既然我们说初级产品生产者或

出口者也能得到合理的价格，那么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还有什么不利之

处呢？许多人认为，不能单说初级产品生产发展的不利，而应当说发展制造业的更有利之处，

这就是诸如增强国防力量、有助于提高民族自豪感等等。这已属于非经济学上的问题，这里

不予讨论。 

    当然，有必要指出，初级产品生产者所享受的经济利益，包括用出口收入换得等值的制

成品进口，应当归之于技术革命的作用，即进行工业革命的国家首先发出了对初级产品的巨

大需求。如果没有工业革命，没有像１９世纪中先进的英国经济对全世界范围内的初级产品

的巨大需求，包括美国在内的初级产品生产国就不可能出口那么多初级产品，也得不到那么

多相应的制成品进口。这样的话，初级产品的价格水平会更加低下，既谈不上为别国经济“服

务”，也谈不上为本国经济“服务”。 

表２．１８６９－１９１３年美国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出口占国民产值

的比重（％） 

进口占国民产值

的比重（％） 

农业出口占农业

收入的比重（％）

进口最终物品占

最终物品生产百

分 比 的 指 数

(1919 年=100) 

1869-1873 

1872-1876 

1877-1881 

1882-1886 

1887-1891 

6.2 

6.9 

8.2 

6.6 

6.3 

7.9 

7.5 

5.8 

5.9 

6.2 

 

 

 

 

 

147(1869) 

 

136(1879) 

 

138(1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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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2-1896 

1897-1901 

1902-1906 

1907-1911 

1910 

1911 

1912 

1913 

6.6 

7.4 

6.2 

5.8 

4.8 

5.6 

5.7 

6.2 

5.7 

4.3 

4.4 

4.4 

4.2 

4.1 

4.3 

4.5 

 

 

 

 

15.9 

17.8 

18.8 

18.3 

133 

108 

108 

109 

113 

109 

117 

113 

资料来源和说明：全部数据引自《美国历史统计（从殖民地时代到１９７０年）》第８８７页。进出口占国

民产值比重的前五个时期数字系根据Ｓ．库兹涅茨统计，其余由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农业出口统计不包

括阿拉斯加和夏威夷。 

现在我们要回过头来考察一下１９世纪美国对外经济关系与其经济增长的联系。表１已

经给出美国进出口贸易商品结构的数据。我们还需要知道对外贸易在美国国民经济中所占的

地位及其变动趋势。但我们没有１９世纪前半期中美国经济在这方面的统计数据。１９世纪

后半期至２０世纪初的几个数据列在表２中。可以看出，出口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

１９世纪后半期至２０世纪初期之间一直比较稳定，进口所占比重在同期内则呈缓慢下降趋

势。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同时期的数据相比，美国这两个数据的水平是较低的。〔5〕这两个

数据虽然表明国际经济成分在美国国民经济中所占的地位并不突出，但并不能说明国际经济

成分对美国经济的作用方式及其所具有的实际意义。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这样认为：如果没

有进出口贸易，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只会下降百分之几。我们应当进一步弄清楚在这些统计数

字后面的因果关系，即进出口贸易活动与国民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在考察１９世纪美国经

济发展问题时尤其更应当如此。 

    表２还举出了两个数据，一是“农业出口占农业收入的比重”（这个数据只有１９１０

年以后的），二是“进口最终物品占最终物品生产百分比指数”。前一个数据表明在１９１０

－１９１３年期间美国农业生产有一个较高的出口倾向，即比美国国民生产的一般出口倾向

要高。虽然我们手头的数据只限于２０世纪初的这几年，但我们有把握推测，这种差别在整

个１９世纪的美国经济中一直就有。我们知道，到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农业生产在美

国国民经济中的相对地位已大大下降。在１９世纪最后２０年以前，农业的地位——就它在

美国国民收入或附加价值总额中所占比重来看——一直高于制造业。因此，美国农业生产具

有较高的出口倾向以及这对于美国国内制造业的增长有什么影响，便是一个值得注意、值得

探讨的问题。另一方面，表２最后一栏数据表明进口最终物品占最终物品生产的百分比在不

断下降，也就是随着美国国内制造业的发展，美国对国外制成品的需求相对于对国内制成品

的需求在下降，换言之，美国国内制造业向国内市场供给制成品能力的提高相对快于外国制

造业向美国市场供给制成品能力的提高。这一情况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解释表２中第２栏数据

的变化。既然在１９世纪中期以前美国进口以制成品为主（如表１所显示的），那么，随着

对国外制成品需求的相对减少，进口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就会出现或大或小的下降趋

势。当然，进口比重的这一下降还要以美国经济对外国初级产品的进口需要没有更快的和足

够高的增长来解释。表１已经说明美国对外国初级产品的进口需求相对于对外国制造品的进

口需要在１９世纪后半期至２０世纪初期间有较快的增长，但我们可以认为这一增长速度没

有达到足够高度以抵销进口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比重的下降趋势。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应把

注意力集中在出口与美国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方面，进口方面的问题放在适当的有关地方加

以论述。 

    前面已经指出，美国出口商品在部门和地区间的分布是极不平衡的。整个地说来，美国

农产品或初级产品的出口系数高于制成品的出口系数，即出口量占产量的比重在农产品或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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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产品上要高于在制成品上。纵观１９世纪美国经济史，我们看不到美国有什么大量供应国

外市场的制造业部门。所谓“大量供应国外市场”，有两个标准：一是该部门产品中有相当

部分输出国外，二是该部门的出口占全国商品总出口的相当部分。检查统计资料发现，属于

美国制成品出口的重要项目是：面粉、肉产品、木制品和棉纺织品。这些产品都属于大量耗

用原材料的产业。但即使在这些方面，制成品的出口比起相应的未加工的原料出口来也逊色

得多。例如，直到１９世纪最后３０年，美国棉纺织品（包括半加工的棉纺品）出口值尚不

及美国原棉出口值的１／１０，尽管棉纺织业那时已是美国国内制造业的重要部门（仅棉织

品就占１８８０年美国制造业总产值的５．２％）。在美国经济中，面向出口的首先是初级

产品。这个特征从殖民地时代就出现了。在这方面最具典型意义的当推棉花。棉花是棉纺织

业的基本原料。棉纺织业的大发展是与近代工业革命的开展密切相连的。美国的棉花种植和

出口正是在１８世纪末英国工业革命的带动下扩张起来的。美国人惠特尼发明轧棉机  正是

为了解决当时摘棉和脱棉籽劳动中人手紧张问题。我们可以认为棉花生产在美国的发展基本

上是由英国工业革命带动起来的。表３概括了整个１９世纪美国棉花出口系数和出口比重的

情况。我们从这个表可以看出，在１９世纪初期，美国棉花产量的一半是为了出口；在１９

世纪上半期，美国棉花出口系数在不断提高，即在棉花产量不断扩大的同时，有更高比例的

棉花用于出口；与此同时，棉花出口带给美国的外汇收入也越来越多，其相对重要性也在不

断提高。南北战争是个重要转  折点。内战以北方的胜利而结束并沉重打击了南部的棉花种

植园经济。但在南北战争结束后的五年  中，虽然美国棉花的出口系数由高峰的７０％下降

到５０％多，但棉花出口创汇在美国全部出口收入中的比重却由原来的１／２大大提高到２

／３。其中原因主要是南北战争后的几年中出现了世界性的棉荒，原棉价格大大上升，使得

美国在棉花总产减产的情况下也能得到更多的外汇收入。南北战争结束到１９世纪末，虽然

棉花出口收入在美国全部商品出口收入中所占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但棉花出口系数仍呈提

高趋势。如果我们再联系到１９世纪也正是美国国内棉纺织业大力引进英国先进技术、获得

迅速发展的时期这一事实  ，那么，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三个推论：首先，美国原棉生产和出

口先于美国国内棉纺织工业的发展，原棉的生产和出口是由来自外国（主要是英国）的需求

带动起来的；其次，美国国内棉纺织业在１９世纪初开始的迅速增长应当被认为是大量利用

了当时已有相当发展的棉花生产部门所提供的一系列有利条件；第三，尽管美国国内棉纺织

工业到１９世纪末已有长足的发展，其技术水平也达到世界先进地位，但它仍然不能全部有

效吸收国内原棉供应，甚至也只能吸收一个较小的部分——美国原棉的大部分仍供出口。综

合起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从世界范围来看，棉纺织业的技术革命推动了棉花生产的发展；

但另一方面，就美国而言，是原棉的生产发展给予国内棉纺织工业的增长以有力推动。 

表３．１９世纪美国棉花的出口系数和出口比重（％） 

 棉 花 产 量

( 百 万

磅)(1) 

棉花出口量

( 百 万

磅)(2) 

棉花出口系

数 (3)=(2)

／(1) 

棉花出口值

( 百 万 美

元)(4) 

国内商品出口

总额(百万美

元)(5) 

棉花出口比

重 (6)=(4)

／(5) 

1801-05 

1811-15 

1821-25 

1831-35 

1841-45 

1851-55 

1866-70 

1871-75 

1881-85 

62 

83 

219 

458 

907 

1462 

1435 

1954 

3038 

33 

42 

152 

339 

689 

1026 

740 

1243 

1995 

53.2 

50.5 

69.7 

74.2 

76.0 

70.1 

51.6 

63.6 

65.7 

8(1802-05)

7 

25 

41 

51 

98 

205 

206 

219 

40(1802-05) 

30 

51 

74 

94 

186 

308 

486 

792 

18.6 

23.5 

48.0 

55.6 

54.4 

52.7 

66.6 

42.3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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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1-95 3948 2851 72.2 231 892 25.7 

资料来源和说明：（１）、（２）、（４）和（５）栏数字均取自《美国历史统计（从殖民地时代到１９７０年）》：

棉花产量见第５１８页（按每包等于５００磅换算）；棉花出口量和棉花出口值见第８９８－８９９页；国

内商品出口总额见第８８５－８８６页。所有数字均为时期内年平均数。棉花出口系数和出口比重按各时

期总数计算，因而与表中时期平均数之比可能不完全一致，前者比后者更准确一些。因为找不到产值数据，

棉花出口系数用了实物数据作为依据。１８６１－６５年美国内战使棉花贸易和生产受到严重干扰，故我

们转用了１８６６－７０年的数据。  

    在另一种重要的初级产品即小麦上也存在类似的情形。如表４所显示的，美国小麦生产

的大幅度增长发生于内战前后的几十年间。这种增长也正是与小麦出口的迅速扩大密切相关

的，即表现为小麦出口系数的持续提高。虽然小麦的出口系数和出口比重相对于棉花来要低

得多，但它在１９世纪后半期中相对重要性是趋于提高的，而这正好与棉花方面的趋势相反。

同时，小麦出口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也弥补了棉花出口停  滞不前而给美国全部初级产品出

口收入带来的不利影响。尤其重要的是，我们还应当注意到，小麦出口和生产的迅速增长，

是与内战前后美国区域经济的新发展联系在一起的。这个新发展就是美国中北部地区的土地

开发以及中北部在美国全国经济中的地位迅速上升。中北部地区的主要农产品之一便是小

麦。小麦出口和生产的扩张，是中北部地区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中北部地区制造业的发展，

例如面粉业、牲畜加工业和木材制品业等的增长，无不与各自有关的初级产品生产的迅猛扩

大有关。随着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的发展以及以这些初级产品  为原料的加工业的发展，相

应的其他一些制造业也发展起来。这后一种制造业部门的特点是：它们或者是向前者提供生

产资料，例如农业机具、各种工业生产设备和交通运输工具等等，或者是向前者提供各种消

费品。这些制造业部门包括钢铁业、铁路设备制造业、电力机械设备制造业等，它们在１９

世纪最后３０年中的中北部地区发展得特别迅速，这显然是受到初级产品生产和这些初级产

品加工业的增长所提供的巨大市场的刺激。 

表４．１８３９－１８９５年美国小麦的出口 

 小麦产量(百万

蒲式耳) 

小麦出口量(百

万蒲式耳) 

小麦出口值(百

万美元) 

小麦出口系数

（％） 

小麦出口比重

（％） 

1839 

1849 

1859 

1866-70 

1871-75 

1881-85 

1891-95 

85 

100 

173 

234 

307 

473 

576 

少于 0.5 

2 

3 

17 

28 

101 

97 

少于 0.5 

2 

3 

23 

59 

110 

82 

少于 0.6 

2.0 

1.7 

7.1 

9.0 

21.4 

17.1 

少于 0.5 

1.5 

1.1 

7.6 

12.2 

13.9 

9.2 

资料来源和说明：参见表３。 

    概括地说，我们认为在１９世纪美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三级增长火箭”：首先是某

种或若干种初级产品出口的扩张带动这种或这些初级产品生产的增长；受到初级产品供给条

件改善的推动，国内初级产品加工业开始发展起来，其产品主要供应国内市场；初级产品生

产部门和初级产品加工业的  发展又为其他一些制造业部门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巨大的需

求刺激（也有一些供给方面的推动力，例如这些制造业部门也需要国内原料供给），使这些

部门或迟或早不断诞生和增长。在这三级增长序列中，或者说三类生产部门中，只有初级产

品的生产具有或维持一个较高的出口倾向，而其他两类部门都是以国内市场为主。因此，反

映在统计上，随着后两类生产部门的发展，美国国民经济中出口产品所占比重就趋于下降。

正如前面指出的，这种下降发生在１９世纪４０年代。因此，可以认为４０年代正是美国经

济的重要转折时期。这个转折，不是简单表现为出口部门在美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下降了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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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它对美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减弱了，而应当看作出口扩张对美国经济增长的有力推动作用

在愈益增大的程度上表现出来了。这种作用及其程度，不是体现在它自身在国民产值中的比

重，而是通过后两类部门的更快增长体现出来的。 

    在１９世纪美国经济的三级增长序列的关系中，有两种因果关系是必须注意到的。一是

三级增长序列的关系之所以能够成立完全取决于在各类生产部门间具有强烈的相互投入关

系。例如，初级产品加工业当然是以国内的原料作为供给来源的，初级产品生产部门和初级

产品加工部门也需要第三级制造业产品作为投入来源。如果初级产品生产部门的扩张不需要

或在很低的水平需要国内制造业部门的供给，那么它就不能或很少能给后者以需求刺激。南

北战争前美国南部的棉花种植园经济就有这个特点。南部经济的劳动力是黑人奴隶，与国内

劳动者移民少有关系；这种奴隶劳动很少需要农业机械或其他农用制成品；在消费品方面，

南方种植园主人及其家属有着较高的进口倾  向，而黑人奴隶的生活用品则基本上靠自制解

决。这种经济结构削弱了棉花出口对美国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美国

国内制造业进一步增长的障碍。南北战争爆发的经济原因也在于此。１９世纪后半期世界性

的初级产品需求扩张也席卷到南美一些国家，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相当迟缓，原因也包括

在这些国家中的初级产品生产部门及其较少需要国内其他部门的产品投入，也不形成消费品

的显著国内市场。第二种因果关系是，经济增长除了需要初级产品部门与制造业部门发生相

互投入或交换关系外，还需要在这个基础上的制造业各部门间发展相互投入或交换关系，而

且除了“二级”制造业部门与“三级”制造业部门之间的相互投入或交换外，还包括“三级”

制造业部门内部之间的相互投入或交换。这种因果关系也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在

经济增长过程中，制造品的相互交换有着比制造品与初级产品相互交换发展更快的趋势。这

一趋势给国民经济结构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一是使初级产品生产部门的相对地位趋于下降，

另是全国人口的城市化比重提高，也就是城市经济的快速增长。城市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体

现着制造品相互交换关系的增长，另一方面体现着制造业与服务业以及各种服务业相互交换

关系的增长。１９世纪中期以后美国中北部地区经济的迅速增长，便伴随着这一地区的城市

化以较高速度持续进行的过程。 

    下面我们连贯地看一下１９世纪美国经济增长及其对外联系的过程。在殖民地时期，各

州经济基本上属于独立对外的局面，即各州分别地与欧洲（主要是英国）发生进出口贸易活

动，相互间的贸易往来很少。那时，北美大陆上的制造业十分薄弱，而且以家庭手工制造业

形式为主。１８世纪末１９世纪初，各州之间的贸易往来活动增多了，而且随着制造业在东

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的初步成长，美国各地区间的贸易在较大的程度上反映着制造品与初级产

品的交换关系。棉花生产这时在南部地区迅速普及，南部经济出现繁荣景象。在１９世纪前

几十年时间中，南部经济的繁荣即棉花出口的景气对美国经济增长是有利的。１８１６年时，

南部吸收了当时制造业较为发达的费拉德尔菲亚地区对区外出口货物（包括对外国出口）的

４６％；到１８２６年，这一比例虽有下降，仍然达到４１％，远远高过该地区对东部和西

部的出口；同一时期内该地区来自南部的进口比重由６％上升到９％，而来自外国的进口由

７２％下降到５０％，对外国的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也由３６％下降到２８％。〔6〕对这些

数据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南部经济支持了对费城地区制造业的需求扩大，当然也在一定程

度上从初级产品供给方面给予了支持；对外经济成分在费城地区经济中地位的下降可以说带

有隐蔽转移的性质，即这种下降是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地区联系的增加相伴随的，而这些地

区，尤其是南部地区经济中对外经济成分的地位并未下降，很可能还是上升的。费城制造业

中心的产品在国内市场上的扩张离不开其他地区初级产品的供给以及这些初级产品生产者

通过出口贸易获得的需求刺激和收入效应。当然，随着费城制造业的发展，它也在一定程度

上起着对这些初级产品生产者给予需求刺激并部分替代国外需求者的作用。 

表５．１８３９－１８６０年西部对区外出口及其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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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额在各地区的分布（％  出口总额(百万

美元) 北部 南部 外国 

1839 

1844 

1849 

1853 

1857 

1860 

26.7 

40.1 

72.9 

100.1 

146.0 

189.3 

26.6 

36.2 

33.2 

47.9 

31.4 

56.8 

20.6 

19.0 

14.4 

19.2 

17.5 

19.2 

52.8 

44.9 

52.4 

33.0 

51.2 

23.9 

资料来源和说明：阿尔伯特·费希洛《内战前区域贸易的再考察》，载Ｒ．安德瑞诺编《美国经济发展的最

新见解》，坎布里奇，麻萨诸塞，１９６５年，第１９６、１９９页。对外国出口只限于美国的面粉类食物

出口值。因小数省略关系，各地区之和不完全等于１００。 

１９世纪前半期或南北战争前美国的另一个重要地区是西部（即大西部，包括五大湖和

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如果说南部的作用在１８世纪４０年代开始有所减弱的话，那么西

部的兴起正好以更大的规模抵销南部经济作用削弱后造成的不利影响。我们从表５关于西部

地区出口的地理分布数据可以看出，在西部地区发展的较早阶段，对国外的出口占有一个最

重要的地位；只是在发展的晚后时期，对国内其他地区、尤其是对制造业比较发达的东部地

区的出口才取代对国外出口在早先那样的地位。可以认为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最初也是主要从

国外市场获得刺激，而当这种刺激的种种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以后，经济增长的型式以及贸易

型式便发生转变，并使地区间和国际间的经济关系趋于复杂化。 

    南北战争后到１９世纪与２０世纪相交之时，国外需求继续对美国初级产品生产部门提

供增长拉力，但其作用要比以前相对小一些。原因主要在于：首先，在农产品方面，１９世

纪７０年代末期至９０年代初期发生了世界性的农业危机，美国农产品在欧洲市场上的廉价

竞争力引起了欧洲国家强烈的保护主义反应；其次，在这段时期中，美国国内制造业已趋于

成熟，在技术水平上缩短了与英国等国的差距，在与初级产品的交换关系中，国内制造业开

始居于主导地位。 

    总的说来，在从１８世纪到１９世纪末这一个多世纪的时期中，我们看到美国经济增长

的道路分别由三大地区在继起的不同时区中重复。这个增长道路是：首先由外国需求引起本

地区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的发展，接着本地区的制造业或国内其他地区的制造业逐步发展起

来。东部地区最早遵循这条发展路线，接着是南部地区，最后是西部地区分别重复了东部地

区开创的这条路线（南部的情况稍为特殊一点，那里制造业的发展不仅较慢、较落后，而且

在内战前给予其他地区的经济推动作用越来越小）。整个美国经济也就在这样的经济地理上

和贸易型式上的循序渐进过程中得到快速的增长。 

    至此，我们可以回答１９世纪美国经济增长中国外市场与国内市场的作用大小或相互关

系的问题了。从我们说明的增长道路中可以看出，国外市场和国内市场是在两个不同时间阶

段以及产业层次上发生作用的。国外市场是在一个地区的早期增长阶段中对初级产品生产部

门发生强烈的推动作用，而国内市场是在这个阶段以后的时期中主要对制造业部门发生强烈

的推动作用。我们可以说美国制造业的发展主要以国内市场为主，但这并  不是说美国制造

业的发展与来自国外市场给予本国初级产品部门的最初推动力作用就毫无关系了。同时，国

外市场的初始推动作用也有它的限度，即当美国制造业部门已足够壮大并在技术开发上已与

国外制造业并驾齐驱时，这种初始推动作用的效应便被越来越多地吸收而呈弱化趋势。两种

市场的作用及其关系的具体体现就是美国地区间相互贸易与国际贸易比较融洽地结合在一

起。 

    本文的论证可能是很不充分的，欢迎提出批评并给予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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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持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著名新经济史学家Ｄ．Ｃ．诺思。

他在两本著作中阐述了这一论点：《１７９０至１８６０年的美国经济增长》，普伦蒂斯－霍

尔出版社，１９６１年初版；《美国历史上的增长与福利：新经济史学解释》，纽约，１９６

６年初版。有关他的介绍，可参见Ｒ．Ｌ．南森等编《新经济史学探索：献给道格拉斯·Ｃ·诺  

思的纪念文集》，学术出版社，１９８２年。 

〔2〕这段和以下所引均见《资本论》第１卷第４篇第１３章第７节，人民出版社，１９７

５年版。 

〔3〕另外，从国际范围来看，当时发达程度高于美国的英国其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呈现出

了与美国相反的趋势。在１８７６－１８８０年、１８９６－１９００年和１９１３年这几

个时间上，英国初级产品出口比重由１１．９％提高到１７．２％再提高到３０．３％，制

成品进口比重由１４．２％提高到１７．４％再提高到１８．８％（参见Ａ．Ｇ．肯伍德与

Ａ．Ｌ．洛赫德《１８２０－１９６０年国际经济的增长》，伦敦，１９７１年，第９９页）。

如果以此说英国经济又出现一些“殖民地性质”的迹象，肯定是毫无意义的。 

〔4〕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初期的作家们对原料供应前景普遍持悲观看法，帝国主义和殖民

主义在１９世纪末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与这种情绪有关的。如果原料供应较为充裕并有

保证，争夺殖民地的斗争也就没有那么激烈。列宁也是这样认为的：“资本主义愈发达，原

料愈缺乏，竞争和追逐全世界原料来源的斗争愈紧张，那么占据殖民地的斗争也就愈激烈”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２２卷，第２５３页）。原料紧张的原

因是当时技术进步主要表现  在大量消耗原料的重化工业方面，而在新原料供应地的开发和

节约原料使用等方面的技术进步相对落后一些。事实上，初级产品贸易条件悲观论和初级产

品供给短缺论可能都是片面的。 

〔5〕包括美国在内的１０余个资本主义国家对外贸易占国民经济比重的历史比较资料，可

参见Ｓ．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耶鲁大学出版社，１９６６年，第３１２－３１４页。

我们还应当看到，据估计，美国的对外贸易比重在１８世纪时是比较高的，仅出口比重就为

１５－２０％；出口比重稳定在５－８％大约从１９世纪４０年代开始（参见罗伯特·利普

塞《对外贸易》，载兰斯·戴维斯等编《美国经济增长》，纽约，１９７２年）。此外，美国

各地区的出口比重也不相同，例如１８６０年时东部出口比重只有１５％，而南部和西部却

分别达２９％和２３％（参见Ｄ．林兹特罗姆《国内贸易与区域专业化》，载Ｇ．波特编《美

国经济史百科全书》，第１卷第２７３页，纽约，１９８０年）。这些情况后面将要论及。 

〔6〕参见Ｄ．林兹特罗姆，前引文，第２７０页。南部在费城地区出口和进口中的比重，

从１８２６年到１８３７年，均呈下降趋势，其中在出口中的比重到１８３７年时已低于东

部地区。这表明，费城地区经济增长更多地偏向制造品相互间贸易（因为东部地区以制造品

生产为主），贸易型式已随经济增长而发生转变，但这并不与我们的观点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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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美国外贸逆差剖析 
 

 

孙海顺 

 

 

对外贸易逆差的日益扩大，是当今美国经济中的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尽管战后时期美

国外贸逆差于１９７１年就已开始出现，并在１９７６年以后一直保持下来，但是，只是到

了８０年代才  形成不断扩大的趋势。本文试图探索８０年代美国外贸逆差急剧扩大的原

因，分析各主要因素对美国外贸逆差的影响。 

    为了进行这种分析，有必要先介绍一下８０年代美国外贸逆差的发展情况。进入８０年

代美国外贸逆差持续扩大。１９８０年美国外贸逆差为２５４.８亿美元，以后几年随着进

口的不断增加，外贸逆差迅速扩大，１９８７年达到１５９２亿美元〔1〕，为七年前的６.

２５倍。外贸逆差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由１９８０年的０.８％提高到１９８７年

的４.２％〔2〕。从美国外贸逆差的对象国看，美国对日本的外贸逆差一直是最大，１９８

０年为１０４.１亿美元，占当年美国外贸逆差总额的４０.９％，１９８６年达５４４.０

３亿美元，占当年美国外贸逆差总额的３７.７％。其次是台湾、西德和加拿大，１９８６

年美国对这三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逆差分别为：台湾１４６.４８亿美元，西德１４２.６８

亿美元，加拿大１３３.３１亿美元〔3〕。美国对上述四个国家和地区１９８６年的贸易逆

差共为９６６.５亿美元，占当年美国外贸总逆差的６７％。从外贸差额的商品结构看，美

国外贸逆差主要出现在工业原料、汽车和非食物消费品三大类商品。而在农产品和资本货物

（包括机械、民用飞机及其零部件、发动机、其他运输设备）两大类商品的贸易中则保持顺

差。从美国进出口发展速度看，１９８０－１９８７年美国的出口处于停滞徘徊和下降状态，

１９８０年出口值为２２４２.７亿美元，以后的七年中只有三年略有超过（１９８１年２

３７０.９亿美元，１９８６年２２４３.６亿美元，１９８７年２５０８.１亿美元），其余

四年都  低于１９８０年的出口值。与此相反，美国的进口却发展迅速，１９８０年的进口

值为２４９７.５亿美元，以后七年中除１９８２年受经济危机影响稍有下降外，其余各年

都有很快的发展，到１９８７年美国的商品进口值达到４１００.２亿美元，七年中平均增

长率为７.３％。商品进口相对于出口更快、更大的增长，使得美国的外贸逆差逐年增大，

逆差数字以每年３０％的速度增长〔4〕。 

    对于美国对外贸易逆差日益扩大的现象应作何种解释？造成逆差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许多经济学者把美国外贸逆差归因于美国产品竞争力的削弱，进而归因于美国劳动生产率增

长缓慢和工资成本高。笔者认为，这种分析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它不仅与８０年代的实

际情况有较大出入，而且有一定的片面性。因为，这种分析仅仅从商品供给方面的因素（劳

动生产率、生产成本和商品价格等）来说明国际之间商品流动的不平衡，而没有分析影响国

际贸易的另一重要因素——需求的变化。把不断变化的国际需求格局撇开，仅仅从各国间产

品供给方面的差异来说明国际贸易的失衡，是难免得出片面性结论的。因此，只有从供给与

需求两个方面来分析美国的对外贸易，才有可能对其逆差发展形成较完整的认识。外贸逆差

的扩大，表明美国的国内需求日益超过国内的产品供给。如果美国国内供给方面的因素，诸

如劳动生产率、单位工资成本、技术水平等等，并不比它的贸易对象国差，或者说，产品竞

争力不弱于贸易对象国，则造成美国外贸逆差的原因就主要在于国内需求过旺和国外需求的

相对不足。下面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探讨８０年代美国外贸逆差不断扩大的原因。对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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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方面的分析主要放在产品竞争力（劳动生产率和单位生产成本）的国际对比分析之上；对

需求因素的分析主要放在外国资本大量流入对美国外贸逆差的影响上。 

 

一、产品竞争力与美国外贸逆差 

 

    产品竞争力是决定一国商品出口能力的最主要因素。衡量一国或一种产品在国际市场竞

争力的尺度主要是销售价格和产品质量。产品质量取决于生产技术水平。销售价格则取决于

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和本国货币对外汇价的高低。而单位生产成本是由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成

本决定的。从国际之间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工资成本的对比中，我们即可判断出美国产品的国

际竞争地位如何。表１和表２向我们提供了具体的依据。 

表１．主要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每人时产出）年平均增长率 

 权数(a) 1976-86 年 1976-79 年 1979-82 年 1982-86 年

(b) 

1979-86 年

(b) 

美国 364 3.3 2.1 3.3 4.1 3.8 

加拿大 31 3.0 3.2 0 5.1 2.9 

日本 183 3.8 6.6 1.0 3.8 2.6 

法国 105 3.8 5.2 2.0 4.0 3.1 

西德 160 2.7 3.2 1.3 3.4 2.5 

意大利 75 3.0 3.7 2.7 2.8 2.7 

英国 82 2.9 1.0 2.9 4.3 3.7 

七国总和 1000 3.3 3.5 2.2 3.9 3.2 

注：（ａ）权数是１９８０年联合国统计署所用的权数，（ｂ）１９８６年数字为预计数字。 

资料来源:〔英〕National Institute Economic Review.２／８７, p.72. 

 

表２．西方主要国家制造业的单位劳动成本对比#C（英国＝１００） 

a 小时劳动成本总额 b 劳动生产率(每小时产出) c 单位劳动成本(c=a:b)  

1980 1984 1986 1980 1984 1986 1980 1984 1986 

美国 126 194 161 273 262 267 46 74 60 

日本 80 109 129 196 177 176 41 62 73 

法国 121 114 122 193 179 184 63 64 66 

西德 165 153 173 255 232 178 65 66 97 

意大利 108 117 127 173 156 155 62 75 82 

比利时 176 140 149 207 200 154 85 70 97 

荷兰 160 142 156 269 267 205 59 53 76 

注:（１）１９８６年数字是估计数字。（２）小时劳动成本总额中包括小时工资和社会费用。 

资料来源:〔英〕National Institute Economic Review.２／８７, p.73. 

从表１可以看出，在１９７６－１９８６年的 10 年中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

是仅次于日本和法国的，高于西德、英国、加拿大和意大利。在１９７９－１９８６年期间，

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是西方七国中最高的，达３.８％，其中在１９８２－１９８

６年平均增长率达４.１％（注：Economic Impact１９８７年５月号第６２页提供的数字为

４.２％）。这是各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变化情况。从各国劳动生产率的绝对值看，美国制造

业平均每个工人一年所创造的产值仍是世界上最高的，１９８１年为３１０００美元；而同

年中日本制造业平均每个工人所创造的产值为２３７００美元，西德制造业平均每个工人所

创造的产值为２４９００美元〔5〕。由于在１９８２－１９８６年期间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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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率高于日本和西德，所以，美国与日本、西德在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上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

美国在劳动生产率方面的优势将更大。 

    把每小时的产出（劳动生产率）与每小时的劳动成本结合对比，即可得出各国产品的单

位劳动成本。表２向我们展示了１９８０、１９８４和１９８６三年中美国与西方其他七国

的对比数字。 

    从表２明显得知，在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的国际对比中，美国的单位劳动成本是较低的。

其中，１９８０年的美国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仅略高于日本而低于西方其他所有国家，１９

８６年美国制造业的单位劳动成本则是八个西方国家中最低的。如把表中所列三年的单位劳

动成本加以平均后进行国际比较，则各国制造业的单位劳动成本指数（以英国为１００）为：

美国６０，日本５９，法国６４，西德７６，意大利７３，比利时８４，荷兰６３。可见，

８０年代美国制造业的单位劳动成本除略高于日本外，低于西方其他所有国家。如果把美国

在许多高技术领域的强大优势考虑在内，可以认为，８０年代的美国制造业整个说来仍是世

界上最强的，是最有竞争力的。１９８０－１９８６年美国对外贸易中“资本货物”项中一

直保持顺差，也说明这一点。因此，８０年代美国外贸逆差不断扩大的原因，主要不在于美

国制造业本身缺乏竞争力，而是由制造业以外的因素导致的。当然，这并不排除在某些行业

或产品（如汽车、家用电器等）上，美国竞争力弱于日本等国，致使美国外贸逆差扩大的情

况。但是，这只能说明美国外贸逆差的局部情况和原因，而不足以说明８０年代美国外贸逆

差持续扩大的总情况和主要原因。 

    在所有其他因素中，对美国出口产品竞争力有重要影响的因素是８０年代前半期美元的

大幅度升值。１９８０年第三季度到１９８６年第二季度，美元对外比价上升７４％（以各

国贸易比重加权的平均升值率）〔6〕相应于美元汇率的这一变化，美国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

也大幅度上涨，从而大大削弱了美国出口商品的价格竞争力，成为美国出口不振，甚至出现

停滞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与此同时，外国进口商品的美元价格却大幅度下降，从而大大

刺激了商品进口，使之越来越超过商品的出口。从１９８５年２月起，美元对外贬值４０％

左右〔7〕，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国的出口，使美商在世界市场重新夺回一部分地盘。１９

８６年美国商品出口值比１９８５年增长了３.９％，１９８７年比１９８６年大约增长１

５％，其中，电动电子机械行业的出口增长了３０％。除石油进口激增外，１９８７年美国

进口值只增长３％，比１９８６年的１３％少得多〔8〕。当然，发生这种变化的部分原因还

在于美国工业部门经过几年来的改组、调整，扩大固定资本投资，进一步提高了生产效率，

降低了生产成本，使产品出口竞争力增强。 

    上述论证表明，８０年代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扩大，其主要原因不在于美国制造业本身

竞争力（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劳动成本）的减退。事实上，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在整体上比其

他西方国家都强。如果说美国外贸逆差与其出口产品竞争力有关，那主要是美元大幅度升值

引起的出口商品价格上涨所致。这就是从产品  供给方面的因素对美国外贸逆差进行实际分

析得出的结论。 

 

二、需求变化与美国外贸逆差 

 

    现在从需求方面探讨８０年代美国外贸逆差扩大的原因。如前所述，国际贸易的不平衡

可由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原因造成，如果各国之间的供给条件（以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劳动成本

为标志）没有发生不利于美国的相对变化，则导致美国外贸逆差的原因就主要在于需求因素

的变化。８０年代影响美国国际贸易的需求变化有两大特征，一方面国内需求过旺，大大超

过国内产品的供给，另一方面国外需求相对或绝对减弱。二者合在一起，致使美国产品出口

减弱，进口大增，使美国外贸逆差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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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国家的国内需求包括三个部分：私人总消费、总投资和政府支出。８０年代初的经

济危机过后，美国经济增长迅速，按不变美元计算，１９８３－１９８７年平均增长率达到

３.８％，高于日本以外的所有西方发达国家。私人投资和消费活动非常活跃。同期内，国

内私人总投资平均每年增长９.９％，私人消费支出平均每年增长７.７％，政府开支平均每

年增长７.６％〔9〕。旺盛的社会需求支撑了８０年代美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与此同

时，旺盛的社会需求与国内相对落后的产品供给之间的不平衡也就日益发展。需求大于供给

的这一差额，或者导致国内物价上涨，形成通货膨胀，或者导致商品进口相对于出口有更大

的增长，以不断增加的进口余额来弥补国内供给的缺口，这将造成在国内物价稳定的同时外

贸逆差扩大的结果，使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借助于外国商品的净流入而达到平衡。 

    需求相对过度的原因何在？支撑８０年代美国国内旺盛需求的主要因素是什么？人们

往往把需求过度与政府的通货膨胀政策联系起来，像７０年代那样，政府为刺激经济发展而

实行货币扩张政策，增加货币发行，以致形成通货膨胀型需求过盛。然而８０年代美国国内

旺盛的社会需求，并不是靠政府通货膨胀政策的支撑。我们知道，自１９８１年里根上台以

来，美国政府一直奉行反通货膨胀政策，把压低通货膨胀率、保持经济稳定作为首要政策目

标，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而与此同时，政府开支不断扩大，形

成日益严重的财政赤字。私人投资和消费支出也并未因政府的货币紧缩政策而减退，相反，

在减税政策和市场繁荣的刺激下日益增长。旺盛的货币需求与紧缩的货币供应之间的不平

衡，导致美国国内货币市场的高利率。高利率与繁荣的市场条件结合在一起，使美国成为一

个巨大的磁场，吸引了大量外国资本的流入。１９８０年以来流入美国的外国资本迅速增加，

到１９８６年底外资流入量增加额为７６５４.８４亿美元，平均每年流入额达１０９３.

５亿美元，占１９８０－１９８６年期间美国每年货币存量平均数（５３９７亿美元）的２

０.６％。流入的外资总额中，私人直接投资１３９７.９亿美元，占１７.９％，私人银行

贷款３２１０.９亿美元，占４１.９％，购买美国财政部债券１４１５.４亿美元，占１８.

５％，购买非财政部证券（主要是公司股票）１６１７.６亿美元，占２１.１％。〔10〕外

国资本的大量流入，扩充了美国国内的货币供应量，压低了美国的贷款利率，弥补了国内资

金的不足，使许多潜在的投资和消费需求转化为现实的商品购买，使美国私人和企业有钱购

买进口的外国货。因此，随着外国资本的大量流入，美国从国外进口的商品也不断增加，形

成了外国货币与外国商品“并行道”流入美国，二者相辅相成、互相推动的格局。美国人用

外国人借给他们的钱购买外国货，使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呈现出“经常帐户”的大量逆差

与“资本帐户”的大量顺差相互并存、同步增长的特点。自１９８３年起外资的年流入量超

过了美资的年流出量。在１９８３－１９８６年美国“资本帐户”的顺差（即外资净流入额）

由３５０.９亿美元增加到１１７４.０４亿美元，平均每年递增１.４９倍，同期内美国“经

常帐户”的逆差由４６２.４６亿美元增加到１４１３.５２亿美元，平均每年递增１.４５

倍〔11〕。货币流动与商品流动的这种内在联系，给８０年代的美国对外经济关系造成了双

重的后果：一方面使美国沦为最大的资本净债务国，另一方面使美国的外贸逆差不断扩大。 

    如果没有外资的大量流入，美国国内的社会总需求在政府货币紧缩政策的制约下，是难

以实现较大增长的，它的实际增长将有相当程度的减缓，国内经济增长率和外贸逆差的发展

也将受到一定的抑制。外资在美国社会总支出中的作用，除了看它在美国历年货币存量中的

比重（大致１／５）外，还可从它在政府资金的筹措、在各工业部门投资支出中的比重略见

一斑。 

表３．美国财政部债券销售中外国人购买数额及其比重(单位:亿美元) 

 财政部债券销售总额 外国人购买美财政部债券额 外国人购买额所占比重 

1979 8451 1190 14.1％ 

1980 9302 1297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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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11971 1495 12.5％ 

1984 16630 1929 11.6％ 

1986 22148 2515 11.4％ 

资料来源:《Federal Reserve Bulletin》，１９８４年１２月，１９８７年１１月。 

从表３和表４可以看出，外国资本在美国政府筹集资金和各个行业的投资支出中都占有

相当高的比重，其中，外资在美国政府债券销售总额中所占比重均在１０％以上，这是外国

私人持有的美国政府债券比重，若把外国官方机构持有的份额考虑在内，则外资在美国政府

开支的资金来源中的比重就更高。外国跨国公司的美国子公司的投资在美国各行业总投资支

出中比重一直保持在７－１０％之间。其中，在石油和采矿部门占１／３左右，在制造业占

６－９％，贸易部门中占６－１２％，在金融、保险、不动产行业占１４－２２％。可见，

外国资本是８０年代美国社会总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资金来源，是使社会总需求保持旺盛

的一个重要因素。 

表４．８０年代外国子公司投资支出在美国各行业总投资中的比重（％）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所有行业 7.94 9.04 7.61 7.12 7.36 

石油、矿业 35.16 35.38 33.47 33.55 40.30 

制造业 7.34 8.10 7.07 7.02 6.67 

贸易  11.29 7.58 6.78 7.92 

金融、保险、不动产  21.96 19.44 14.63 16.20 

服务业  2.48 3.04 3.95 253 

资料来源:根据 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1982-1987 年第 5、6、１０期资料计算。 

国际市场需求的  相对不足，是美国出口下降、外贸逆差扩大的重要原因。１９８０－

１９８２年经济危机过后，美国经济复苏快，增长势头强，并持续保持较高的增长率，市场

景气繁荣。而作为美国主要出口市场的欧洲、加拿大和拉美等地区，则由于经济增长长期缓

慢或沉重的外债负担等原因，市场相对饱和或萎缩，对国外进口商品的需求疲弱不振，无力

从美国购买更多的商品。而经济增长快、购买力强的亚太地区的日本和“亚洲四小”，却因

其经济类型和结构的制约不能较快地扩大从美国的进口。日本和“亚洲四小”的经济是单向

性外向型经济，以出口加工为特点，整个工业主要以国外市场为基础，它们的内部需求相对

于日益扩大的生产加工能力是十分有限的。这种经济结构决定了它们的经济增长越快，产品

出口就越多，而产品的内需部分则越来越相对缩小，产品的出口相对于进口有日益增大的趋

势。这就必然造成对外贸易中的大量顺差和国际储备的巨额盈余。８０年代美国对日本和“亚

洲四小”的贸易逆差不断扩大，１９８０年为１３９.７亿美元，１９８４年为５７１.１亿

美元，１９８６年为８３１.１亿美元，占各年美国外贸逆差总额的比重分别为５４.８％、

５０.８％、５７.６％。〔12〕可见，８０年代美国外贸逆差的一半以上是对日本和“亚洲

四小”发生的。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除了日本和“亚洲四小”产品成本低、竞争力强之外，

主要是贸易双方的经济类型和结构特点决定的。美国经济是以内需为主的经济，市场广大，

有购买力的需求非常旺盛，而日本和“亚洲四小”的经济主要建立在外部需求之上，是单向

性外向型经济。双方贸易关系的发展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这一结构性的特点。 

 

三、外国跨国公司的市场扩张与美国外贸逆差 

 

    外国对美国的大量投资，不仅通过增加美国货币供应量、进而扩大社会总需求（总支出）

的途径，促使美国进口比出口有更大的增长，而且作为外国跨国公司的市场扩张手段，对美

国外贸逆差的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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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８０－１９８６年期间，在外国资本流入总额中外国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平均占１

８％，七年中直接投资的增加额达１３７２.９亿美元。外国的直接投资，不同于贷款和证

券投资，不是单纯的货币资本流入。作为生产资本，它要赚取高额的生产利润。此外，它还

执行着为母公司开拓海外市场、赚取贸易利润的职能。外国跨国公司在美国迅速增加投资的

基本目的，就是占领美国市场，扩大本国（或本公司）在美国市场的占有份额。它们一方面

在美国投资设厂，就地生产、就地销售；另一方面，通过在美国的子公司或各种分支机构推

销本国（或本公司）产品，把对美国的投资当作开拓美国市场的手段，把美国子公司当作向

美国推销商品的据点和桥梁。外国跨国公司的这种投资战略决定了它们对美国的商品出口必

然大于从美国的进口。因此，伴随着外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外国跨国公司的美国

子公司（以下简称“外国子公司”）的外贸逆差必将日益扩大，成为美国整个外贸逆差不断

增大的重要因素。 

    下面的表５向我们展示了８０年代外国子公司进出口差额的发展变化情况。 

表５．８０年代外国跨国公司的美国子公司的进出口及其差额 

（按子公司的母国划分）单位：百万美元 

1980 1982      项目 

国别 出口 进口 差额 出口 进口 差额 

所有国家 52199 75803 -23604 60236 84290 -24054 

加拿大 1792 5553 -3761 4162 6071 -1909 

日本 19136 27653 -8517 21514 35901 -14387 

欧洲: 23345 33274 -9929 28734 32088 -3354 

法国 10209 3749 6460 12947 3886 9061 

西德 3328 7519 -4191 4578 8314 -3736 

英国 3196 8499 -5303 3756 8203 -4447 

荷兰 1934 6436 -4502 2182 5332 -3150 

意大利 605 763 -158 1050 612 438 

拉美地区 1241 1196 -158 (D) (D) (D) 

亚太地区(a) 343 969 -626 482 1443 -961 

1984 1985      项目 

国别 出口 进口 差额 出口 进口 差额 

所有国家 58186 100489 -42303 56398 111735 -55337 

加拿大 4505 7208 -2703 4175 6915 -2740 

日本 23764 47824 -24060 22753 57752 -34999 

欧洲: 24816 37807 -12991 23726 39789 -16063 

法国 11673 4024 7649 11128 3755 7373 

西德 2993 12132 -9139 3158 12794 -9636 

英国 3197 8439 -5242 3096 9119 -6023 

荷兰 1594 4375 -2781 1672 4446 -2774 

意大利 1283 824 459 963 810 153 

拉美地区 1463 2054 -591 1453 2120 -667 

亚太地区(a) 778 2257 -1479 623 2383 -1760 

注:（a）亚太地区这里指亚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D）表示商业秘密。 

资料来源: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1983 年 11 月,1985 年 11 月,1986 年 10 月，１９８７年１０月。 

从表５明显看出，自１９８０年以来外国子公司的商品进口比出口有更快的增长，年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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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值从１９８０年的７５８.０３亿美元增加到１９８５年的１１１７.３５亿美元，增长４

７.４％，而商品出口则徘徊在五六百亿美元之间。这就使得外国子公司的外贸逆差加速扩

大，从最低年份１９８１年的１７０亿美元增加两倍多，达到１９８５年的５５３.４亿美

元。按子公司的母国划分，在外国子公司中，贸易逆差最大者是日本的子公司。１９８０年

日本子公司外贸逆差为８５.２亿美元，占当年各国子公司外贸逆差总额的３６.１％。 

在以后的五年中日本子公司的外贸逆差增长了３.１倍，到１９８５年达到３５０亿美元，

占当年各国子公司外贸逆差的６３.２％。从六年平均数来看，日本子公司的外贸逆差占各

国子公司外贸逆差总额的５６％；其次是西德和英国，在１９８３年以前英国子公司的外贸

逆差大于西德子公司，但１９８３年以后，西德子公司的外贸逆差额就超过了英国子公司。

六年中西德子公司逆差平均数为６０.１２亿美元，英国子公司逆差平均数为５１.４４亿美

元；前者占总额平均数的１９％，后者占１６％。日本、西德和英国三个国家的子公司占所

有国家在美子公司外贸逆差总额的９１％。 

    从外国子公司进口商品的来源国看，１／３的产品来自日本，其次是西德、加拿大和英

国。从外国子公司产品出口的目的地看，１／３是输往日本的，对欧洲的出口接近１／３。

从进出口产品的种类看，外国子公司进口产品的绝大多数是用于零售的商品（主要是消费

品），这些商品无需在美国进一步加工、组装和制作，这类商品的进口大致占商品总进口的

７５－８０％，而原料和中间产品大致占总进口的１５－８０％，只有极小的部分是供子公

司使用的资本设备。１９８０－１９８５年外国子公司进出口的行业结构详如表６所示。 

表６．８０年代外国跨国公司的美国子公司进出口的行业构成 

（按子公司所在行业划分）单位：百万美元 

1982 1982         项目 

行业 出口 进口 差额 出口 进口 差额 

所有行业 52199 75803 -23604 60236 84290 -24054 

矿业 810 28 782 1096 137 959 

石油 997 10588 -9591 1531 8486 -6955 

制造业 9045 10413 -1368 12883 12386 497 

批发贸易: 40662 54016 -13354 43336 61679 -18343 

汽车及设备 2532 18068 -15536 3253 20912 -17659 

金属、矿物 15097 15823 -726 13272 17956 -4684 

其他耐久品 2673 10476 -7803 2368 12853 -10485 

农产品原料 19196 4753 14443 23044 5615 17429 

其他非耐久品 1164 4897 -3733 1399 4343 -2944 

零售贸易 501 611 -110 667 1030 -363 

1984 1985         项目 

行业 出口 进口 差额 出口 进口 差额 

所有行业 56344 100427 -44083 56398 111735 -55337 

矿业 796 155 641 889 184 705 

石油 1313 6501 -5188 1478 6421 -4943 

制造业 12691 18157 -5466 12882 18456 -5574 

批发贸易: 40735 74054 -33319 38370 83365 -44995 

汽车及设备 3255 29311 -26056 3306 33995 -30689 

金属、矿物 11335 13303 -1968 10791 11873 -1082 

其他耐久品 1873 19747 -17874 2248 22961 -2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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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原料 22592 5791 16801 20264 7904 12360 

其他非耐久品 1680 5902 -4222 1761 6632 -4871 

零售贸易 430 1143 -713 337 1272 -935 

资料来源: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1983 年 11 月,1986 年 10 月,1987 年 5 月。 

    表６展示了８０年代各行业中外国子公司进出口价值及其差额。其中，批发贸易行业的

外国子公司的进出口比重最大，１９８０年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为７７.９％，占进口总额的

７１.３％，占当年外国子公司外贸逆差总额的５６.６％；１９８５年这三项比重分别为６

８.０％、７４.６％、８１.３％。在批发贸易项下，汽车及其设备和零部件是最大的进口

项目，也是批发贸易行业乃至所有行业的外国子公司外贸逆差的最大成分。由汽车大量进口

所造成的逆差占批发贸易行业外国子公司外贸逆差的７０－１２０％，占所有行业中外国子

公司外贸逆差总额的５５－７５％。汽车贸易的大量逆差主要是日本汽车公司通过其美国子

公司大量推销汽车产品造成的。在批发贸易项下其余四类产品中，除农产品原料一直保持较

大的顺差外，其他三类产品（金属、矿物、其他耐久品和非耐久品）都有较大的逆差。制造

业仅次于批发贸易，也是外国子公司外贸逆差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制造业中，食品、机械（包

括电子电动机械和非电子电动机械）、基本金属及其制品、其他制造业等四大类产品基本上

是逆差（其中，非电子电动机械有四年的顺差），只有化学产品一直保持顺差。在其余的两

大行业中，矿产品贸易一直是顺差，石油则始终是逆差。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外国跨国公司的美国子公司的进出口行业结构与本文开头提到的

美国外贸整体结构是类似的，两者在农产品和矿产品的贸易中都保持顺差，而在汽车和其他

消费品的贸易中则有日益扩大的逆差。至于资本货物（机械设备等）项目，在美国外贸总平

衡中表现为顺差，而在外国子公司外贸中则略有逆差。这种情况反映了外国跨国公司对美国

投资的“市场导向型”特点，它表明日本、西德、英国等国跨国公司扩大对美国投资是以占

领美国市场为战略目的的。通过设在美国的子公司和各种分支机构加强对美国的市场扩张和

渗透，把母公司集团的产品，迅速而大量地打入美国市场。据统计，８０年代前六年中，外

国子公司进口的产品中有２／３以上是直接来自它们的母公司集团的，而其中的３／４是母

公司集团成员的产品，只有１／４是母公司集团以外的产品。 

    随着外国跨国公司对美国市场渗透和扩张的加强，美国对外贸易的不平衡日益加剧，逆

差不断扩大。把外国子公司的外贸逆差与美国外贸总逆  差进行对比，则可明显看出外国跨

国公司及其美国子公司的市场扩张活动对于加剧美国外贸逆差所起的重要作用。在１９８０

－１９８５年六年中，外国子公司的外贸逆差占美国整个外贸逆差的平均比重为４８.５％，

这就是说，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一半是外国子公司的外贸逆差，是外国跨国公司通过其子公

司在美国推销商品造成的。外国子公司的进出口在美国整个进出口中的比重都有所上升，外

国子公司的进口所占比重由１９８０年的３０.４％上升到１９８５年的３３.０％，外国子

公司的出口所占比重由１９８０年的２３.３％上升到１９８５年的２６.１％。各国跨国公

司的美国子公司的贸易差额及其在各国与美国贸易总差额中的地位，详如表７所示： 

表７．８０年代各国跨国公司的美国子公司外贸差额及其在各国 

与美国贸易总差额中的地位(单位:亿美元) 

/1980|1982|Fa|Ft|Fa:Ft|Fa|Ft|Fa:Ft 

1980 1982      项目 

国别 Fa Ft Fa:Ft Fa Ft Fa:Ft 

所有国家 -236.04 -254.81 0.926 -240.54 -364.44 0.66 

日本 -85.17 -104.10 0.818 -143.87 -169.89 0.847 

西德 -41.91 -2.43 17.247 -37.36 -26.89 1.389 

法国 64.60 22.78 2.836 90.61 16.63 5.449 



《美国研究》1988年秋季号 48 

加拿大 -37.61 -12.75 2.949 -19.09 -93.20 0.205 

英国 -53.03 29.76  -44.47 -23.48 1.894 

意大利 -1.58 13.08  438 -6.48  

拉美 0.45 13.22 0.034 (D) -54.02  

亚洲四小 -6.26 -35.56 0.176 -9.61 -73.35 0.131 

1984 1985      项目 

国别 Fa Ft Fa:Ft Fa Ft Fa:Ft 

所有国家 -403.03 -1125.22 0.376 -553.37 -1221.48 0.453 

日本 -240.60 -369.69 0.651 -349.99 -435.08 0.804 

西德 -91.39 -86.51 1.056 -96.36 -105.96 0.909 

法国 76.49 -19.02  73.73 -28.10  

加拿大 -27.03 -145.93 0.185 -27.40 -150.04 0.183 

英国 -52.42 -22.17 2.364 -60.23 -33.88 1.778 

意大利 4.59 -37.46  1.53 -47.98  

拉美 -5.91 -185.98 0.032 -6.67 -153.21 0.044 

亚洲四小 -14.79 -201.45 0.073 -17.60 -213.23 0.083 

注:Fa 表示外国跨国公司的美国子公司进出口差额;Ft 表示各国与美国的贸易总差额。 

资料来源:Fa 根据 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1983 年 11 月,1985 年 10 月,1986 年 10 月,1987 年 5 月的

资料计算。Ft 根据同刊的 1987 年第 6期第 62 页资料计算。 

从表７得知，在１９８０－１９８５年六年中日本跨国公司的美国子公司的外贸逆差占

美国对日本外贸逆差总额的比重在６５－８５％之间，而同期内西德的这一比重在９０％以

上，其中８０年代前三年西德子公司的外贸逆差大大超过了美国对西德的外贸总逆差。英国

子公司的外贸逆差一直相当于美国对英国贸易总逆差的若干倍。这从反面说明，在跨国公司

以外的国际贸易中，美国对英国和西德仍有不小的顺差。由此可见，８０年代美国对西方发

达国家的贸易逆差主要是西方跨国公司的进出口活动所致。外国跨国公司在加深对美国资本

渗透的同时，加强了对美国的市场扩张和占领，从而给美国的对外经济关系造成了双重后果：

一方面使美国沦为净债务国，成为资本净进口国，另一方面使美国外贸逆差增大，使美国市

场中外国商品的领地扩大。这双重结果表现为美国国际收支帐户的“病态平衡”，即资本帐

户的大量顺差与经常帐户的巨额逆差互补并存，外债与逆差形成难解难分的联动机制。这是

自本世纪以来美国对外经济关系中仅有的特点。研究这一特点的形成原因和发展趋势，是研

究当前和今后美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关键所在。本文因题目和篇幅的限制，不便做更细致的探

讨，待日后专论此题。 

    综上所述，本文从供给、需求和跨国公司的市场扩张活动等三个方面探讨了８０年代美

国对外贸易逆差不断增大的原因。笔者认为，从劳动生产率和单位成本的国际比较看，美国

制造业的竞争力仍比西方其他国家强；削弱美国产品竞争力的主要因素是８０年代前半期美

元汇率过高，使美国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价格竞争力，这是造成美国外贸逆差的诸多原因

中供给方面的因素。但是，这一因素不是导致美国外贸逆差扩大的主要原因。导致美国外贸

逆差扩大的主要原因在于需求的变动和外国跨国公司市场扩张活动的加剧。需求的变动表现

为美国国内需求过旺和国外需求的相对不足。国内需求过旺主要是由于美国经济增长快，私

人消费和投资支出异常活跃，政府赤字开支不断扩大和外国资本的大量流入。外国跨国公司

的资本和市场扩张活动的加剧，使大量资本和商品并行道流入美国，致使美国在成为世界上

最大债务国的同时，外贸逆差日益扩大。 

 

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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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六十年代的“新左派”运动 
 

 

温  洋 

 

 

二次大战后，欧美一些国家几乎同时经历了一系列政治和社会运动，其中以“新左派”

运动最为突出。 

    “新左派”于１９５７年最先发轫于英国，是由一批力图摆脱传统左派教条的年轻左派

激进分子发起的政治运动。几乎同时，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新左派”运动也在孕育之中。 

    １９５９年，著名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在《政治新动向》中，有这样一段话，它

预示着６０年代将在美国兴起的政治风暴： 

    正在兴起的政治新纪元犹如崩溃的大坝。在过去麻木不仁的年代里遗留至今的各种问

题，被忽视的价值观，以及被闲置的能力，所有这一切就像咆哮的洪水，顷刻间淹没了干枯

的土地⋯⋯。〔1〕 

美国的“新左派”的根基是在５０年代“垮掉的一代”的反社会、古巴革命、民权运动，

以及欧洲左派思潮的影响。但是它正式出现于６０年代，或者，更确切地说，始于１９６０

年２月１日，北卡罗来纳学院（North Carolina College）的四名黑人学生的午餐静坐示威。

“新左派”运动基本上是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学生运动。据《幸福》（Fortune）杂志（１９６

０年１月）的统计，全国６７０万年龄在１８－２４岁之间的大学生中，有７５万自称是“新

左派”。这些人一般  都是来自中等或中上等阶层的家庭。在学校学习成绩约在中上等以上。

他们积极参与６０年代的民权运动，“和平队”，反战运动，妇女运动，环境保护运动。 

    同时，学生运动中也出现了一些过激行为，年轻的激进分子把同美国中产阶级的价值准

则和生活方式作对视为他们改造美国社会的手段。这批被称为“嬉皮士”或“鲜花之子”

（Flower Children）的年轻人放弃一切政治口号，也不参与任何政治运动。他们聚在一起，

从价值观念和语言，到穿着打扮和生活方式，创造了一套同美国主流文化完全对立的文化—

—“反主流文化”（Counter-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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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左派”运动和“反主流文化”成为美国６０年代的主要政治和文化特征。 

    在经过了近 10 年的“革命”和“造反”后，“新左派”运动和“反主流文化”都相继成

为过去。经过７０年代的沉默和反思后，一批当年的“新左派”变为７０年代末和８０年代

的“新右派”（亦即“新保守派”），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一支活跃力量。 

     

一、产生“新左派”的社会背景 

 

    美国“新左派”的产生，除了受欧洲左派思潮的影响外，更多地还是美国战后的社会、

经济和政治现实的产物。 

    二次大战后，美国的社会和经济经历了一个向后工业社会发展的阶段。到了５０年代，

美国已发展成为一个“公司化的国家”（Corporate State）。这些由几家，乃至十几家公司

合并组成的大公司，以美国前所未有的财力和生产力，支配着社会经济和人们生活的各个方

面。Ｊ·Ｋ·加尔布雷斯在分析此时美国社会的性质时指出： 

    1962 年,美国最大的 5 家工业公司共具有 360 多亿美元的资产,占全部制造业资产的１

２％；５０家最大的公司占全部制造业资产的１／３；５００家最大的公司占２／３。拥有

资产超过１０００万美元的公司共有２０００家，占美国制造业全部财产的８０％。〔2〕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绝大多数家庭都拥有电视、汽

车、电冰箱、洗衣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追

求物质享乐，超前消费，成为普遍的社会风气。 

    后工业社会也意味着现代科技的运用和普及。工业的自动化、电脑化、系统化使得现代

科技具有万能的神威，它们的价值甚至超过人的价值。人被“物化”和个性消失的感觉被越

来越多的人体验到。斯龙·威尔逊的长篇小说《穿灰法兰绒西装的人》（The Man in Gray 

Flannel Suit, 1955）是反映当时美国社会的代表作品。威尔逊笔下的美国人，是技术和机

器的派生物。人人穿灰色的法兰绒西服，个个循规蹈矩，机械地扮演社会加于他们的角色，

完全失去了自我意识和选择。年轻的一代无法接受这种压抑个性的社会价值观。“垮掉的一

代”（The Beat Generation）就是年轻人对５０年代的人情淡漠、精神空虚、苦闷彷徨的“非

人化”生活的反抗。〔3〕“新左派”的活跃分子杰克·纽菲尔德在谈到工业社会对年轻人的

思想的影响时说，“新左派”运动是一场“反抗压抑人性需求的冷漠和非人性的机器的运

动⋯⋯。在毫无人情味的机器的控制下，他们感到无能为力，失去了自我意识。”〔4〕 

    除上述社会经济的因素外，在政治方面，美国也面临新的考验。首先是以黑人要求平等

权利为主的民权运动。黑人的愤愤不平积蓄已久，终于在６０年代爆发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

动。接连不断的静坐示威、集会游行，甚至流血事件，使美国处于政治危机的边缘。 

    使美国陷入政治困境的另一个因素是越南战争。截至１９６８年中旬，美国已向越南战

场派遣了多达５５万人的军队。美国人生平第一次能从电视屏幕上亲眼目睹越南战争惨状的

实况转播。反战情况很快发展成一股政治势力，直接影响着政府决策层对越战的态度。 

    就是在上述多种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背景下，“新左派”的势力和造反目标逐渐形成。

然而，在思想上对“新左派”产生极大影响，并决定了他们采取左派态度的，是以哲学家赫

伯特·马尔库塞为代表的一批思想理论家。 

     

二、“新左派”的思想背景 

 

    被“新左派”奉为先驱和英雄的有诺曼·梅勒、Ｃ·赖特·米尔斯、赫伯特·马尔库塞、

保罗·古德曼等人。他们对社会的分析和批判大大地激发了“新左派”的造反精神。 

    二次大战后，美国的社会现状和欧洲的各种思潮，如社会主义、弗洛伊德学说、新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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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存在主义等，促使美国的知识分子开始从新的角度观察和分析美国。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诺曼·梅勒。梅勒是个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社会活动家。他被誉为

“新左派”的奠基人物，是“新左派”运动的“发起人”。希拉里·米尔斯在她为梅勒写的

传记中叙述了梅勒对“新左派”的诞生所起的作用： 

    梅勒的激进思想的形成已达１０年之久。现在，他要以一个哲学导师、榜样和积极分子

的资格，投身到即将到来的同权力机构的斗争。〔5〕 

杰克·纽菲尔德是６０年代“新左派”运动的积极分子。他在一份名叫《乡音》（The 

Village Voinc）的报上讲到： 

    早在“新左派”形成之前，梅勒就已告诉人们，这场革命即将到来；当麻木的自由派还

在积极为林登·约翰逊总统撰写发言稿时，梅勒就已把约翰逊称为杀人魔王；当“新左派”

在Ｃ·赖特·米尔斯的眼里还只是一点微弱的光亮时，梅勒就已开始大谈黑人、吸大麻、古

巴革命、暴力、社会制度⋯⋯以及颓废派的问题。〔6〕 

梅勒的《白皮肤的黑人》（The White Negro, 1958）、《美国梦》(An American Dream, 1965）

等作品对“新左派”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查里·罗宾也是“新左派”的活跃分子。他在谈到

《白皮肤的黑人》对他本人的启发时讲到：“这篇文章我读了四五遍。‘新左派’的一个最大

特征是，白人喜欢，并且希望能像黑人那样。诺曼·梅  勒在《白皮肤的黑人》中指出了这

一点，认为黑人的感情要比白人的真挚。他是第一个向人们提出这一问题，并让人们对此深

思的人。”〔7〕 

    艾比·霍夫曼也是一位“新左派”。他在上中学时，就读了梅勒的《裸者与死者》。“但

是，若让我说哪个美国作家写的文章对我的生活影响最大，”霍夫曼说，“那该是《白皮肤的

黑人》。它从文化的角度重新论述以前涉及过的所有问题（５０年代‘垮掉的一代’在诗中

所表达的和爵士乐的歌词所唱的），使它们富有政治意义。”〔8〕 

    梅勒在解释《白皮肤的黑人》中的暴力场面时，明确指出：“被杀死的不仅是一个５０

多岁的弱不禁风的老人，同时也是一种制度。凶手摧毁了私  有财产，重新确定他同警察的

关系。他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危险人物。”〔9〕 

    对“新左派”产生巨大影响的还有社会学家Ｃ·赖特·米尔斯，史学界通常把“新左派”

一词的创造归功于他。 

    米尔斯对社会的批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化的，一是政治的。但是，焦点都集

中在提醒人们，在工业化社会生活中，人的价值所面临的挑战。 

    米尔斯指出，在后工业化的美国，新型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及由此产生的一整套价值准则，

淹没了美国个人主义的传统。在他的《白领阶层》中，米尔斯指出，美国传统发生了实质性

的转变——人从１９世纪的“自身命运的主宰”变为２０世纪现代技术的“雇佣劳力”（hired 

labour）和“微不足道的人”（little man）。米尔斯认为，在崇尚科技的社会里，人应有的

自尊和个性被忽视了。“我们现在到处看到的是快乐的机器人、懂技术的白痴和想入非非的

现实派⋯⋯。这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的挑战；是在质问我们，什么样的人和文

化才是人类所向往的。”〔10〕 

    米尔斯在他写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起因》（The Causes of World War III, 1957）一

书中还指出后工业社会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归根结底是政府“不负责任的政治”造成的： 

我们必须意识到，人们不仅对自身命运失去了控制，（政府的）责任感也正在消失，而

且变得公开不负责任。我们必须让掌权的人对重大事件负责。我们必须揭穿他们声称不负任

何责任的荒谬借口。〔11〕 

 制定政策的人应对社会和人民负责。但是，可惜的是，人们对此并没有充分意识到。米

尔斯提醒人们，“现在需要的是一个有助于文化发展的政治思想。这种思想之所以不存在，

是因为人们不知道哪些价值受到了破坏，及其表现在何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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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谁能站出来指责政府不负责任的政治行为呢？米尔斯的回答是：知识分子。“除

了知识分子，还有谁更能了解历史上具有创造历史意义的决定的作用？还有谁更有资格懂

得，命运应成为政治问题？”〔13〕 

    如果说，梅勒，米尔斯从揭示社会现实的角度，激发起“新左派”的造反精神的话，那

么赫伯特·马尔库塞则是从哲学的高度为“新左派”提供了思想武器。 

    马尔库塞是“新左派”最敬慕的哲学家。他把马克思关于人道主义的思想同弗洛伊德的

“人性的压抑感”的观点搀在一起，形成了他对现代社会人如何得到解放的观点。他指出，

民主国家社会的动荡不安、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和年轻人的造反运动，都是由于人所感受到

的“压抑”所造成的。 

    马尔库塞不像马克思那样，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讲人的解放，也不完全像弗洛伊德那样，

从人的心理因素谈人的解放。他在《单面人》（One-Dimensional Man, 1964）一书中，把“人”

放在工业社会的历史背景下，认为人性受到的压抑是由“异化”产生的。马尔库塞认为，这

种“压抑感”既是心理因素，也是社会因素。〔14〕 

    马尔库塞的所谓“人性”是同“技术，机器，理性化的社会”相对而言，它包括人的“直

觉、想像、感情”。他认为，人性受到的压抑，是因为“不断发展的单面社会（One-Dimensional 

Society）改变了理性世界同非理性世界的关系。”本来相互对立的两种世界，如生与死，欢

乐与痛苦，魔术与科学，已都交织在一起。美丽也是恐怖、秘密核工厂；民防指挥部也是舒

适美观的住宅。人们被迫在这样的现实中寻找生活意义，解释他们存在的价值。然而，这种

寻找和解释的结果必然“会像现实一样糟糕和荒诞”。〔15〕因此，人的解放有赖于改变这种

使人成为“机器人”的单面社会。 

    使“新左派”倍感振奋的还有保罗·古德曼的“乌托邦”观点。古德曼的思想在充满社

会理想主义（Social Idealism）的“新左派”中引起了共鸣。 

    古德曼的《社区》（Communitas, 1947）是一本谈城市规划的书。书中的城市生活充满

了人情味，“是生动的社会舞蹈”，是人类寻求精神满足的场所。 

    他在小说《帝国城市》（The Empire City, 1964）里指出，理想的社会“应能提高人们

的生活水平，满足社会大多数人的心理要求，每一个人的愿望都能得到满足，每一个人都能

有工作。”〔16〕 

    古德曼在提出他的理想主义的目标的同时，还号召年轻人“立即行动起来”，用双手去

实现这样一个目标。１９６１年，他亲自参加了在兰姆书局门前举行的示威游行。在这期间，

他还写了一篇题为《某些聪明人的无效批评》（The Ineffectuality of Some Intelligent 

People）的文章，批评知识界只空谈理论，不采取实际行动的态度。〔17〕在一篇批评高等

教育的文章——《学术界》（The Community of Scholars）中，他号召学生们罢  课、退学，

以表示对社会现实的反抗。学生们立即响应。全国多数大学都相继发生了学生退学的事件。 

     

三、“新左派”的性质 

 

    在上述社会政治背景和思想理论的影响下，美国的“新左派”很快发展成为一支声势强

大的力量。３０岁以下的年轻人几乎在不同程度上都卷入了这一社会浪潮中。 

    那么，“新左派”到底“新”在什么地方？他们同“老左派”又有哪些不同之处？ 

    两者的区别大体上可以表现在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１．“新左派”强调投身于实际行动；“老左派”重视在意识形态上做文章。 

    １９６５年２月１４日《纽约时报杂志》的一篇文章指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造反

派，不像３０年代的造反派那样具有政治倾向。他们不相信那些既成的体制，也不接受旨在

推翻这个制度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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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５月８日《星期六晚报》的一篇文章援引了“新左派”的组织——争取民主社会学

生协会的一位领导人讲的一段话，表明了“新”、“老”左派的区别：“我们这个运动是从反

对‘老左派’及他们喊了多少年的教条开始的⋯⋯。我们感兴趣的是具体的问题和直接投身

到运动中去。我们不是在那里喋喋不休地争吵苏俄社会的本质，或者探究南斯拉夫是否是工

人阶级的国家。”〔18〕 

    一些同情“新左派”运动的中年人也认为，现在的年轻人不是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分出是

非曲直，而是注重实际行动和实际效果。《纽约邮报》的编辑詹姆斯·韦斯勒说：“现在的学

生就像在３０年代一样，希望在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但是，不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那时候

（３０年代）我们常坐在一起，讨论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可是，当今的学生们却热衷于民权

运动与和平事业。”〔19〕 

    保罗·古德曼称赞伯克利分校的学生运动领导者“不想四平八稳地造反。他们要冒

险。⋯⋯他们要接管一切。”〔20〕 

    伯克利分校“自由学生运动”（Free Student Movement）的领导人给“新左派”下的定

义是：“这些学生很少读马克思的书。他们读加缪的书。”〔21〕 

    ２．“新左派”强调人的尊严、个性和自由的重要性；“老左派”强调理性世界、科学技

术对改造社会的奇迹般的作用。 

    哲学家艾恩·兰德目睹了６０年代“新左派”的兴起。她认为，“老左派”基本上是３

０年代以来的共产党人或社会主义者。他们崇尚理性的力量，认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是最

科学的社会制度。只有在高度科学性和组织严密的社会里，科学技术才能得到发挥，造福于

人民。“一个现代化工厂生产的鞋，够全世界的人穿。” 

    “新左派”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崇拜理性和科技的力量。他们认为“感情重于理智，信

仰重于知识，娱乐重于生产，精神生活重于物质生活，人的本能重于科技，占星术重于科学，

进入幻觉重于神智清醒。”〔22〕为了追求个性的解放，“他们宁可不穿鞋”。 

    ３．“新左派”认为，战后的美国不存在工人同资本家的矛盾；“老左派”对美国（乃至

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分析则基于阶级斗争的理论。 

    “老左派”的观点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同资本家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社会

的进步有待工人阶级起来革命，最终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新左派”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随着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传统的阶级分类已发生了

变化，“工人阶级”的成分和定义也发生了变化。  工人  同资本家之间不一定存在着不可

调和的阶级矛盾，最终也不一定爆发“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 

    “老左派”可能会说：“没有工人阶级，你将一事无成。”“新左派”则会反问：“所谓工

人阶级到底指的哪些人？”〔23〕 

    “新左派”基本上通过学生运动进行“革命”。这些学生大体上可以分为二大类。一类

占大多数，他们对现实不满，相信美国会变好，并希望通过投身于社会和政治改革运动对美

国社会的发展施加一定的影响。这批人参加“和平队”，活跃在黑人运动、妇女运动、反战

运动、环境保护运动之中。他们的行为得到了社会其他年龄层和社会  层的支持；另一类是

激进分子，占少数。他们从罢课示威、驱赶校长、占领校舍，发展到烧征兵卡、上街打架、

留长发、穿破衣、吸毒、放纵性欲，成了玩世不恭的“嬉皮士”，创造了一套从价值观到生

活方式都与主流社会相对的“反主流文化”。他们虽是少数人，但是在历史的记录中，由于

他们对社会主流文化的冲击之大、影响之广，“新左派”的标签也往往贴在他们身上。至今，

他们的某些影响仍未完全消失。 

    从总体上看，“新左派”的目标显得过于宏伟，而失之具体。他们只有和民权运动、反

战运动等社会运动溶在一起时才表现出实际效果。杰克·纽菲尔德也不否认这点。他在《一

群预示未来的少数派》中写道：“新左派”运动对思想意识、组织原则、经济学和传统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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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形式等问题不感兴趣⋯⋯。它具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平主义、存在主义、人道主

义、超验主义、玩世不恭、民粹主义、神秘主义和黑人民族主义等成分。这些也常常表现在

个别“新左派”的言行上。〔24〕 

    尽管“新左派”运动常被认为是没有一个明确政治纲领的造反运动，但它在６０年代各

种运动中的作用却是不容忽视的。 

     

四、“民众参与民主” 

 

    “民众参与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一译“分享民主制”）是“新左派”的口

号。在“新左派”的纲领性文件《休伦宣言》（Port Huron Statement）指出，政治生活的

目的应是将人民组成一个整体，应能帮助人民表达内心的不满和愿望。“新左派”的各种政

治活动基本上体现了《休伦宣言》的精神。他们在“动员群众，发动群众”方面颇做了一些

工作。他们的具体行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积极参与民权运动，二是反对美国在越南

的帝国主义行为，三是反对学校当局。 

    在“新左派”对社会进行全面抨击的过程中，社会上的种族歧视自然成为他们攻击的目

标。６０年代初，成千上万的大学生组织起来，到南方去，了解那里的种族歧视情况，并且

发动黑人起来参加  民权运动。这些学生回到北方后，在本校掀起了声援黑人的民权运动。 

    “非暴力协调学生会”（ＳＮＣＣ）的创建人之一朱利安·邦德在回忆６０年代该学生

会积极参与南方民权运动时说：“ＳＮＣＣ的计划是到像北卡罗来纳州的塞尔马这样的地区，

开始组织那里的民众，干上一二年，搞起一个运动，使它能迫使地方当局允许黑人有选举权。”

〔25〕 

    “新左派”积极参与的另一个运动是“反对越南战争运动”。 

    “反战”是“新左派”抨击美国帝国主义对外政策的焦点。美国在越南的帝国主义行为

同学生们在学校、教堂或父辈那里得到的“美国是个道义的国家”的教育大相径庭。被推崇

的现代科技和发达的生产力竟然会用在大规模屠杀人类的战争之中。更有甚者，政府的各种

宣传还一再为它的行为赋予人道、正义、捍卫自由的神圣使命。 

    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５日，积蓄几年的反战情绪终于爆发为全国范围的反战示威游行。

这是反战运动的高潮。全国各地有２００万人参加了这一行动。在此之后，各种反越战的活

动从未停息。据奥克兰的一家特殊服务中心统计，在被征入伍的年轻人中，有一多半人根本

不去报到。５０万张征兵登记卡被撕毁。据一位记者报道，在美军的一个班里，有一半的人

胳膊上带着黑袖章，以示对反战运动的同情。又据《幸福》杂志（１９７０年）的一份统计，

在１００万名大学生中，有３／４的人自称是“新左派”。尼克松总统的一个“校园动乱调

查委员会”（Commission on Campus Unrest）得出结论：“绝大多数的学生⋯⋯反对印度支  那

的战争。他们认为，如果战争是错误的，那么，所有支持这场战争的政策和行为也都是错误

的⋯⋯。”〔26〕 

    “新左派”的第三个造反行为是“反对学校当局”。 

    大学生们把学校做为反抗社会的目标是必然的。他们把学校看作美国政府的化身，是宣

传和维护美国现行政策和价值观的重要喉舌和机构。 

    进入６０年代以来，尽管一些大学成立了各种学生造反组织，但学生同学校当局的矛盾

的急剧恶化是在６０年代后期。学校对种族歧视和越战的态度，构成了矛盾恶化的起因。 

    １９６８年春天，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首先发起运动，质问校方对越战的态度。哥大校

长格雷森·柯克为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作用辩护。学生们在给柯克的一封信中写道： 

    我们这些年轻人使你心惊胆战。我们说，这个社会垮掉了。你和你们的资本主义是社会

的病根。⋯⋯你要的是社会安定和服从领导；而我们则要正义、自由和社会主义。〔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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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哥大新建的体育馆专为黑人学生出入开了一个便门时，学生们对校方的种族主义政策

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们占领了校长办公室，撕毁了校方储存的研究报告和论文。 

    紧接着，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康奈尔大学、俄亥俄肯特州立大学等，都相

继爆发了学生运动，矛头直指校方在越战和种族问题上的立场。“新左派”的另一个组织“气

象员”（Weathermen）在它的宣言中写到： 

    我们处在世界范围的魔鬼的心脏。（我们的）任务是消灭美帝国主义，创造一个没有阶

级的世界。〔28〕 

     

五、“新左派”运动的解体 

 

    １９６８年的反越战大示威很快被警察平息了。随之，“新左派”运动也开始走下坡路，

到了７０年代已失去以往的势头。“新左派”阵营内部的四分五裂更加剧了这一运动的解体。

有的成了“嬉皮士”；有的转入地下，另立旗号；有的埋头经商，不问政治；有的则成为７

０年代末和８０年代的“新右派”。 

    导致“新左派”运动解体有客观和主观两种因素。从客观上看，６０年代末，正当“新

左派”运动发展到顶峰时，美国的政治和科技发展也发生了变化，对“新左派”构成了巨大

的挑战。首先是１９６８年，代表右翼势力的尼克松当选总统。这不能不说是近 10 年来，

“新左派”造反运动为自己制造的一个反作用力。占美国社会大部分的蓝领阶层和中产阶级

并不满意“新左派”对美国传统价值观的摧毁和对社会秩序的破坏。这些人在尼克松和乔

治·华莱士保守口号的吸引下，构成对“新左派”激进思想的抵制力量。尼克松的上台被社

会上的保守势力看作美国恢复昔日的社会秩序和强大的希望。 

    此外，１９６８年不仅意味着右翼势力上升的转折点，同时，一直被“新左派”批判的

理性和科技的力量又一次向全社会（也包括“新左派”）显示了它的力量。１９６８年圣诞

节前夜，三名美国宇航员乘阿波罗８号围绕月球飞行。整个美国被这一事件迷住了。人们坐

在电视前，听着从太空传来的宇航员对地球的描述。屏幕上出现了月球和地球的图片。１９

６９年７月，阿波罗１１号首次将宇航员送上了月球，实现了人类登上月球的愿望。科学技

术不仅征服了宇宙，也征服了美国人。阿波罗给人们带来的兴奋将“新左派”的鄙弃科技力

量的风气一扫而光。 

    １９６９年，美国开始从越南撤军对“新左派”又是一次不小的挑战。越南战争是“新

左派”用以反抗美国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支撑点”。只要越战不停，“新左派”的造反就有无

可争议的合法性和正义性。并且“新左派”相信，只有通过他们的革命，推翻奉行帝国主义

政策的政府，越南战争才有可能结束。但是，“新左派”没有料到，美国政府竟然会主动从

越南撤兵。它意味着，现行的制度还能运转，并且行之有效。曾任６０年代“新左派”喉舌

的《壁垒》（Ramparts）杂志编辑的彼得·科利尔和戴维·霍罗威茨在谈到美国从越南撤兵

对“新左派”的影响时说：“当美国军队最终撤回国时，我们一些人开始对我们的政治信念

进行长久和痛苦的反思。”〔29〕 

    美国撤出越南后，越南并没有像反战勇士所期望的那样，成为和平、民主的国家。越南

在柬埔寨的帝国主义行为和在国内的不人道统治，迫使成千上万的人离乡背景，沦为难民。

这些现象不仅暴露了越南统治者的本质，而且也深深刺痛了一批曾为越南独立而奋斗的“新

左派”。他们为之奋斗的越南似乎背叛了他们。他们的失望之情不亚于３０年代“老左派”

对共产主义理想和苏联的失望。 

    ７０年代初，美国还经历了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它冲淡了６０年代遗留下的政治风

气。全国上下被经济危机的紧张不安气氛所笼罩。经济形势的恶化使人们冷静了许多，心理

的“满足点”也低多了，实际多了。６０年代的富裕生活使人们有闲暇去满足精神上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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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７０年代，只要有一份工作，能喂饱肚子，就是最高的需求了。许多６０年代雄心勃勃

的造反派放弃了昔日充满浪漫和乌托邦式的幻想，而在家庭和工作中寻找生活的意义。６０

年代的气氛是一味追求自我意识，以至达到放纵自我的地步；７０年代则被克制自我、服从

规范的风气所代替。 

    “新左派”运动的解体也有其主观原因。其中一个致命的原因是“新左派”内部的分裂。

到了６０年代末，“新左派”阵营内部已出现明显的分裂倾向。“新左派”最大的学生组织“争

取民主社会学生会”（ＳＤＳ）被分成许多目标和口号不同的派别。“疯狂者”（Crazies）主

张无政府主义；“进步劳工”（Progressive Labour）崇拜斯大林主义；“革命青年运动”

（Revolutionary Youth Movement）提出暴力革命的口号；“气象员”（Weathmen）热衷于恐

怖暴力活动。此外，在１０万名“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成员中，竟有９万多人愿意当“嬉

皮士”，或不属于任何组织的“独立激进分子”。 

    上述种种因素无疑会影响“新左派”运动的方向。正像前面提到的那样，一些人失去了

公开造反的社会气候，转入地下，继续为“新左派”的事业奋斗；有的则成为“新马克思主

义者”，另树旗号，自成一体；有的在经过沉默、反思后，成了“新右派”；有的则加入“反

主流文化”的阵营，成了“嬉皮士”。 

    “新左派”运动最终给  美国留下了什么？ 

    从积极的意义上讲，黑人运动和妇女运动大大改变了黑人和妇女的社会地位。１９６４

年的《民权法》和１９６５年的《选举法》至少在法律上保证了黑人的应有权利。妇女的权

利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到７０年代后和８０年代，如果再讲“妇女的天地只限于做饭

和料理家务”的话，那么说这话的人一定会遭到抨击。黑人和妇女地位的改观（尽管是有限

的）是与“新左派”积极参与民权运动，并制造如此浩大的声势分不开的。他们使决策者不

得不考虑黑人和妇女的  问题。 

    “新左派”的反战运动也给政府很大的冲击。美国在越南的每一次新的军事行动，都会

在国内引起一场新的反战浪潮。国会在越战后期拒绝同五角大楼合作，不再增加军事拨款，

这其中不无国内反战运动的压力的因素。 

    从消极的方面看，“新左派”留给美国最大的副作用是，他们在造美国政府的反的同时，

也摧毁了以美国中产阶级的价值观为核心的“主流文化”（mainstream culture）。“新左派”

只知造反、革命和“破坏旧世界”，但是没有意识到，“破坏”并不等于“建设”，因此，６

０年代留给７０年代的，是无章可循  的社会。这是为什么尼克松的“恢复社会秩序”（bring 

us together）的口号有如此大的号召力，这也是为什么“新保守派”的主要目标是恢复被

６０年代破坏殆尽的“道德文化”（moral culture）。 

    １９８０年里根上台，标志着保守势力的进一步扩大。转入地下的“新左派”无法掀起

大的风浪，“新马克思主义者”也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存在。整个社会风气是右倾的。变为

“新保守派”的前“新左派”分子成为８０年代活跃的政治力量。 

    科利尔和霍罗威茨在谈他们为何从以前的“新左派”变为里根的支持者时，讲道： 

    一点不错，我们的确背叛了６０年代。投里根的票确实是告别过去的一切：沉迷腐败的

第三世界理论的自我陶醉的幻想；着迷于苏联的集权统治；虚伪和自命不凡的反美情绪。这

是“新左派”留给美国主流政治的遗产。〔30〕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一大批前“新左派”人物聚集在一起，对他们在６０年代的造反运

动深表忏悔。他们认为，６０年代的行为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是妄自尊大、自我陶醉，充满

了乌托邦式的理想。美国“新左派”的结局像一度向往共产主义的“老左派”（如“纽约知

识分子”集团）转为新保守主义者一样，反映了近２０多年来美国社会文化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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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短篇创作模式探求 
 

 

董衡巽 

 

 

海明威的短篇创作有什么特色？与其他短篇名家相比，他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不管

他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也不管他的表现方式有多大的变化，他有没有一种模式？如果有的

话，我们有没有可能探找到？这是海明威研究中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我们可以先回忆一下初步印象。初读海明威的短篇，我们头一个印象是他小说中背景的

淡化。他通常是简洁地勾勒故事发生的地方，给你一个方位，或者几笔白描式的景色，或者

开门见山写人物。至于故事的背景，尤其故事发生的成因背景，很少交代。这是与众不同的，

至少“短篇小说之王”莫泊桑不是这样写的。 

    第二个印象也许是，写人物的时候，对于人物说的话，做的事，作者从来不作动机分析，

我们只见人物的外部动作，不见他的内心世界。契诃夫从不离开人物的动作写人物的内心，

海明威比他多走了一步。有时候他也写，而且写得很细，但并不是人物的深层意识；它们另

有所指。《大双心河》中，战后归来的尼克真正关心的是扎营、钓鱼吗？显然不是。也就是

说，作者不愿意用分析人物的手段透露自己的意向。 

    我们还注意到，海明威在写人物时，主要依靠对话和细节。对话很短，但不是从日常用

语里提炼出来的那种灵活多变的口语，而是一种风格化了的对话。在对话里，有些用语时常

重复，例如《白象似的群山》中的“做手术”，《印第安人营地》中的“死”，《杀人者》中的

“聪明小伙子”。细节有时也多次重复，例如《杀人者》中的“墙”，《医生和医生太太》中

的“门”，《乞力马扎罗的雪》中的豹，《老人与海》中 的狮子等等。自称“用四个短篇打败

了莫泊桑”〔1〕的海明威不会不懂精心筛洗细节的重要性，他之所以重复某些细节，像重复

某些对话一样，也显然另有匠心。 

    最后一个印象是他那个费人思索的结尾。你读奥·亨利的小说，开始也许不明白，可是

看到最后那个叫你出乎意外的结局，你就会省悟过来：原来如此。海明威不是这样，他结束

得过于平淡，有人称之为“零度结尾”。《医生和医生太太》、《大双心河》、《雨里的猫》、《杀

人者》、《印第安人营地》、《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赌徒、修女和收音机》、《弗朗西斯·麦

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它们的结尾似乎都像水一般地流去，不给你留下任何印迹。契诃

夫笔下的万卡写了一封信，虽然他祖父没有收到，却寄给了读者，我们读了万卡那封凄婉动

人的信，从而领会契诃夫的主题思想。可是，海明威的结尾没有提供这样显豁的信息，他常

常把你悬在半空。 

    从这些印象里，我们能不能探求出他的模式呢？所谓模式，是指不管表现形式如何变化，

内里存在着一种经常出现的、在相当程度上定了型的格局，这来源于作者长期刻意的艺术追

求，镂刻着作者独特的艺术个性，到后来它们成了作者创作的规范。对于作家来说，题材可

能会有变化，但长期形成的特有的规范有它一定的固定性。从我们的初步印象里恐怕难以求

得海明威完整的模式，但是一些经常出现的迹象不能放过，它们是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包括两点： 

    第一，海明威经常使用的描写手段是对话和细节； 

    第二，海明威的总体写法是暗示。 

    关于第一点，再明显不过，凡读过他短篇小说的都会注意到。举一个例子。《杀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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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题是一场未遂的凶杀事件（代表暴力世界）给少年尼克造成的恐惧心理；这样的主题，

通常采取心理描写较为适宜，但海明威选用对话来表现，对话在小说中占了３／５的篇幅。

其他短篇的对话也占相当多的篇幅。只有一个人物，无法对话的怎么办呢？用大量的细节，

甚至重复使用。《大双心河》只有尼克独自一人在扎营、钓鱼，于是鳟鱼、蚱蜢、钓钩，钓

钩、蚱蜢、鳟鱼，反复出现。这二者不是双向排斥，用对话就不用细节，或者因为没有对话

才用细节来替代。《大双心河》不过是一个极端的例子。通常是对话与细节 双管齐下。《杀

人者》除了对话之外，不是反复描写看镜子、面朝墙等细节吗？ 

    说“海明威的总体写法是暗示”，是因为这些对话和细节的最终用途是暗示。一般评论

家说海明威“写法含蓄”，或者称之为“含蓄风格”，这些都是从表现手法这个层次上进行观

照。要列出模式，力求精确和科学，我们可以说他是用含蓄、间接的方法来启示自己的主题。

这一点很多人注意到了，例如，改编过海明威短篇的美国电影剧本作者为保留“海明威风格”

费尽了脑汁，因为“那家伙写东西话里有话”。英国作家奥·赫胥黎体会到“他的作品字里

行间都有含义”。〔2〕英国批评家华·艾伦在《英语短篇小说》中分析《大双心河》时借用

艾略特“客观对应物”这一术语，论证海明威细细描写的人物外部动作（扎营、做饭、钓鱼）

无不与内心世界（战争留下的精神创伤）相对应，从而确定小说的主题是“再生”〔3〕。 

    这些作家、批评家说的一回事：暗示。同样的意思，我认为英国作家赫·欧·贝茨的话

击中要害。他在《论现代短篇小说》（１９４１）中说：“掌握暗示的艺术，用一句话说明两

件或者以上不同事情的艺术，那就把短篇小说家要干的活完成一多半”，而“海明威明白，

也极有必要使所有短篇小说家都明白，要在纸上表达很多很多东西而又一字不写这些东西，

是可以做到的”。贝茨把海明威的冰山原理说得非常清楚，“八分之七”是通过“八分之一”

暗示出来的。也使我们明白海明威自己说的“达到第四度和第五度空间的境界”〔4〕是什么

意思。这近乎我国传统诗歌中“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艺术境界。《大双心河》是他得意

之作，他自诩这个短篇“写一个战争归来的青年”，但“小说没着‘战争’二字”〔5〕。正如

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说，海明威所省掉的东西，“正是使作品富于神秘优雅之感的东西”。〔6〕 

    如果通过对话和细节，用含蓄、间接的手法暗示这个提法可以站住的话，那么，为了寻

求他完整的模式，我们下一步的任务应该探索“暗示什么”这个问题，这是他模式的后半部

分。 

    我们有了初读印象，再读他短篇创作时，可以发现他小说处处存在着对照，有时是讽喻

性的对照。他第一部短篇集子《在我们的时代》这个书名来自“祈祷书”中的“给我们的时

代以和平”，但是书中的故事，不论是小说还是小品段落，无一不是暴力，哪有什么和平？

一个农民将妻子的死尸竖起来，“把灯笼挂在她嘴上”，这居然成了“阿尔卑斯山的牧歌”。

尼克的父亲正吹嘘自己剖腹产手术的成功：“可以上医药杂志了”的时候，产妇的丈夫吓得

“把自己的喉管割断了”。（《印第安人营地》）“弗朗西斯·麦康伯短暂的幸福生活”，实际上

是长期不幸的生活，一向胆怯的男人刚刚表现出男子汉的勇气就被妻子打死。（《弗朗西斯·麦

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一桩没有实现的凶杀案引起种种反应，有的泰然处之，有的唯恐惹

身，有的不能忍受，形成了对照，杀气腾腾的餐室与安德瑞孙屋里纹丝不动的宁静又形成了

对照。（《杀人者》）一对外出旅游的夫妇雨天呆在旅馆里，一个喋喋不休，一个静静看书。

（《雨里的猫》）有名的拳击家败落之后一时通情达理，一时疯得离奇。（《拳击家》）⋯⋯ 

    这种种对照用意何在？ 

    两位“新批评派”作家用细读法研究了《杀人者》之后，提出“海明威风格是某种戏剧

手法的表现”〔7〕，这一点颇有启示意义。这说明海明威用对话暗示的对照，发挥了戏剧的

功能：不同的人物通过海明威化了的对话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和反应，其中含有价值观和人生

观方面的冲突。又一位研究者，谢·诺·格里斯坦教授，进一步指出，“海明威的短篇创作

的基本技巧是运用相反与对比这一原型准则，说坦白一点，是运用相对或相反的势力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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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冲突与对照。”〔8〕这句话说得更加周密，进一步注释了海明威戏剧表现手法的内核。 

    根据我们在初步印  象基础上的钻研，再参照国外海明威专家的论断，我们可以进一步

明确，海明威暗示的是#W1 人的内在的戏剧性。内在#w，是说海明威短篇中的冲突及其变化，

不是一眼就能看清楚的，它们是隐藏在水面之下，通过“八分之一”暗示出来。 

    人的内在的戏剧性，“人”包括个人自身，包括人与人之间，也包括人与环境之间的冲

突，环境又包括暴力世界和象征着厄运的自然界。写个人自身变化的，如《大双心河》、《打

不败的人》；写人与人之间冲突的，在他短篇小说中，所占比例最高，例如《医生和医生太

太》、《雨里的猫》、《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写夫妻之间的紧张关系，《父与子》

写两代人之间的隔阂，《十个印第安人》、《某件事情的结束》写情人之间的矛盾⋯⋯等等。

有不少写人与环境间的冲突，如《三声枪响》、《杀人者》、《拳击家》、《最后一片净土》、《老

人与海》，等等。这三种冲突也不是单向的，它们常常互相套在一起。《最后一片净土》中，

尼克与暴力世界是一组冲突，人们的不同态度又是一组冲突，互相纠结。《杀人者》则表现

人们对暴力世界的不同反应，这些反应集中在尼克身上，引起他内在的戏剧性变化。 

    至此，我们也许可以列出海明威短篇创作完整的模式：通过对话和细节，用含蓄的、间

接的手法暗示人的内在的戏剧性。 

    这个模式是否灵验？我们不妨把它试用于他那个“零度结尾”，因为结尾，不管多玄，

毕竟是聚光点，透露出作者处理对比、冲突的意向信息。《大双心河》的结尾写道：尼克“回

头望望。河流在林子里隐约可见。往后到沼地去钓鱼的日子多着呢。”〔9〕这是说，深受战

争创伤的尼克再现了少年时代钓鱼的日子，多少摆脱了战争的梦魇，透露出日后彻底医愈创

伤的曙光。《老人与海》中，“老汉又睡着了”，“老汉正梦见那些狮子”。〔10〕老人梦见象征

着青年时代活力的狮子，说明他仍是一个“打不败的人”。这个结尾也与某些读者的期望相

反，暗示惨遭失败的老人内在的力量。 

    《医生和医生太太》的结尾写得非常费解。小说写了两组冲突。第一组冲突中，医生叫

印第安人狄克为他锯木料，狄克指出这些木料是偷的，医生大为生气。狄克代表没有教养的

粗人，有教养的医生既不能证明木料不是偷的，又缺乏干架的勇气。他输了。由此过渡到第

二组冲突——医生同医生太太之间的冲突。医生回到屋里，太太问他为什么生气，他的解释

（“我治好了他老婆的肺炎，狄克欠了我好多钱，我看他是想吵一架，就不用给我干活还债

了”）缺乏说服力，她不相信“有人会做这样的事情”，还说什么“治服己心的，强如取城”。

这说明代表世俗文明的医生败给了代表信奉基督精神科学的太太。于是来了这么一个与上文

似乎毫不相干的结尾： 

    “我想出去散  步，”医生说。 

    “你要是看见尼克，亲爱的，你跟他说他妈妈要见他，行吗？”他妻子说。 

    ⋯⋯他看见尼克背靠着树在看书。 

    “你妈妈叫你去看着她，” 

    “我要跟你去，”尼克说。 

    他父亲低头看着他。 

    “好吧。那走吧，”他父亲说。“书给我；我放口袋里。” 

    “我知道哪儿有黑松鼠，爸，”尼克说。 

    “好，”他父亲说。“咱们上那儿去。”〔11〕 

正是这个莫名其妙的结尾蕴含了医生的戏剧性变化。他在两场对峙的价值冲突中失了平

衡。在他身上表现出严重的失落感。但是同样喜欢户外活动的儿子并不喜欢他母亲的基督文

明，他宁愿跟着父亲。父亲“低头看着他”这个平淡的细节暗示医生在思索：他的失重感正

在消失之中。他在儿子的意向中恢复了一点点平衡。 

    按照当前流行的解构主义的说法，任何解释都是主观的,因此都是“误读”。我们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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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的海明威短篇创作的模式，也是主观的，当属“误读”之列，而那些为了证实“模式”

的例子当然是在“误读”指导下的产物。不过，解构主义有一    点好：允许各种“误读”

的存在。希望我的“误读”能引起更多的“误读”。 

 

注释： 

 

〔1〕《致福克纳的信》（１９４７年７月２３日）和《致斯克利布纳的信》（１９４９年９月

６日和７日）中，海明威表示他自信他的文学成就超过了莫泊桑。见《海明威谈创作》，三

联书店，１９８５年。 

〔2〕库·辛格：《海明威传》（１９６１），浙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７年。 

〔3〕The English Short Story, 美国牛津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 

〔4〕见《非洲的青山》（Green Hills of Africa, 1935）。 

〔5〕致查尔斯·帕耳的信，１９５３年１月２３日，见《海明威谈创作》，三联书店，１９

８５年。 

〔6〕《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谈创作》（１９８７），北京大学出版社。 

〔7〕克林斯·布鲁克斯和罗伯特·潘·华伦合编:《小说鉴赏》（１９４３），中译本见中国

青年出版社，１９８６年。 

〔8〕《海明威的技巧》（Hemingway's Craft, １９７４），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１９７

４年版。 

〔9〕〔10〕分别根据  吴劳和赵少伟译文，见《老人与海》，漓江出版社，１９８７年。 

〔11〕译文据漓江出版社：《老人与海》。 

 
 

 

美国生活质量研究的兴起 
 

 

秦斌祥、朱传一 

 

 

或许，当１９５８年加尔布雷斯在《丰裕社会》中首创“生活质量”概念时，他并没有

预想到此后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影响：生活质量成为时髦的政治口号；美国学者在这个领域掀

起了相当规模的研究热潮，至今仍方兴未艾；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也纷起效尤。美国首先开始

的生活质量研究，不仅比较全面、深入地描述和分析了人们社会生活的状况，而且也为政府

制定社会政策，采取相应措施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简单地说，所谓生活质量就是生活状况的好坏程度，它的内容包括有形的物质水平和无

形的精神生活两个方面。研究生活质量，不仅要考察生活的各种客观环境，还应测量人们对

客观环境的主观评价。６０年代中期，随着社会指标出现，从客观方面研究生活质量的学术

活动在美国首先兴起，但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即包含主观态度的评价则是从７０年代开始的

〔1〕。官方的统计图册《１９７６年社会指标》第一次以“公众反应”的形式列举了人们对

生活质量的主观评价，也就是在同一年，几位生活质量研究中卓有名气的大师，如安德鲁斯

（F. Andrews）和坎伯尔（A. Compbell）等人提出了较为完善的主观态度测量方法，并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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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它对美国的生活质量进行了受到广为称道的研究〔2〕。此后，美国生活质量的研究便进入

了一个以主观社会指标为主，主、客观指标综合使用，研究内容日益丰富的兴盛时期。因而，

我们大致可将１９７６年作为分界线，此前至６０年代中期是美国生活质量研究在理论上、

方法上逐步萌芽、渐趋兴起的阶段。 

    本文拟对生活质量研究的兴起作一初步探讨，以弄清该研究之所以影响广泛、持续时间

久长的深层原因。当然，任何一项学术研究的兴起都有着相当复杂的过程，这里只能主要从

其社会现实需要、理论界的探讨准备和研究方法的逐步完善这三个方面来进行一些介绍。 

     

一、社会现实的迫切需要 

 

    美国生活质量研究的兴起最直接的原因是，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一系列严重社会问

题，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价值观念，唤醒了他们重视生活质量的强烈意识。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大发横财。战后，又经过２０多年的发展，到６０年代末期时，

美国经济达到了空前的繁荣。１９７１年国民生产总值突破一万亿美元大关，创造历史新纪

录〔3〕。举国上下都为经济的飞跃而欢欣鼓舞。但欢庆之余，人们却吃惊地发现，并非到处

都是一片阳光灿烂，可怕的阴影随处可见。环境污染、资源浪费、贫困问题、因工死伤事件

等高速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正深深困扰着整个社会。 

    伴随着经济增长的第一个严重后果是环境污染。汽车产量的增加常被看作是经济发展水

平的提高，但更多的汽车给人们健康带来的却是更大的威胁。释放在空气里的污染物大约有

６０％来自汽车的排气管，这直接对人的眼睛和肺部造成了损害。为增加生产盖更多的工厂、

建更多的高大烟囱，就必然向空气中排放更多的有害气体，许多大工业城市的上空常常是烟

雾弥漫。据估计，每年有超过二亿吨的污染物质释放到空气中〔4〕。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

少的水源也逃不脱被污染的厄运，大量的工业污染物倾倒进河流，湖泊成了金属屑、废渣及

其他垃圾的污水池。水质严重损害，成批的水生物死亡，饮水中毒事故屡屡发生，生活用水

的安全程度越来越令人担心。 

    为了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自然资源以惊人的速度被浪费掉了。森林遭到滥砍滥伐，造

成水土流失、气候恶化。露天煤矿的开采固然加速了煤产量的提高，却使地表结构遭受毁灭

性破坏，自然风景变得更为险恶可怖。源源不绝的能源投入带来了经济的持续增长，但能源

也随之日益枯竭。而为了经济增长，在未能安全地控制放射性元素时，就使用核能，导致出

现了三里岛核电站事故。 

    经济的繁荣也并没给所有的社会成员带来相应的富裕。美国社会依然存在许多生活困难

需要救济的贫穷家庭。１９７０年全美国有２５００万人被划入政府规定的贫穷范围之内

〔5〕。而且，人们一般认为，经济增长过程中由于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机会不均等正使贫富

之间悬殊越来越大。大多数美国的穷人并非像不发达国家的贫民那样悲惨，但在一个号称世

界首富之国经济获得空前增长之际，贫穷的存在就成为令人震惊、令人不可理解的现象。这

时美国除了存在一大批明显需要救助的穷人外，人们的相对贫穷感或者说主观上的贫穷意识

在经济高速增长这个大的社会背景衬托下也显得更加强烈。贫穷问题引起社会各界越来越多

的关注和忧虑。 

    由于一味追求经济增长，忽视工作中的安全保健措施，工人的伤亡事故与产品产量一起

同步增加。７０年代初，据全国安全委员会估计，每年约有１４０００名工人因工死亡，２

００万人受伤。许多工人长期从事明显地有损于健康的工作。由于接触有毒物质或持久地在

高频噪音及高温等恶劣环境里进行生产，工人患职业病的比率明显上升，每年死于职业病的

人数达１０万之众〔6〕。 

    还有一些在经济高速增长中日益显著的社会问题，如市政建设的混乱，交通运输的拥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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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公共服务质量的低劣，个人权利，机会的不平等。这些问题极大地

恶化了人们生活的环境。 

    面对严峻的社会现实，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认识到，经济增长并不能

给自己带来多少实际利益。生产好比一把双刃利剑，在制造物质产品的同时，也会产生许多

消极的副作用。同样的大烟囱，以前还意味着物质进步，而如今却被看成是遮天蔽日、威胁

身心健康的庞然大物了。因此，许多有识之士指出，“生产本身不是目的”，加尔布雷斯警告，

“如果全神贯注于畅销品的生产，以此作为社会目标，我们生活的质量将受到损害。”〔7〕  

    于是，人们不再信任过去只以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国民收入作为好坏指标来衡量的“生

活水平”。即“每只锅里有二只鸡，每个车库有两部汽车，每个家庭有两部彩电”，这种盛行

的关于美好生活的观念也招致越来越多的批评。因为，随着人口增多，要满足这种需要就势

必耗尽能源，制造难以处置的大量废物，使人类处于一个反受其害的环境污染之中。所以，

在考察生活状况时，人们不仅看从经济增长的好处中自己得到了多少，而更要看得到的“是

什么”和“怎么样”，逐步倾向于追求个人生活的悠闲、和谐和满足感，即追求“生活质量”。

这种生活质量的范围很广，不仅指消费生活的改善，还包括工作、政治、精神等全部生活活

动质量的提高。 

    这一切改变了过去强烈地追求来自外界物质刺激引起满足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形成了在

一定物质基础上达到内心和谐全面发展的观念。新的社会生活价值观，并非全部放弃对物质

经济条件的要求，只是不同于功利主义完全受支配于外界压力，把商品货物的数量作为唯一

的追求目标。新价值观是把一定的物质基础作为现代生活的必要前提，而更多地强调工作的

意义和自主程度；强调政治生活中的参与率、各种机会权利的平等；强调闲暇生活的丰富多

彩、人们精神文化方面各种需求得到充分满足。总之，新的生活价值观的实质是，社会运行

从单纯注重物质因素转移到以人的发展为中心；从片面强调生活中商品货物的数量，转移到

强调工作、消费、政治和精神生活中的意义和满足感，追求生活质量的协调与全面提高。 

    对社会生活的新认识，使人们日益不满于只顾生产、不管环境、贫富悬殊、安全等问题

的社会政策。这种不满在１９７０年４月的第一次“地球日”达到高潮，人们借此机会表达

他们对环境恶化等一系列严重问题的强烈抗议。同一时期的盖洛普（Gallop）调查表明，环

境保护与减少犯罪同时被列为全国最急需解决的问题。６０年代末至７０年代初遍及美国大

学的学潮之根本原因，也就是因为学生们对环境恶化、种族歧视、越南战争、政治权利不平

等问题的积怨甚重，是痛感生活质量下降之愤懑情绪的总爆发。 

    价值观念的转变对美国社会政策的制定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比较突出地反映在约翰

逊总统的一系列施政措施上。针对经济增长过程中暴露出来的贫穷、环境等问题，约翰逊在

１９６５年１月的国情咨文中提出了建设“伟大社会”的目标。他指出，“伟大社会要求的

不仅是（产品）有多少，而且是有多好；不仅是如何创造，而且是如何使用财富；不仅看前

进的步伐有多快，而且看我们将走向何方”〔8〕。约翰逊总统继续推行肯尼迪政府的既定政

策，宣布“美国无条件向贫穷开战”。在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如医疗照顾，发食品券，环

境、住房、交通、教育、人权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改善措施，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然而

由于他同时扩大了侵略越南的战争，军费的明显增加，所以他无法完全实现“伟大社会”的

目标，这就是大炮与黄油不可得兼的道理。约翰逊总统毕竟在改善国内社会生活方面做了一

些事。这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一个重大的政策变化，即由过去一味追求经济增长而转向兼顾

社会进步的总体利益，谋求社会全面和谐发展、个人生活质量的提高上来。正如约翰逊所说，

社会运行目的之达到与否，“不能用银行存款的多少来衡量，而只能通过人们的生活质量来

测度”〔9〕。 

    本世纪６０年代末至７０年代初，美国处于一个经济增长十分迅速而相应地社会问题也

与日俱增这样一个利弊相生共长的复杂阶段。由于生活环境的不断恶化，生活质量问题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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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社会生活价值观念更新使政府政策的制定也必须考虑到生活质量因

素。在这种深刻的现实社会背景影响之下，生活质量研究的兴起就成为势所必然的了。 

     

二、理论上的准备工作 

 

    追求生活质量不仅仅是现实社会形势发展所产生的迫切需要，而且也引起了美国学术界

的极大兴趣。理论工作者极力宣传追求生活质量的必然性和重大的现实意义，产生了强烈的

社会反响，更进一步促成了生活质量研究的兴起。 

    ６０年代与７０年代更替之际，美国各研究领域都或多或少涉及过生活质量问题。这里

只择其影响较大的学科和个人作一简单概括。 

    美国生活质量研究的兴起与未来学这个学科的广泛影响密不可分。未来学主要是从现实

的角度出发，预测未来社会发展状况及人类生活方式的变化趋势，因而关于人类生活质量面

临的障碍及其改善的途径，也就是它研究的主要内容。尽管未来学派有各种各样的观点，但

通常都以“技术决定论”为依据，其中主要分为两个派别：即悲观派和乐观派，这是根据他

们对未来社会持有的不同态度来划分的。对未来社会作悲观分析影响最大的莫过于１９７２

年出版的《增长的极限》一书，它是罗马俱乐部委托麻省理工学院梅多斯教授领衔撰写的报

告。书中详细研究了食品、能源、人口、环境等全球性问题（当然美国也包括在内），认为

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并不是好事情，它使人类生活环境大大恶化。人类正濒临绝境，应

阻止生产发展，使其处于零增长限度，以稳定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一时间，对未来作悲观描述成为一种时髦。众多的文章著作讨论着一个共同的问题：技

术进步、经济增长并非福音，人类生活面临着严重威胁。《人类前途展望》和《商业文明的

衰落》两书的作者海尔布隆纳（R. L. Heilbroner）惊呼，经济增长带来的预想不到的副作

用超过增长带来的好处，它使“我们周围的环境、我们生活的质量恶化了”。 

    以《增长的极限》为代表的一大批悲观性文章，主要根据当时盲目经济增长带来的严重

社会问题来强烈谴责科技与经济的过度进步与发展，在生活质量问题上发出了世界末日式的

预言，这不啻于给陶醉于６０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的美国猛击了一掌，促使公众舆论和政府开

始关注环境、能源、粮食等一系列涉及生活质量的问题。根据奈斯比特的跟踪记录，到１９

７３年环境问题在美国首次成为比公民权利更为重要的新闻，在报刊文章中占了很大篇幅。

这充分显示了人们对生活质量问题的深切关心。 

    如果说悲观派的主要贡献在于唤醒人们及早认清并采取措施应付面临的危机，乐观派则

是着重探讨人类潜在的机会，指出迎接挑战的办法。之所以乐观地看待人类社会未来，是因

为他们与悲观派对待科技进步的态度截然不同。乐观派认为，科技进步将确保人类生活的许

多复杂问题得到解决，并为新的生活质量的形成创造一切有利条件。 

    乐观派以十分欢快的文笔描绘了微电子、生物等新技术革命给生活质量带来的。他们说，

技术革命导致生产发展，使社会物质财富急剧增加，自然会改变物质生活的内容。产品成本

与价格降低，品种更加丰富，居民的物质生活相应得到改善和提高。随着新技术从工作场所

走向家庭，人们的衣食住行都发生着变化。作为日常活动基本场所的住宅，现代化设备比比

皆是，人们得以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因此，乐观派认为正是科技进步、经济发展，

才使人们的闲暇时间逐步增多，为创造更高的生活质量提供了前提。 

    在以“闲暇活动”为主要标志的未来“消费社会”里，美国著名未来学家卡恩（H. Kahn）

写道，人们那时将摆脱体力工作的劳役和精神上的高度紧张，而讲究生活的和谐、安适，追

求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及各种生活情趣的满足；人们参加更多的礼仪活动和艺术欣赏，为了娱

乐的目的而钻研手艺，组织各种体育竞赛，讲究烹馔美食，到国内外去旅游、探险等〔10〕。

总之，人们生活在一个日益丰富多彩的社会里，享受着质量不断提高的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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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的论述挂一漏万，仅是美国未来学者们早期观点中的只言片语。近期的未来学发展

洋洋大观，以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和奈斯比特的《大趋势》领其风骚。各种未来学宏论

总摆脱不了技术决定论的窠臼，忽视其他社会因素的作用，这不免失之于片面。然而，从众

多令人眼花缭乱的观点中，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未来学家的如椽巨笔之下，都倾

注了对人们生活质量的深切关心。尽管悲观派和乐观派对未来社会观察的角度大相径庭，得

出的结论有天壤之别，但自始至终探索的主要焦点都是生活质量问题：社会生活面临什么样

的威胁，人类应该抓住何种机会，采取何种手段去迎接严峻的挑战，以创造一个人人满足的

高水平的生活质量。乐观派和悲观派从正反两方面向社会指出了注重生活质量问题的重要意

义。 

    在宣传生活质量理论方面影响较大的有著名学者罗斯托（W. W. Rostow）。１９７１年

在其代表作《政治和成长阶段》一书中，罗斯托把经济发展划分为六个依次更替的阶段：传

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

段。他认为过渡到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是“工业社会中人们生活的一个真正突变”。〔11〕因为

这个阶段在生活质量部门如文化教育、医药卫生、旅游疗养、住宅建设等行业中就业的人越

来越多，人类历史上将第一次不再以有形产品数量的多少来衡量社会的成就，而要以生活质

量的增进程度作为衡量成就的新标志。 

    罗斯托深入分析了美国社会进入“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的必然性。他认为，以汽车工业

为主导部门的“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已失去往昔的迅猛发展势头，随着服务行业就业人员的

不断增加，社会经济的主导部门已逐渐让位于以公共和私人服务业为代表的提高居民生活质

量的有关部门。由汽车工业的发展而引起的空气、水源污染以及大城市的衰败，这些严重的

社会问题，只有在“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才能得到真正解决〔12〕。再因为美国进入６０年

代后，居民收入一般都有较大提高，人们的欲望不断变化，没有钱的时候想赚钱，有了钱就

想要社会地位，想要生活环境的舒适，想要精神上的享受。在罗斯托看来，在这些因素的合

力作用下，美国不可避免地要进入一个追求生活质量阶段。 

    至于进入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有何意义，罗斯托有一段精彩道白，“这个阶段给政治的议

事日程提出了一大堆要求：要求增加教育和保健的费用，要求大量投资以减轻汽车时代的污

染和城市畸形化，要求作出计划来处理与穷人的收入和不平等的范围有关的问题，要求作出

计划来对付这样一些人，即在观察周围生活状况和所面临的各种机会时打算进行抗议或者以

违反法律的方式挣脱这个社会的人。”〔13〕罗斯托说，这里的“穷人”和“不平等”问题主

要与黑人有关；而企图“抗议”和“挣脱”社会的人，则指富裕的白人青年。罗斯托认为，

黑人的贫穷和不平等可望在“追求生活质量阶段”通过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和权利机会的扩

散、平均来逐步解决。富裕白人青年问题是由于他们对严峻的社会生活状况如环境、贫穷、

医疗等问题的强烈不满造成的，还由于他们对一味追求经济增长而产生的“厌倦之感”，他

们要追求新的生活方式、多样的生活情趣。而富裕青年的这些不满、厌倦和要求正是“追求

生活质量阶段”所要解决的问题。罗斯托满怀信心地指出，进入“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以后，

将会消除因经济增长带来的严重问题，平息社会内部的各种不满情绪，人们的生活丰富愉快，

社会的发展稳定而和谐。 

    罗斯托“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的理论到底有多大科学性，这里暂且存而不论，但和未来

学派一样，他关于生活质量的理论也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未来学派和罗斯托对生活质量

的探讨，反映了当时美国学术界对生活质量研究的热切呼唤。学者们从各个不同角度深入阐

述追求生活质量的必然性和重大意义，进而为该研究的兴起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研究方法的创新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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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实社会形势的迫切需要和理论方面的探讨、宣传，为生活质量研究的兴起准备了必要

的条件，而当时社会指标的出现又从方法论上为研究提供了工具。 

    用何种方法去准确测量和研究社会生活，这使学者们长期为之而苦思冥想。早在１９３

３年，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W. F. Ogburn）作为总统属下的社会趋向调查委员会主席主持

编写了《最新社会趋势》的报告〔14〕，内容包括论述美国生活各方面状况的２９章。它并

没提出一个研究社会生活的崭新方法和体系，但关于建立社会观测能力的思想却已初露端

倪。 

    此后，在研究方法上面的努力日盛一日。最有意义的突破是６０年代中期《社会指标》

一书的出版。１９６６年以鲍尔（R. A. Bauer）为首的研究小组受美国航空和宇航局委托，

研究宇宙空间计划对美国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影响。研究中遇到的一个问题是，没有一种系

统的概念构架和综合分析的方法来对这些影响作出科学评述，于是学者们企图建立一种社会

指标体系，用统计数字和数列来描述社会现状并预测社会变化。大胆丰富的想像以及精细缜

密的设计，终于导致一种社会生活新的研究方法——社会指标的诞生。 

    同任何理论概念一样，“社会指标”一词在问世之初就存在多种歧义，时至今日，学者

们也没就这一概念达成共同认可的意见。创始人鲍尔这样看，社会指标就是社会统计或“国

情”，是一种“量的数据，用来作为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的社会状况的指数”，是衡量社会“越

来越好还是越来越坏的尺度”〔15〕。奥尔森（M. Olson）在１９６９年的《社会报告纲要》

中也进行了相应的探讨，他写道，“社会指标一词可以被解释为一种直接服务于标准利益的

统计，它有助于对一个社会主要方面的状况作出简明、综合、均衡的判断，在任何情况下都

是对福利的直接测量。”这里鲍尔和奥尔森都明确地道出了社会指标与生活质量研究之间的

关系，即社会指标是生活质量研究的科学  方法。 

    自１９６６年《社会指标》一书出版后，一批以社会指标为方法研究生活质量的文章和

书籍应运而生。比较引人注目的有１９６８年由罗素·塞奇（Russell Sage）基金会资助出

版的《社会变化指标》。其后由总统行政办公室发行的《１９７３年社会指标》，也引起了社

会极大重视，它向读者提供了关于美国生活质量的广泛背景知识有助于社会公共政策的制定

与实施。 

    这一时期的生活质量研究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在研究者看来，生活质量的内容广

泛，无所不包。除衣、食、住、行这些消费活动外，它还指工作、闲暇以及政治活动等范畴。

《１９７３年社会指标》就包括卫生、公共安全、教育、就业、收入、住房、娱乐、人口等

八个方面。第二，这时的研究主要停留在用客观社会指标对生活质量进行描述分析的阶段。

所谓客观指标是相对于主观指标而言，它是对某一特定社会现象的客观状况进行计量的指

标。如“城市人均居住面积”、“每万人口拥有的病床数”，就是这类客观指标。 

    客观社会指标无疑是准确研究生活质量的一个必要手段，在用它观测生活时，大家心中

都有一个无须明言的假定，即如果客观指标表明状况较好，则生活质量就比较高，个人对生

活就比较满意。但在随后的研究中，人们对这个假定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怀疑。客观社会指标

是否对生活质量进行了完美无缺的测量，换言之，假如客观指标表明某人在财产上十分富有，

那么是否意味着他的生活质量就比别人高些，对生活的各方面就十分满意呢？ 

    生活质量论者对用客观社会指标作为研究生活质量的唯一测量手段日趋怀疑。他们意识

到，客观指标反映的只是人们拥有某种客观物质的数量状况，而这些客观物质到底对人们的

生活有多大益处，还得从测量人们对它的主观评价中才能得知。因而学者们在测量客观生活

状况的基础上更倾向于强调生活质量的主观心理方面，强调人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一般认

为，“所谓生活质量，就是个人在享受市场商品、闲暇、公共服务及评价他所处环境的自然

社会特征时的满意水平”。〔16〕这里生活质量被定义为个人的满意水平，测量生活质量 

也就是要测量满足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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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什么是“满意”？学者们指出，“满意就是客观环境与人的期待愿望综合作用的

结果”〔17〕，是对欲望满足程度的主观评价。它不仅取决于客观上人们能得到什么、得到多

少，还取决于主观上人们的感受和期望。按照坎垂尔（A. Cantril）等人的定义，满意可用

一公式来表示：分子代表生活的客观状况，分母为主观期望；当分母（主观期望）大于分子

（客观状况）时，满意程度就降低；反之，满意程度就升高。因而，满意水平，也就是说生

活质量，受主观、客观两方面的作用。客观生活状况是人类生活的物质基础，但它对满意度

的高低只产生间接影响。即使生活在十分优越的客观环境里，人们也不一定有相应较高的满

意感。因为那时人们对生活的期望又会升高，还会产生新的不满意。富翁的满足感并不随财

富的增加而增加，是由于他们会觉得自己应该有更多的财富、更高的社会地位、更安全的资

产、人身保障。种种新的期望，又会使他们徒增烦恼。 

    通过对生活质量概念以及满意感的讨论，研究人员对用社会指标作为生活质量的研究方

法产生了新的认识。同一满意水平可能来自于对两个悬殊很大的客观生活状况的评价，不同

的客观生活状况也可能导致完全一致的满意度的产生，这都是人的心理期望在作祟。要测量

这种心理因素，进而判断满意程度、评价生活质量，光用客观社会指标显然是不够的，还必

须有相应的主观指标。主观社会指标就是在这种对客观指标测量生活质量的不信任感中产生

的，是关于人们对各种问题的感觉、评价、态度和看法的测量手段。它的出现标志着生活质

量研究方法的不断成熟和完善。 

    主观态度测量方法的较早探索是６０年代中期坎垂尔的“自我标定量表”

（Self-Anchoring Scale），〔18〕这是一个生活阶梯图，分为依次排列的 10 个等级，最上

和最下分别表示生活的最好和最差境界。要求回答者在阶梯图上标明目前生活状况所处的位

置，以及过去和今后所处的和期望所处的位置，这样就使人的主观心理评价这种模糊概念可

以用精确的数字显示出来了。 

    １９７６年坎垂尔等人又发明了Ｃs-Ｃd 模式。即把人们对生活质量的感觉分为完全满

意（Conpletely satisfied）到完全不满意（Completely dissatistied）等许多等级，用

以测量满意感的不同程度。同年，安德鲁斯（Andrews）和威瑟（Withey）提出了Ｄ－Ｔ模

式(Delighted-Terrible model): 

（图略） 

回答者要在量表上标出对某一生活领域满意程度的主观评价，经过技术处理后，就成为

该领域生活质量状况的主观社会指标。如果用此量表对生活领域逐一测量，再汇总，便得出

了对总体生活质量的主观评价。〔19〕 

    安德鲁斯和坎垂尔等人的主观社会指标方法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作为方法论领域内

“最广泛的研究”而经常为其他同行所引用。因此，１９７６年对社会指标的研究可说是相

当重要的一年，行之有效的主观指标在这一年中得到完善，同年也出版一批以这种主观指标

与已有的客观指标相配合为研究方法的颇具影响的学术著作和官方统计图册（前面的注释已

提过）。方法论的成熟对研究工作具有决定性影响，从此以后，一个以客观和主观社会指标

为方法综合进行的、能有资格称其为生活质量研究的学术运动才真正在美国开始。 

     

四、简单的评价 

 

    生活质量研究在美国的兴起，是当时美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现实社会的迫切

需要、理论上的准备工作和研究方法的创新与完善为生活质量研究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并为以后的顺利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同时也说明了其后该研究为什么能源源不

断地得到美国和外国学者的广泛响应与支持以及其影响的历久而不衰。 

    从对生活质量研究兴起的探讨中，可以看出，生活质量论者的重要贡献，在于他们对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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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政策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并清醒地指出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

正确关系。经济增长主要指经济生产方面数量上的增加，而社会发展则是一个更广泛的概念，

除了包含前者的意义外，它还指经济以外的一切社会环境的改善、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经

济增长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是美国政府热烈叫喊的口号，但经济增长绝不能自然而然地

带来整个社会的全面和谐发展；相反，它会产生许多极为严重的副作用，有时甚至引起社会

的倒退。因此，经济增长应当不损害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以适应生活质量改善的要求。生

活质量论者这些不同于传统观念的看法，植根于对经济盲目增长所带来的险恶社会后果的痛

楚认识，是关于社会经济发展方针上的一个更符合社会目标的转变。不论以后的现实政策中

是否真正体现了这种转变，但认识上的变化至少是值得称道的。 

    美国生活质量研究的兴起，可以看作是对人类自身价值的重新认识，是朝向人类本性的

一种复归。在片面强调经济增长的年代，物和资本是主要的财富和社会运行的目的，而创造

这些财富的人只被看作是一种工具而已。本来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类反而被动地受物类的支

配，人的价值、人的需要完全受到漠视。社会的一些活动都被看成只是进行生产，生产的目

的还是生产。当经济获得高速增长后，蓦然回首，人们吃惊地发现自己却处在一个环境急剧

变化、贫富悬殊依然十分显著、人身安全没有保障的社会之中。更为可悲的是，人的价值被

完全扭曲，人类本性被彻底压制。疾首痛心之余，学者们振臂高呼要重视生活质量问题，它

的直接要求在于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其更深层的意义则是要促进人的自身价值的实现和人

类本性的满足。人是社会的主体，应该凌驾于物之上，因此社会的一切活动都应以人而不是

以物为中心而运转。在现实社会中，人固然要进行物质生产，但生产本身不是目的，人也不

是单纯地作为生产力的要素之一而生存于世的。生产的目的应该是为实现人的自身价值、为

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人们最终追求的目标是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创造每一个

社会成员都很满意的生活质量，这是人所共有的天性。生活质量论者指出，这种尊重人类自

身价值、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良好愿望，只有在一个真正以人为中心的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才

可能逐步得到实现。还必须指出，伴随着经济发展而出现的一些问题，如环境污染，工伤事

故等，经过努力是可以解决的，但是另外一类问题，如贫富悬殊等则是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

社会本身的缺陷造成的，也是它无法解决的。 

    １０多年前，生活质量研究这一学术活动在美国首先兴起，经过一阵热潮之后，现已转

入正常的研究阶段。当初，学者们一致赞同的是，该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分析人类生活面临的

各种严重阻碍，找到改善生活状况的办法和途径，从而维持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促进人类

生活质量逐步提高。时至今日，我们该如何评价这一研究的实践结果呢？应该说，生活质量

研究在美国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  ，研究结论在实践中得到了证实，学者们的目的在一定

程度上得以实现。人们开始认识到，社会运行的目的不是单纯的商品数量的增加，经济发展

并非就是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因而，提高生活质量的呼声一直十分高昂，与此相关的环境保

护以及反贫困等社会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政府部门也采纳了理论界的一部分建议，在

防止环境污染、珍惜自然资源、加强工作和交通安全保护、合理利用闲暇活动时间诸多方面

制定了相应的一些措施，并成立了环境标准委员会、职业安全保健局这样一些常设机构来具

体贯彻提高生活质量的各项政策。所以，不能不认为１０多年来美国的生活环境有一定程度

的改善，这是生活质量研究的广泛社会影响带来的结果，是它不可磨灭的功绩。然而，不容

忽视的另一面是，美国的生活质量仍存在许多问题，如环境污染并没有根本好转、贫富悬殊

依然存在、公共安全令人十分担忧，等等。当然，我们不能寄希望于通过生活质量的研究使

严重的社会问题都能得以缓解，因为还得有赖于许多其他因素。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这项研

究与客观实践基本相符合，迫使政府和社会越来越重视生活质量问题的解决。 

    今天，回首东顾，面对中国的现实，我们能从美国生活质量研究的兴起中得出什么有益

的启示呢？这是个颇耐人寻味的话题。美国的生活质量问题是在盲目的经济高速增长给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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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严重副作用时引起社会高度重视的。目前中国社会的现状不能不引发人们的担忧。众所

周知，我国经济的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令人痛心的是，也出现了许多不应有的严重问题：

环境污染加剧，交通事故频繁，工作安全缺乏足够的保障，这些问题都直接损害了人们的生

活质量。诚然，我们并不否认经济增长是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但是经济增长不应以损害那

些与人们的生活休戚相关的因素作为代价。因为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毕竟是社会运行的终极

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不仅要保持经济稳定增长，还要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努力改善各种

社会环境，提高社会发展的综合水平。而我国在这些方面有着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最近，

美国社会学教授埃思蒂斯根据定量评估方法，对１２４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进行逐

个排队，结果中国明显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只排列倒数第４８位！这不能不令人震惊。社

会发展水平是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在内的一国国力、现状的综合指标，是生活质量的全面反映。

我们势不能再这样孤立地只注视经济发展而漠视社会发展与生活质量水平继续落于人后的

状况，应制定综合性的更为完整的社会经济与科技发展计划，以促进社会全面和谐地发展，

保持人们生活质量逐步稳定地提高；否则，美国的教训将不再只是大洋彼岸的神话。$#! 

 

注释： 

 

〔1〕Michael Carley, Social Measurement and Social Indicators, 1981, p.34. 

〔2〕Andrews and Withey, Social Indicators of Well-being (1976) 

；Campbell and Converse, The Quality of American Life (1976); Liu, Ben-Chieh, Quality 

of Life Indicators In US Metropolitan Areas(1976). 

〔3〕吉尔伯特·Ｃ·菲特和吉姆·Ｅ·里斯著:《美国经济史》,辽宁人民出版社,第７７９

页。 

〔4〕《美国社会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４５７页。 

〔5〕同〔3〕,第８１９页。 

〔6〕弗雷德·阿尔瓦因:《新经济形势》,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年,第３４页。 

〔7〕加尔布雷斯:《经济学与公共目标》,商务印书馆。 

〔8〕〔9〕Bauer, Social Indicators, 1966, p.228. 

〔10〕Ｈ·卡恩、Ｗ·布朗和Ｌ·马特尔合著:《未来２００年》。 

〔11〕W. Rostow, Politics and the Stages of Growth, 1971, p.253. 

〔12〕Ibid., p.239. 

〔13〕Ibid., p.22. 

〔14〕M. Carley, p.16. 

〔15〕Bauer, pp. vii-viii. 

〔16〕“Analytical Problems in the Measurement of the Quality of Life”, Social 

Indicator Research, Jan., 1980. 

〔17〕Ian Miles, Social Indicators and Human Development, 1975, p.68. 

〔18〕M. Carley, p.36. 

〔19〕M. Carley, p.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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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埃落定”话当年 
 

——资中筠论杜鲁门对华政策新著读后 

 

 

邓蜀生 

 

 

１９４９年迪安·艾奇逊出任美国国务卿后，对中国的局势，他看不清，摸不透，说要

等“尘埃落定”再作道理。 

    时光流逝 40 年，尘埃早已落定。对杜鲁门主政时期的对华政策也早可论定。美国有关

这方面的论述汗牛充栋，而在我国，相比之下，就显得过分单薄了。资中筠新著《美国对华

政策的缘起和发展（１９４５－１９５０）》（重庆出版社出版），补了我国学术界这一专题

研究的不足，使海内外读者首次比较系统地读到我国学者对这一重大历史时期的论述和初步

结论。我作为一名美国史研究者，深为这一学术成果感到喜悦。本文不拟对这本 40 万字的

专著作全面的介绍，只是谈谈我个人的读后感，就教于作者和读者。 

    杜鲁门当上美国总统，有其偶然因素，如果不是罗斯福病逝在总统任内，杜鲁门恐难有

入主白宫的机会。面临历史大转变时期的局面，杜鲁门不免有急管繁弦应接不暇之态。对于

中国局势，则更是陌生，接任伊始，基本上是萧规曹随，继承罗斯福的方针。最根本的一点

就是扶持蒋介石。不过由于日本在罗斯福去世后不久就战败乞降，因此在扶蒋的大前提下也

有不同的目的。罗斯福任内是扶蒋抗日，杜鲁门则是扶蒋反共。这不是说罗斯福对中国共产

党有什么友好感情，只是因为他早逝，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为中国这个历史大舞台上的主角。

因此，我们不必去臆断罗斯福如果不死必反或不反中国共产党，尽管在他临终前不久已有支

持反共的迹象。 

    我们要研究的更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是在日本投降后，以杜鲁门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

是怎样走向扶蒋反共的，是不是必然要走这条路。资中筠的著作做出了有根有据有声有色的

回答，是我国研究中美关系史的难得佳作。 

     

一 

 

    在论述杜鲁门政府的扶蒋反共对华政策之前，作者简略地回顾了这一政策形成的背景，

这就涉及到罗斯福的对华政策。经过分析论证，书中对这一政策作了很中肯的概括。它的基

本原则是：“必须让中国坚持抗战，并且尽一切力量避免中国内战”，而为使中国坚持抗战，

又必须扶蒋，因为“罗斯福始终没有放弃把蒋介石作为中国化身”的观点；对于中国共产党，

“他还没有像后来的美国统治者那样敌对，因此他不反对必要时与中共合作”，但是，罗斯

福的这一态度，在他去世前不久据认为有了变化。美国反共政客赫尔利在罗斯福去世前 10

天在华盛顿公开发表的捧蒋反共的谈话，虽然缺乏正面材料证明罗斯福同意赫尔利的言论，

但是罗斯福也并没有任何不同意的表示，因此可以反证赫尔利的反共言论不是他个人意见，

成为美国对华政策“开始倒向一边”的重要标志。作者认为：“大约在１９４５年４、５月

间，也就是欧战结束之时，美国对华政策扶蒋反共的大致格局开始定下来。”罗斯福是１９

４５年４月１２日去世的，扶蒋反共政策可能沾了点边。 

    作者在论述这一转变时，谈到了“偶然与必然”问题，指出“美国对华政策开始倒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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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是对内对外总政策的一部分，决不是偶然因素造成的”，而赫尔利之所以能公开表示他扶

蒋反共的主张，“是因为他的态度适应了当时政策的需要”。当时整个形势的背景，正如作者

指出的，欧战已经胜利在望，日本投降也只是时间问题，在美国决策者的考虑中，打击共同

敌人的努力日益淡化，而战后如何对付苏联则日益突出。在内阁中，杜鲁门支持对苏采取强

硬态度的路线，而中国共产党被看作是苏联在远东“扩张的工具”，因此，“根据这一逻辑，

扶蒋反共是必然的结论”。这是对１９４５年４月杜鲁门接任总统时的总的形势作出的分析。

到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投降后，扶蒋抗日的形势已完全不存在了，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走

进了“扶蒋反共”的泥潭之中，从浅入深，越陷越深，欲求“脱身”而不可得，妄图取胜而

不可能，窘态毕露，成为美国外交史上罕见的拙劣之作。 

     

二 

 

    《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的精华部分是从论述日本投降后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

开始。 

    日本投降后，在中国的政治力量和斗争的矛盾双方是国民党和共产党。这是中国的内部

问题。可是在美国统治集团心目中，认为共产党后面有苏联，而美国自己则以蒋介石的保护

人自居，事实上也是蒋介石政府的保护人。这样，在中国土地上发生的内部斗争，美国人插

足进来了。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中，把苏联的份量考虑得很重，它错误地认为中国共产党

会像国民党政府得到美国全面支持那样获得苏联的援助。作者分析美国自战争结束到１９４

５年底，从三个方面扶蒋压共以达到“建立一个在蒋介石统治下的‘统一’的、亲美的中国”，

三个措施的第一条就是“借助苏联的力量，取得苏联支蒋而不支持中共的承诺”。１９４５

年８月１４日签字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双方换文中明文规定：苏联给中国的援助“完全

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及国  民政府”。这个条约的签订，美国是起了促进作用的。美国的目的

之一是“使国民党与苏联建立良好关系以孤立中共”，“不论当时苏联本身意图如何，在借苏

联压中共这点上，美蒋是一致的。所不同者，美国希望压出一个和局来，而蒋则认为因此可

以对中共为所欲为，采取更强硬手段，更加放手地诉诸武力”。资中筠的这些分析是颇有见

地的。 

    这些当然是美国的如意算盘。它在大力支蒋的同时，必然是压共，可是它又不愿使自己

卷入中国内战中为蒋介石而战。这样，美国的政策既不能使蒋介石满意，又无法使中共就范，

结果反使中国内战危机加深。为了执行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政策，就出现了马歇尔使华这一

段插曲。书中以相对多的篇幅论述了这一结局十分不光彩的历史。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就中

国人民对马歇尔使华从欢迎到反对作了阐述，话虽不多，但值得注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公

众舆论并不是一开始就反对马歇尔的使命的。事实上，当年马歇尔刚到重庆时，曾掀起一阵

“马帅热”，我当时作为一名年青的新闻记者，躬逢其“盛”，津津有味地报道过蒋宋美龄为

马帅送鲜花，民主人士频频拜访马帅于行邸之类的新闻，还出席过马帅的记者招待会，好不

热闹，后来到了“马帅八上庐山”，一次比一次让中国人民失望，最后，中国人民得出自己

的结论，这位马帅来中国是为了帮助蒋介石对付共产党，道不同，不可与谋。 

    马歇尔铩羽而归，美国的政策也有大幅度的调整。如果说在１９４７年１月以前还有促

使国共相和的一面的话，１９４７、１９４８这两年就成了美国大规模援蒋的时期。作者指

出，在１９４７年经过一段时间观望后，杜鲁门政府面对蒋介石政权“在精神上已经瓦解”，

而“共产党的队伍精神极佳”（魏德迈１９４７年７月２９日给美国政府的报告）的局面，

决心挽救“沉船”，“阻止中共统治中国”。 

    历史嘲笑了这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政客和将军们。作者根据美国档案材料和有关人士

（司徒雷登、凯南、顾维钧⋯⋯）的回忆录，对美国当局在眼见国民党大势已去的情况下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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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脱身”的窘态作了十分生动的描述。“考虑‘脱身’”这一章写得颇精采。作者在这里提

供了我国研究者过去由于种种原因很少涉及的背景材料。作为附录列在卷末的美国国家安全

委员会ＮＳＣ３４这份文件，说明美国当局幕僚人物中并不是没有对中国形势和前景有所了

解的人，可是决策当局一叶障目，使其看不远，也看不清。这个叶就是错误地看待中国共产

党与苏联的关系，也就是作者所正确指出的，“美国始终没有把中国革命作为独立的事物对

待”。他们认识到“阻止中共统治中国”已不可能，就把“阻止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作为

政策目标。这一转变，意味着美国当局不再把蒋介石当作中国的“民族化身”了，正如作者

提供的材料所说明的，“美国确实有换马的意图”。但是蒋介石岂容你杜鲁门轻易“脱身”，

同时，蒋也深知要在国民党内外找“新马”谈何容易。更重要的一点是，美国政府“冷战”

恶梦方酣，它也决不会听任中国共产党顺利地完成革命使命。所以尽管美蒋矛盾迭起，美国

却仍得与“委员长”打交道。但是，“无可奈何花落去”，蒋介石集团逃离大陆之后，美国对

华政策的重点不得不转移到怎样确定对新中国的政策上来了。这对美国当权者说来，是多么

不愿意，又多么不顺手，可是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三 

 

    １９４９年８月５日美国政府发表的《美中关系白皮书》（《美国与中国关系——着重于

１９４４至１９４９年时期》），是杜鲁门政府承认对华执行扶蒋反共政策失败的总结。资中

筠指出这份文件“有它坦率的一面，也有不坦率的一面。⋯⋯美国政府并没有认真吸取教训，

并没有改变其念念不忘干涉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内政的政策观念”。征诸美国对待新中国的政

策，上述论断是符合实际的。作者举出了艾奇逊的“等待尘埃落定”的名言，来概括从１９

４９年初到１９５０年６月朝鲜战争爆发这一段时期的杜鲁门政府对待新中国的政策。艾奇

逊在中国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巨变面前，不无惶惑地表示：森林里一棵大树倒下，需等尘埃落

定，才能看清其造成的后果。在为时达一年的时期中，杜鲁门政府在对新中国的外交承认、

经济关系、文化宣传以及台湾问题上，都表现出观望、犹豫、举棋不定，反映在决策上，有

过起伏变化。作者在阐述和分析这段时期的复杂关系和纠葛时，表现出了她的研究水平和分

析问题的卓识。特别在台湾问题上，作者对美国的对台政策所作的分析研究是出色的，令人

信服的，揭示了美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企图阻止蒋介石到台湾以便分离台湾（１９４８

－１９４９）、决定放弃台湾（１９５０年初）、重新走向干涉（朝鲜战争爆发前后）。她在

１９８２年曾经发表过《历史的考验——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对华政策》专文，受到国内外

学术界和舆论界的重视，在本书中，作者又丰富了她前面取得的研究成果。 

    书中有“国会和‘援蒋集团’的作用”一章。这在全书中起了画龙点睛作用。谈美国对

华政策如果忽略  了国会议员的作用，那就很难谈清楚，谈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不注意

美国国会内的“援蒋集团”，那就更是忽略了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一般

说来，我们往往对美国总统的作用看得比较重（有时可能过重了一点），而对国会及议员的

作用看得比较轻（有时似乎过轻了一点）。作者以专章来谈美国国会在援蒋反共方面起过的

作用是很有见识的。因为美国国会以及围绕着国会形成的援蒋游说活动“规模之大，涉及美

国政治之深，对美国重大决策的影响都有其不寻常之处，是中美关系史上不可忽视的一个侧

面”。 

    有援蒋集团，同时也有不赞成把宝押在蒋介石身上的集团。围绕着对待国民党和中国共

产党采取何种政策，在４０年代末、５０年代初，在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形成了两派（虽然并

不是泾渭分明的）。一派是以干涉他国内政为己任，另一派是比较正视现实，这两派各有其

代表人物（今天也有）。作者在分析杜鲁门时期对华政策的两派时，没有采取绝对化的一刀

切方式，实事求是地指出两派的大前提都是反对共产主义，都不希望中国共产党过安稳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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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又都不主张美国出兵与中国共产党打仗（尽管出发点不一样）。作者提出了她的“上限”

和“下限”论，即两派共同的“上限”是反共，“下限”是美国不出兵。两派的分歧“就是

在这个范围之内的选择”，表现为战略重点上的分歧——欧洲第一，亚洲第一，或欧亚并重；

还表现为对中国现实的认识的分歧——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反共力量和对中国革命运动的

性质的认识；以及对美国实力的估计——是力大无边，无所不能，还是力不从心，并非万能。

书中对这两派的分析有助于读者了解当时美国对华政策的特点，对认识今日美国对华政策的

起伏变化，也不是没有帮助的。 

    “司徒雷登大使的梦想和现实”这一章是本书的一大特点。着墨虽然不多，但对这位“在

这一段中美关系史上特别值得一提的人物”的勾画很是出色。这位美国大使与别的一些美国

政界人物不同，他有着与中国关系紧密的个人背景，不仅是因为他出生在中国，而且他一辈

子的事业也在中国，堪称地道的“中国通”。他在中国的几十年教育生涯，为中国现代教育

事业作出了贡献，正如作者所指出的，他作为教育家，“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得到相当的信任

和好感”。他享有的自由派教育家名声，本来可以在内战前夕的中国有所作为，中国共产党

人和进步人士曾期望他能“起一点积极影响”，但是，“以后的事实证明，司徒所起的作用完

全与这些期望相反”。 

    平日我也曾与友人们谈论司徒雷登这个人。言谈之间，有人认为司徒雷登如果不当大使，

以一个自由派教育家身份，在美国——国民党——共产党的三边关系中，起一种信使和润滑

作用，也许就会是另一种历史评价；还有人认为司徒雷登是“美国的胡适”，都是文人从政，

又都当了“过河卒子”，涉足自己并不在行的政治领域，吃力还挨骂⋯⋯这种类比未必贴切，

但论者都带有惋惜之情。资中筠则以严肃的态度对司徒雷登担任大使期间的表现作了剖析，

特别指出，司徒雷登比起美国政府中其他人来，“他对蒋介石幻想更深，持续更久”，说明他

不完全是被动地执行美国政府政策，“而是对援蒋反共倾注了个人的感情，十分积极主动”。

作者还进一步指出，“他比一些职业从政人员更缺乏现实感，在某些方面比当时的美国政策

走得更远，在个别问题上甚至自行其是。美国的政策本来已充满矛盾，这位大使的思想和行

动就更加矛盾百出。”这个评论是相当严峻的。作者声明，“本书无意对他本人作出全面评价”，

只是对他作为大使的表现略加评述。我国学术界对这样一位性格复杂、言行矛盾的人物的全

面研究，据闻已有几位青年学人在进行，这是一个新的研究课题，亟愿早日见其成果。 

    读完全书，获益匪浅。这本经过深入研究写出来的学术著作，既有历史性，又有现实感。

写的是１９４５－１９５０年间的事，又何尝不是认识此后几十年来中美关系的曲折发展历

程的有益参考？唯一感到不足的是中方资料少，作者也申明在先：主题是美国对华政策，不

是全面的中美关系。不过，总希望分散在海峡两岸的中方资料能更好地共同为学术研究服务，

有朝一日能有根据丰富的中方资料写成的中美关系史问世。 

    这本书的书名似乎长了点，影响了它对读者的吸引。我试借箸为筹，以《前车之鉴》为

主题，辅以《美国对华政策（１９４５－１９５０）》副题，如此这般，中筠同志以为如何？ 

 
 


